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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來西亞第二大種族華人所經營的華文報，在多族群社會中，長期扮演傳

承族群文化及為華社發聲的重要使命。近年來網絡新媒體及社群媒體崛起，馬

來西亞華文報紛紛進行媒體聚合及數位轉型，改變新聞產製流程及編採工作模

式。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被要求具備更多工作技能，尤其是產製數位內容如新

聞直播、拍攝新聞影片、影片後製等，而輕便及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成為重要

的產製內容工具。智慧型手機一直是記者工作上的重要工具，從單純的通訊功

能到如今的多功能，手機科技的顛覆性演進也改變了記者的工作模式及勞動經

驗。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馬來西亞華文報的 14 名現任或前任文字記者及攝影記

者，發現智慧型手機不僅是產製新聞的工具，同時也成為監督記者勞動的工具，

並且規訓著記者時刻留意手機的動態，包括：新聞關係人的社群媒體動態、

WhatsApp 訊息、各媒體的即時新聞等。華文報進行媒體聚合及數位轉型，但仍

無法改變馬來西亞社會中的種族差別待遇，在以馬來語為主的環境中躲不過翻

譯的多工，所產製的新聞內容皆得翻譯成華文，加上每分每秒都要搶時上載新

聞，使得趕新聞節奏更緊湊。2020 年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也讓智慧型手機在

華文報記者間的使用率大幅度提高，包括採訪線上記者會、新聞關係人更多的

透過 WhatsApp 發佈新聞，以及記者居家辦公等狀況，也加劇了管理階層利用智

慧型手機監控基層的新聞工作者。 

 

關鍵字：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智慧型手機、勞動、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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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aysia's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 run by the ethnic Chinese who’s the 

second largest race in Malaysi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heriting the ethnic 

culture and speak up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online media and social media, people are not relying on 

traditional media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which puts pressure on 

traditional paper media. Malaysia's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have towards 

media converg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been changed the way process 

and edits the news. Reporters are required to have more work skills and multi-task, 

especially for the production of digital content such as live news, shooting news 

videos, and editing videos. Portable and versatile smartphon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content production tools. Smartphon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reporters, from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to multi-functions, the evolution of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has also changed the working mode and labor experience of 

reporters. This research interviewed 14 reporters from Malaysia’s Chinese 

newspaper and found that smartphones are not only a tool for producing news but 

also a tool for monitoring the reporters, guide them to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mobile phone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dynamics of news stakeholders, WhatsApp 

messages, latest news from various media, etc. The media converg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still cannot escape the deep-root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No matter how to work hard for news resources, it still loses cause of 

the unique racial advantage of the Malay media. Furthermore,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Malay, it can’t avoid the multi-tasking of translation. All the news 

content produced has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addition, the news has to 

upload immediately, which makes the journalists always live a fast-paced lif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has also greatly increased the use of smartphones 

among reporters, including online press conferences and news releases through 

WhatsApp. While reporters work from home, which supervisors using mobile phones 

to monitor them.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smartphone, labor, surva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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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在種族權益不平等的馬來西亞社會中，華文報面對文化及社會階級上的差

別待遇，尤其是前線記者最能深刻感受到這股無形壓力，加上傳播科技日新月

異的衝擊及報社主管的追趕，以及來自媒體圈的競爭，內憂外患的重重圍攻，

使得前線記者面對層層壓力。 

  

前線記者肩負揭發社會真相及為民發聲的使命，給人強硬又幹練的形象，

然而他們的權益是否也被看見及重視？他們是否也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 

期許前線記者獲得更多關注及包容，給予他們更多力量繼續為華社發聲及傳承

族群文化。 

 

筆者於 2002 至 2015 年間先後於馬來西亞《光華日報》及《中國報》擔任

文字記者，手上的通訊工具從按鍵式手機到智慧型手機，原本單純用作通訊用

途的手機變成了產製新聞的工具，深刻感受到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如何顛覆及改

變記者的工作模式：文字記者在採訪新聞之餘也要拍照、拍攝影片、做新聞直

播等，而攝影記者拍攝新聞照之餘，也要懂得拍攝影片及進行影片後製剪輯。

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促成了報社進行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而多功能的智慧型

手機在轉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希望能探討智慧型手機對馬來西

亞華文報社記者帶來的工作影響。 

 

筆者於 2002 年於新聞專科班畢業後，加入《光華日報》駐首都吉隆坡辦事

處任文字記者。當時文字記者的主要工作是採訪和撰稿，所需的採訪工具只有

筆、採訪簿或錄音筆；採訪完畢後就趕回報社寫稿，用的是厚大的桌上型電腦 

，稿件完成後就儲存於磁片內交於採訪主任審稿。整個流程以人力操作居多，

儘管當時已有網際網路，不過只用於遠端上傳資料且網速不快，不像現在可以

隨時隨地自在瀏覽網站。當時，手機的主要功能是收發短訊及通電，未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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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網功能，而筆者在成為記者時所使用的第一部手機是當時甚為流行的按鍵

式手機- -諾基亞 3310。 

 

在打稿方面，華文報記者使用的輸入法多為漢語拼音、大易、倉頡或五筆 

，故在使用電腦、筆電或手機打字時，得視自己的打字習慣來選擇輸入法，由

此可見在變換不同裝置打稿時，必須熟悉及習慣不同裝置的特性及使用功能；

正如攝影記者所使用的相機，也從黑白菲林相機，到彩色菲林相機，再提升至

數碼彩色相機。 

         

還記得當時報社有一位年屆 50 歲的資深文字記者，在其他記者都更換手提

電話後，他仍在使用逐漸沒落的呼叫器作為通訊工具，手寫新聞稿，再由打字

部同事協助打字上稿。當時，報社已經全面電腦化及改用手機為通訊工具，不

過基於這位資深記者在報界及政治圈有極好的人脈，報社主管予以極大的包容 

，然而在科技日新月異的追趕下，他最後也換上行動電話及學習如何使用電腦

打稿。 

 

2003 年，筆者轉投另一報社《中國報》任社會新聞記者，被要求於三個月

試用期內學會漢語拼音以外的任一種輸入法，因主管認為漢語拼音輸入法較容

易打錯字，加上輸入符碼後還要逐一選字太耗時，因此規定新晉記者必須學習

大易、倉頡或五筆輸入法，作為錄用門檻之一。 

 

大易輸入法的入門是先熟記字根表，每個字的部首和筆畫都由不同的字根

所組成，只要熟記字根表及勤加練習即可快速打字；不過，由於當時《中國報 

》是以繁體字印刷出版，筆者在苦背大易字根表之餘，還得學習繁體字，因馬

來西亞教育部於 1980 年代開始推行 3M 中文教育制度，陸續幾年間將全國國民

型華文小學所有課本從繁體字改為簡體字，實行簡體字與漢語拼音教學，其後

再延伸至國民型中學和華文私立高中（廖冰凌，2017），而筆者正是在 3M 華

文教育制度下接受華文教育，故沒有接觸過繁體字，僅是課外閱讀有接觸過繁

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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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字記者從手寫新聞稿到學習電腦輸入法的甘苦過程，正如後來智慧

型手機的面世，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學習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產製新聞內容。

科技變遷影響著報社記者的工作模式，而不同年代入行的記者也見證著科技躍

進帶來的新聞產製流程的改變。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只有行動手機的年代，記者採訪完後多半是趕回報社

寫稿，若發生重大事故來不及趕返報社，就通過電話將新聞重點匯報給在報社

候命的記者同事，由對方代為撰稿，而攝影記者則必須設法將照片傳遞回報社 

，包括報社再派另一攝影記者前往支援。大約 2007 年後期網際網絡的發達，文

字記者獲配筆電及隨身寬頻器（broadband），利用筆電在外打稿，再將新聞稿

或照片發送回報社，如沒有寬頻就設法尋找有提供無限上網的地方如餐廳、網 

咖等。 

    

在智慧型手機推出市場後，報社沒有提供津貼予記者添購智慧型手機，卻

也沒有強制記者更換智慧型手機。不過，在大環境的驅使下，沒有智慧型手機

就難與同業競爭，記者因而紛紛自掏腰包添購智慧型手機。 

         

筆者在入行擔任文字記者的前 8 年，一直使用按鍵式手機，然而在一次採

訪船難後決心更換智慧型手機。事緣於 2010 年 10 月於馬來西亞马六甲海峡距

离雪兰莪州沙白安南乌暹港口外海發生貨船與渔船碰撞的意外1，筆者與攝影記

者趕到現場採訪，為求可以從不同角度搜集更多新聞資料， 個別登上不同的漁

船出海。筆者所乘的漁船出海數小時後，即發現其中一名遇難渔民的大體漂浮

於水上。由於漁船只是協助搜尋，無法亦無權打撈大體， 只能在搜救單位的船

隻趕抵前遠距離觀察及確保大體不被海浪沖遠。當時，筆者使用的是有拍照功

能的諾基亞按鍵式手機，可是手機相素不佳且遠距離拍攝，所拍到的照片模糊

 
 
12010 年 10 月 7 日凌晨， 馬來西亞马六甲海峡距离雪兰莪州沙白安南乌暹港口外海發生貨船與

渔船碰撞的意外，导致渔船內正在睡梦中的 16 名渔民全掉下海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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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大致可看到海面上有面部朝下的大體。由於手機沒有上網功能，因此筆

者只能使用手機短訊將照片傳給主管。主管在得知是獨家照片後，即使照片素

質不佳，也照樣刊登在報章上。筆者站在記者的採訪責任及立場上，自覺當時

若有高相素的智慧型手機在手，或可拍到更有素質的照片，此後便換上了智慧

型手機。 

          

另一個促使筆者更換智慧型手機的因素，是社會新聞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

方－－警消高層、政府單位等，改用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 WhatsApp 發佈消

息，還有其他工作上的重要聯絡人都改用智慧型手機，筆者和其他同業在這波

潮流下改用智慧型手機。 

     

在改用智慧型手機後，筆者和其他大部分記者就逐步棄用筆電打稿，改用

智慧型手機打稿，主要是智慧型手機小巧輕便且有上網功能，隨時隨地可以用

手機打稿及傳稿，不需要找地方用筆電打稿及連接網絡。其中一個深刻的經歷

是 2013 年 7 月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蕉賴發生的槍擊案2，筆者值夜班前往採

訪。案發於晚上約 10 時，媒體在凌晨近 12 點接獲通知趕往現場採訪，距離凌

晨 1 點截稿印刷不到一小時，加上夜已深，報社沒有其他記者支援，筆者在掌

握相關資料後便在案發現場外用手機打稿，再通過通訊軟體 WhatsApp 上傳新

聞稿給報社夜班編輯，成功趕上截稿時間並改版為次日早報的頭條新聞。 

 

         科技物加快了資訊收發的速度，同時也追趕著前線記者的腳步，使得他們

的工作更加繁重，例如在智慧型手機的拍照相素越來越高後，文字記者也用智

慧型手機拍攝新聞照。記者採訪得來的新聞內容不再只是供應報章出版，還要

配合新聞網站及社群媒體（臉書、推特、IG 等）的內容需求，產製不同形式的

新聞內容。再者，馬來西亞官方多以馬來語或英語作為媒介語，因此，華文報

記者在多語環境中注定比馬來報或英文報記者多一份勞動，在處理華文以外的

 
 
2 2013 年 7 月 4 日，數名劫匪闖診所搶劫，恰好診所內有一社會聞人擁有合法配鎗，當場擊斃

一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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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內容時必須快速理解並翻譯成華文。 

 

  報社內不同的新聞組又有著明顯不同的採訪環境，採訪形式也有所不同，

例如政治新聞組記者多半在正式場合採訪、社會新聞組記者採訪情況多變的突

發現場、地方新聞組記者多採訪民生新聞，娛樂、體育及財經新聞組記者的採

訪環境和性質亦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新聞組的記者面對不同的工作挑戰及環

境，例如：政治記者若趕不上部長的重要記者會就錯過記者會直播，而社會新

聞記者正好相反，他們在事發後趕抵現場再設法尋找新聞畫面。 

 

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勞動改變，在臉書的直播功能啟動後再掀起另一波浪

潮，全球各地媒體進入新聞直播的時代。2015 年 12 月初，臉書推出直播功能 

，起初僅開放給部分美國用戶，12 月中再開放給全球受臉書認證（藍勾勾）的

用戶，包含名人、企業單位等，未久台灣私人用戶也發現自己的臉書帳號增設

了直播功能（蘋果日報，2015）。 

 

2016 年 1 月，臉書宣佈全球超過 30 個國家和地區的 iOS 的行動裝置用戶

可使用臉書帳號進行直播；2016 年 2 月再下一城，臉書開放予安卓用戶也可以

使用直播功能（Facebook,2016），如今幾乎所有臉書帳號都有直播功能。臉書

直播功能的啟動，為臉書個人用戶帶來傳播及人際交流上的新樂趣、公眾人物

多了宣傳平台、商家增加了新的行銷平台，然而對媒體而言就是多了一個新聞

戰場，例如初期只有蘋果手機用戶可以使用直播功能時，沒有蘋果手機的記者

擔心落在他人之後，甘願自費添購蘋果手機。 

 

手機直播新聞是全球媒體的趨勢，不過，這對於資深且較年長、不熟悉科

技物操作的記者而言是另一種挑戰，他們在執行日常採訪工作之餘，必須學習

新的科技物，勞動力倍增；相對的新晉記者在入行前獲得專業傳播教育訓練，

加上日常對科技物的掌握，在入職後使用智能手機產製新聞並不難。 

 

在筆者認識的同業前輩中，年資逾卅年的文字記者就感嘆，報社要求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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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現場進行現場直播，同時要像新聞主播一樣即場播報新聞，難免會結巴或

用詞欠佳，結果網民的反應褒貶不一。過往，電視台採用衛星新聞轉播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進行新聞直播，將 SNG 車開到新聞現場附近，如今

新聞直播不再是電視台的專利，先不論直播素質，只求快又準，只要智慧型手

機在手，任何媒體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在新聞現場做新聞直播。 

   

2018 年馬來西亞第 14 屆大選3，執政 61 年的國陣政府及首相納吉（Najib 

Razak）敗選下台，加上他與夫人羅斯瑪被指涉嫌參與 26 億政治獻金案4，成為

媒體追訪的焦點，大批記者到其住宅及辦事處守候及採訪。當時已興起新聞直

播，為了拍攝納吉及夫人的動向，有的記者架起手機直接對準其住宅做直播，

以不錯過任何突發狀況。自此，華文報的新聞直播風氣被炒得更熱，加上直播

可增加記者個人知名度，使得記者更熱衷於新聞直播。 

    

數位時代的來臨，改變了閱聽人接收資訊的方式，人們有更大的自由及權

力選擇所要的媒體內容。在媒體方面，傳統媒體進入跨媒體傳播時代，不再獨

守單一傳播管道，而是透過不同的媒介及平台來傳播文字、圖片、影片等資訊 

，正如報社不再只是出版紙本報章，也經營新聞網站及社群媒體，也產製數位

內容如新聞影片、新聞直播等。 

  

因應不同時代出現的傳播科技，記者的工作模式及節奏也隨之改變，筆者

就過往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工作經驗中觀察發現，從按鍵式手機到智慧型手機

的出現，手機每個階段的技術轉變對華文報記者的工作模式帶來改變，加上馬

來西亞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特質，塑造了與其他大中華地區華文媒體不一樣的媒

體生態，因此，筆者對智慧型手機的引入如何改變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工作

模式與勞動權益深感興趣。 

 
 
3 馬來亞獨立 61 年來首次政權輪替，巫統與國民陣線被希望聯盟拉下馬；馬哈迪二度出任首

相。 

 
4 納吉涉嫌將政府管轄的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1MDB）的 26 億令吉（約新台幣 193

億）存入自己的帳戶，宣稱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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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工作概況 

壹、多語環境下的多工 

馬來西亞是個語言豐富的國家，馬來語是國語及官方語言，其次是英語，

另外常能耳聞的語言還有華語、淡米爾語、各族方言等，而馬來人在馬來西亞

有優勢地位，人口比例佔最多數， 政府部門官員及要職也多以馬來人為主，故

在當地社會及政府部門多以馬來語為媒介語；各族之間的溝通則以馬來語或英

語為主，同族之間則使用各自母語或方言。 

 

     在馬來西亞多語環境下，華文報記者處於多語採訪模式，就像日常生活中

在多語的情況下與他人接觸。不過，多語環境為記者工作帶來一定程度的多工

勞動，例如在採訪以馬來語或英語為媒介語的新聞場合，華文報記者必須將新

聞翻譯成華文，再寫成華文新聞稿，這樣的工作流程顯然比馬來報或英文報記

者的勞動來得多。再以政府發佈的文告為例，多採用馬來語或英語，在國陣執

政的前 61 年內難見有華文文告，在希盟政府的短暫執政生涯中，部分內閣華人

部長或領袖有另外發佈中文版文告。因此，華文報記者在處理以馬來語或英語

發表的新聞時，必須準確的翻譯成華文，錯誤詮釋會誤導讀者且對新聞發佈造

成不便及傷害。 

 

     再者，馬來西亞的馬來報及英文報種類眾多，加上他們因種族優勢比華文

報有更多的機會取得獨家消息或優先報導，因此華文報主管每天都要翻閱馬來

報及英文報，挑選出華文報沒有的報導，或是有新聞價值的專題報導，再按排

記者翻譯成華語新聞，再轉載刊登及發佈。 

 

     華文報有另一規定，凡是在新聞中出現的重要新聞人物若為華人，在新聞

稿上都必須盡可能寫上其中文名字，不得寫英文名字，地方名字或特有名稱的

處理方式也一樣。除非已知相關新聞人物的中文名，否則記者在會後必須詢問

對方的中文名，偶有遇上不懂自己中文名的華人，記者唯有以其英文名直譯成

中文，並註明為「譯音」，例如：所知的英文名是「Chen Da Ming」，新聞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14 
 

 

的寫法是：「陳大明（譯音）」。 

 

     媒體匯流成勢，記者的採訪工作變得多工，儘管並非所有新聞都需要直播

或拍攝影片，不過一旦遇上重要新聞或臨時有重要新聞發佈，記者要現場採訪 

、耳聽筆錄、發即時新聞、錄音、錄影、拍攝影片，如非中文發佈還要翻譯，

必要時需要新聞求證，可見工作之繁複。 

 

貳、數位轉型前的記者趕工 

      報社的趕稿時間緊湊，馬來西亞華文報在還沒迎接數位轉型前，報社日常

出版從早到晚有數個不同的截稿時段，以應付不同地區的報章發行，尤其多家

華文報於 90 年代開始發行晚報，當時最早的截稿時間普遍為下午 2 點至 4 點，

最晚的截稿時段為凌晨 1 點。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華文報在上午時段有一特別的截稿時間，是專供

新加坡報社所用。由於毗鄰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政治經濟上有著特殊的關係 

，當兩國有重要課題或發生重大事故時，勢必成為兩地媒體的重點報導，因此

兩國華文報會互相供稿。有的新加坡華文報是上午時段截稿，而馬來西亞華文

報會在對方截稿前供稿，負責採訪相關新聞的外勤記者必須設法先趕稿給新加

坡報社。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版別一般分為全國版、地方版、體育版、娛樂版、廣告

版不等，並分成不同的時段來進行印刷，以應付全國各地的發行量，當中以全

國版新聞的截稿時間是最晚的，此版主要是刊登全國重點新聞。 

 

一般上，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編輯室設於總社，各地採訪中心的新聞稿都會

上傳到總社編輯室，經主管審閱後再進行編輯出版，以發行量最多的兩家華文

報《星洲日報》及《中國報》為例，兩報皆有北部（北馬）、中部（中馬）及

南部（南馬）的地方新聞版。由於馬來西亞各州屬之間的距離甚遠，各報在不

同州屬設有印刷廠，必須配合各地的送報時間來編製印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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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至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有發行晚報的華文報一般是設定

下午 1 點至 2 點為各地採訪中心的截稿時間，以印刷地方版新聞；下午 4 點開

始是全國版新聞的截稿時間以進行晚報印刷，接著是傍晚 6 點由報車將報章送

到各報攤或發行點；除非有重大新聞，編輯室會酌情延遲截稿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的投注公司萬能（Magnum）、多多（Toto）及大

馬彩（Da Ma Cai）在數位時代來臨前也影響著報章印刷出版的時間。投注公司 

固定於週三、週六及週日開放投注（偶有週二特別投注），傍晚 7 點開彩。在

沒有網際網絡的年代，人們要知道開彩成績就要看報章，而華文報會在晚報刊

登開彩成績，意即每週至少有 3 天要提早截稿，相對的也壓縮了記者的採訪時

間。有些急著要買報看開彩成績的人並不在乎買甚麼報章，只求馬上看到開彩

成績，因此，報社為了爭取這批看開彩成績的消費者，在開彩日都會特別叮囑

採訪部抓緊截稿時間，勢必要比其他報更早出版上街。如今，人們可以上網查

詢開彩成績，不需購報看開彩成績。 

 

本小節所提到華文報晚報，是馬來西亞報業發展史重要的一環，在還沒有

互聯網的 90 年代，當代報人以「今日事，今日知」的理念出版晚報，自此成為

各華文報重要的競爭場域，即是新聞速度的競爭，也是商業較量。近年來，網

絡媒體崛起及華文報數位轉型，各種資訊都可以從網絡中搜尋到，以致華文報

讀者群流失，有的華文報停止出版晚報，獨留《星洲日報》及《中國報》仍出

版晚報，至 2020 年因新冠肺炎及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兩家報社也先後於

2021 年 4 月停止出版晚報，晚報正式走入歷史。 

 

本小節所說明的現象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數位轉型前的樣貌，前線記者在這

個階段的各類趕工雖不及數碼時代的步伐來得緊湊，不過似乎也在預習著數碼

時代的來臨。 

 

參、新科技引入的多工 

筆者於 2002 年加入馬來西亞華文報時，當下流行的是按鍵式行動手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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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網功能，短訊及撥電都是依使用量付費，而採訪時錄音用的是手掌般大小

的錄音機。當時，手機的功能單純就是通訊工具，與採訪工作上最直接的用途

是接收及回應主管的工作指令，再來就是與新聞關係人的聯繫，沒有上網或拍

攝功能，更沒有臉書或 IG，只有剛剛面世的「Friendster」。 

 

智慧型手機於 2000 年後面世，人們開始使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繫，開設臉書

帳號以發佈或瀏覽有趣的事物，馬來西亞 政治人物或官員緊隨西方腳步好以推

特（Twitter）發表政見及最新動態，各源流記者也跟上潮流陸續換上智慧型手

機，手機成為資訊的來源。 

 

對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而言，智慧型手機的用途大致上可分為三類：  

 

一、 資料蒐集：追蹤新聞人物的社群媒體帳號、搜尋新聞資料、跟進新聞 

 
社群媒體如今已成為政治人物、政府部門、高官顯要、執法單位、名人、

藝人等單位的展演平台，經常被用以發表言論、政見或政策，偶有風吹草動都

引起記者的關注。記者甚至特別為重要人物或單位的帳號設定「新貼文通知」

的功能，以便第一時間收到消息，尤其是發生重大事故時更要緊跟相關社群媒

體帳號是否有發佈新消息。因此，記者同行間經常互相調侃，他們追蹤的社群

媒體帳號都是工作所需，自身感興趣的帳號僅佔少數，即便下班後打開社群媒

體看到的滿滿都是與工作相關的內容。 

 

不同新聞組的記者負責採訪的領域不同，所關注的社群媒體帳號類別也不

同，例如政治新聞組關注政府機關、政治人物等；社會新聞組關注警方、消拯

（同警消）、執法單位等；娛樂記者關注藝人、影視、歌壇等動態，以此類推 

。除了日常採訪及追蹤新聞，記者也要關注相關社群媒體帳號是否有新動態，

或是瀏覽常有新聞爆料的網站。 

 

二、 聯繫：與主管、同事、同業、線人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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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及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使得記者與他人的聯繫變得更加容易及

快捷，收發郵件不在話下，最常就是使用通訊軟體發送新聞消息、照片、影片 

、記者會資訊、文告等，或是使用網絡流量撥電。根據數據庫 DataReportal 的

「2021 年度數位報告：馬來西亞篇」，馬來西亞人最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是

WhatsApp，依序是臉書即時通（FB Messenger）、微信、Skype 及 Line（Simom 

Kemp,2021）。 

 

記者在工作上最常聯繫的對象是主管及同事（對內），以及同業及新聞關

係人（對外），彼此透過手機通訊軟體溝通更多於面對面接觸。  

 

透過通訊軟體及互聯網科技，報社主管要傳達的指令及工作要求更直接及

迅速，猶如監督器般督促著記者的工作進展；其實在智慧型手機還未出現前，

記者也並非在下班後就完全抽離工作，例如主管發現他報有獨家報導時，會隨

時致電或發送手機短訊責問記者為何有疏漏，或要求跟進相關新聞。 

 

記者與同業、新聞關係人的溝通也多使用通訊軟體，尤其是政府官員、公

關、各類組織單位習慣通過手機通訊軟體的群組發佈消息及最新資訊，例如政

府官員要發表官方文告時，透過群組就可以將大篇幅的文告迅速發送給各大媒

體，按鍵式手機的短訊就無法發出字數過多的訊息，或得分段發送，不便於閱

讀或有訊息漏發之虞。 

 

記者們為了接收到更多消息，故會尋找管道及機會加入類似的群組聊天室 

，尤其是由政府單位或官員所創立的群組更是記者們所欲求的，越有影響力及

消息靈通的群組聊天室越受歡迎。各媒體單位的記者人數甚多，偏偏群組可容

納的人數有限，以馬來西亞媒體最常使用的 WhatsApp 群組來說，早期僅能加

入 50 人，可說是供不應求，發展至今可加入逾兩百人。 

 

筆者過往在社會新聞組的觀察發現，馬來記者開設的 WhatsApp 群組最受

同業歡迎，事因馬來西亞人口以馬來人居多，馬來電視台記者、馬來報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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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記者多為馬來人，情報來源方如警察、消拯等單位也多為馬來人，雙方同膚

色易溝通，因此當有突發事故時，馬來記者很快收到通知。儘管其他種族的社

會新聞記者也有獲取情報的管道，不過大都抱著「寧可殺錯，不可放過」的想

法，很踴躍加入類似的群組聊天室，為的是得到更多消息。 

 

新聞關係人隨時都可能聯繫記者提供情報，因此，有的記者就算已下班或

休假中也會查看訊息內容，如有重要消息會轉告主管或值班同事，調派人手處

理及採訪；即便值班記者可能已知道有關消息，不過基於報社提倡的團隊精神 

，休假記者仍會通報以防有消息錯漏。 

 

三、 採訪報導：寫稿、錄音、錄影、拍照、直播等 

 
對人們來說，手機最初的功能是聯繫及發送訊息，然而在手機技術越來越

發達後，手機對不同行業的人帶來不同的定義及功能。對文字記者來說，多功

能的智慧型手機被用作寫稿、錄音、錄影、拍照、直播等，搭配網際網路的發

達，再把這些不同類型的新聞內容發送到編輯室，審閱後再發佈到報社的各大

內容平台（直播內容除外）。 

 

對攝影記者而言，從黑白菲林到彩色菲林、再到數碼相機，變的是不斷精

進的攝影器材及科技，然而不變的是對新聞照片的敏銳及攝影專業。在攝影記

者都換上專業數碼相機之際，部分報社主管看上價格相宜且操作容易的小型數

碼相機，安排文字記者出勤時也配帶小型數碼相機，要求文字記者在攝影記者

不在場的時候， 代為拍攝照片。當時，這個現象引起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分工

模糊的現象，雙方皆持不同意見：攝影記者的專業被侵犯？文字記者何以無償

兼顧攝影工作？兩者的分工模糊？在從未停止的新聞競爭之下，記者們為了爭

取獨家新聞及個人表現，似乎逐漸迷失於分工模糊的灰色地帶，主管也樂於鼓

勵及說服記者們以新聞速度優先。 

 

從前，記者們採訪完畢後大多都趕回報社寫稿或沖洗菲林，厚大的桌上型

電腦及磁片用來儲存字字珍貴的新聞稿，還有放滿抽屜裡的錄音卡帶；攝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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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照片的黑房常常傳出驚呼聲和感嘆聲，菲林照片的優劣全在黑房內揭曉，

還有日久堆積如山的硬照。 

 

2000 年初，筆者任職的《光華日報》駐吉隆坡辦事處沒有沖照黑房， 攝影

記者都把菲林送到指定的相館代為沖洗照片，沖洗時間得視相館的作業情況，

然後再把照片送回報社供排版。當時筆者初出茅蘆沒有交通工具，常常搭上攝

影記者的機車一同出勤，採訪完畢再一起將菲林送往相館， 偶爾遇上攝影記者

要趕場去下一個採訪地點，筆者就當跑腿把菲林送到相館沖洗……這是沒有網

際網絡、智慧型手機及數碼相機的年代，記者們都為了追趕截稿時間疲於奔命 

。 

 

90 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報十分注重晚報市場的競爭，一般是下午 2 點到 4

點之間就開始截稿，而在截稿時刻仍未趕抵報社的記者，就得靠報社內的同事

支援。通常是報社同事利用室內電話撥打出勤記者的手機，讓對方報上新聞重

點，再代筆撰寫新聞稿，然而這樣的作業方式容易出現錯漏，如詮釋不當或用

詞不當。 

 

  2000 年後期網際網絡普及化，筆電及數碼相機相應面世，文字記者和攝影

記者不再趕路回報社，採訪完畢後可以即場處理新聞稿和照片，只怕筆電出現

技術問題，或是筆電電量不足、沒有地方充電或網絡不穩，甚至是沒有網絡。 

 

各類型移動裝置出現後，伴隨而來的是網絡上各式社群媒體及網站，記者

的文字和照片內容已經無法應付越來越多的內容平台，以及競爭激烈網絡媒體 

。華文報於是也加入跨媒體傳播，產製影音內容如直播、拍攝新聞影片等，文

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因而變得多工，智慧型手機的多功能及輕便，正好可以解決

記者的多工問題，例如直播（無需攝影機或 SNG 設備）、拍攝簡短新聞影片（ 

帶臨場感無需剪輯）。 

 

文字記者的打稿工作，也在智慧型手機出現後得到救贖，記者可以直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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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型手機撰寫即時新聞或全篇新聞，上傳至社群媒體或傳給主管。在使用

智慧型手機打稿的經驗上，筆者與眾同行都有同樣的經驗，因平日使用筆電或

電腦打稿時慣用大易輸入法、五筆輸入法等，偏偏手機多數是漢語拼音輸入，

故大腦及手指經常隨著裝置的不同而轉換打字系統。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播模式也隨之改變，全球各地媒體面臨新科技帶來

的工作轉變及挑戰，這一普及現象也成為各地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數量不計其

數。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有異，因此這些研究自帶不同的研

究觀點及角度，例如台灣人慣用通訊軟體 Line，台灣記者在數位環境中最大的

工作改變是經常使用通訊軟體（LINE）溝通聯絡，務必隨時收發訊息，而匯流

加重記者的工作，被要求快速即時發稿、隨時使用通訊軟體工作及在社群媒體

進行直播，使得他們過著 3L（Latest、LINE、Live）的生活（劉蕙苓，2018）。 

 

近年來，馬來西亞華文報社為了趕上數位轉型的腳步，增加了網絡及社群

媒體的內容，相對的也增加了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的工作量，從而產生了勞動

剝削及壓榨，媒體人員基於工作使命、收入需求等客觀因素，毅然接受報社所

指派的任務。 

 

馬來西亞在各種族的政、經、社、教的因素影響下，長年累月型塑了華文

報記者既自大又自卑的自我認知（廖佩雯，2008）。從這一觀點來看，馬來西

亞華文報記者在面對自身的勞動權益問題時，是否也顯得卑微無力，或是選擇

避而不見？正如馬來西亞一般的時事報導及評論者中，較少看到有關媒體記者

福利及工作狀況的描述，就連經常以各行各業為藍本的電視劇或電影，也甚少

以媒體為題材，即使是有也與媒體真實情況相差甚遠。 

 

除了華文報記者面對自身勞動權益的醒覺之外，另一點是華人在馬來西亞

的政治經濟地位中處於二等位置，在此複雜的環境下，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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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內憂外患的，要處理的疑難雜症甚多。內憂：報社內部鬥戰及同行的競爭壓

力；外患：多元種族的社會、媒體壟斷及政治力量的干預。華文報記者何時才

有餘力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大大改變了記者的工作

模式及勞動權益。 

   

近 20 年來由馬來西亞前媒體人或積極於推動馬來西亞中文媒體教育的學

者，以馬來西亞華文報為研究主題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黃國富（2002）以傳

播的角度試圖了解在馬來西亞被視為「華社三寶」的華文報紙，其所呈現的內

容，在華人建構族群認同的過程中帶來甚麼影響。此研究以 1987 年發生的「華

小高職事件」做為研究個案，並以馬來西亞較具代表性的兩份華文報紙《南洋

商報》與《星洲日報》為分析對象，採取論述分析做為研究方法，並在新聞文

本的分析中發現華文報建構了一個分類架構，形塑一組互相對立的關係——

「我群」與「他者」，以凝聚族群認同和動員進行抗爭；黃招勤（2004）討論

多族群社會環境下華文日報的困境及其採取解決或自救的方法，研究方向為多

族群社會環境中的華文報如何嘗試在國家利益和族群利益中取得雙贏、如何面

對主流媒體的挑釁及政治人物種族意識型態的挑戰，以及分析華文報在面對上

述挑戰時採取那些消極或積極措施來捍衛自身的地位；廖佩雯（2008）從職

業、組織、制度三個角度探討華文報記者在不同層次的工作場域以及面對不同

的概化他者時，所型塑出的自我認知類型，受到馬來西亞各種族不平等的政、

經、社、教的影響下，華文報記者有既自大又自卑的自我認知；曾麗萍（201 

0）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家管制各面向，探討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對華

文報的影響，結論發現在威權治理下，國家角色深深影響著各領域的發展，尤

其是早期的華文報是個人或家族企業辦報形態，70 年代後國家機器趨於威權主

義，華文報開始歷經政黨收購、集團化、朋黨化、第二次政黨收購，發展至後

期的集中化並呈現逐步倒退的現象；房翠瑩（2016）研究華文報的自我審查從

觀念、新聞報導原則及報導手法，還有新聞審查網及媒體法令的束縛，形成華

文報的自我恐嚇使得自身失去自由。 

 

有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學者對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論述焦點，一是華文報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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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內部營運及組織文化為機密，不對外開放讓學者進行學術研究，二是大部份

學者已經脫離報社時間太久，或是不曾在報社服務過，對報社運作只能依賴次

級資訊來做佐證（黃招勤，2004）。 

 

以上述學術論文為例，撰寫人皆曾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或媒體服務過，研究

樣本及角度更有效度及聚焦，研究方向著重於探討華文報的角色、使命及功能 

，較少關注華文報記者的權益，而本研究的目的望能聚焦研究及分析華文報記

者的工作在新科技引入後面對甚麼樣的影響。儘管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是熱門

的研究題目，各地皆有相關學術研究，不過，以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為研究對

象的學術研究不多見，筆者曾於相關領域任職文字記者一職，望可提供更貼切

及適宜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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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紙簡史 

馬來西亞獨立於 1957 年，是個多元民族國家，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及

其他少數族群所組成，根據馬來西亞國家統計局 2018 年的統計，全國人口有約

2906 萬人，馬來人約 2007 萬人、華人約 669 萬人、印度人約 201 萬人及原住

民約 29 萬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2019），多元民族文化形成了特

殊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形態，同時也促成多元的媒體文化生態，有以馬來語、英

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為媒介語的媒體，百花齊放。 

 

馬來西亞的華人移民從中國南下而來， 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相比，馬來西

亞華人有其獨特性，華人人口將近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使得它與相對少數人

口的歐美各國華人社群不一樣，卻也和佔人口大多數的新加坡有所不同，也正

因為這樣使得馬來西亞華人面對了獨特的問題和命運，尤其是被馬來人視為威

脅，因而在二戰的解殖民化及新興的民族國家建構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許德發 

，2015）。  

 

由於華人不是主要種族且人口排行第二，因此華裔的發展、待遇及資源並

不如馬來人，同樣的華文報也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和管控，華文報媒體向來就

是在新聞自由的狹縫中遊走。從歷史上來看，馬來西亞華文報的開發及出版技

術源於海外宗教的流入，而隨後的發展與當地人文、政治及經濟有很大關聯，

其發展及變遷大致上可以 19 世紀初期開始，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馬來西亞獨

立、馬哈迪時代等分水嶺，以下分別敘述其發展。 

 

壹、二戰前僑界主導馬來亞華文報         

馬來亞出現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簡稱「察世俗」），於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馬六甲創刊，也是中國

以外最早的華文刊物（方積根、胡文英，1989；葉觀仕，1996），傳教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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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馬來亞。除了是馬來西亞第一份華文報紙，在《察世俗》問世前，中國沒

有定期出版有關時事新聞類型的報刊，因此《察世俗》可謂是世界上第一份華

文報（葉觀仕，1996）。 

      

《察世俗》是書本形式的刊物，使用竹紙印刷，每月出版一次，內容有傳

教、新聞和新知識，因此可算是新聞性質的報紙。創刊號列明辦刊宗旨：「本

報雖以闡發基督教義為唯一急務，然其他各端，亦不敢視為緩圖而掉以輕心。

知識科學之與宗教本相輔而行，足以促進人類之道德，又安可忽視之哉。中國

人民之智力，受政治束縛，如呻吟憔悴無以自拔者，相自沿迄今二千餘截。一

旦欲喚起其潛伏月本能而發揚蹈厲，夫岂易事。惟有抉擇適當之方法，奮其全

力，竭其熱忱，始終不懈，庶幾能挽回於萬一耳。作始雖簡，將畢必巨，若干

人創之於前，若夫發揮光大則後之學者責無旁貸矣。」 

  

《察世俗》 當時無法每日出版及傳播最新消息，不過其宗旨及目的與辦報

理念一致。《察世俗》發行初起印製 500 份，後來增至 2000 份，免費分送至華

人聚集的地方，如檳城、丁加奴（現稱登嘉樓）、婆羅洲、蘇島、越南、暹羅

等地區，至 1822 年因主編病重而停刊（葉觀仕，1996）。 

 

        《察世俗》的創辦人是英國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 Robert Morrison，主編是

William Milne，另有來自中國的刻板工人蔡高和梁發，他們隨 Robert Morrison

及 William Milne 到馬六甲辦報。蔡高被指是中國第一個基督徒，而梁發則是馬

來西亞第一位華人記者，也是中國近代報人。梁發來自中國的貧苦農家，11 歲

讀村塾，14 歲停學後次年赴廣州謀生，先學製毛筆，後來當雕刻木板印刷的學

徒 4 年，在中國活字鉛模的集體研究中有重大貢獻。1835 年，他也曾與創造活

版華文鉛字的 Samuel Dyer 牧師共事，被謂為新加坡華文印刷業的鼻祖（葉觀

仕，1996）。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雛型落於 1815 至 1879 年，當時馬來亞與新加坡

還未分家，兩地皆有華人居住，除了《察世俗》另有其他由外國傳教士所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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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刊物， 包括《天下新聞》（1828 至 1829 年，馬六甲）、《東西洋考每

月統計傳》（1837 至 1838 年，新加坡）、《日升報》（1858 年，新加坡）等 

；至 1880 到 1932 年，兩地的華文報章擺脫宗教色彩，滲入了政治色彩，當中

有 15 家報紙是保皇派（4 家）及革命派（11 家）的政論性報章，又以 1910 年

於檳城創刊的《光華日報》是目前仍在出版歷史最久的革命派報紙。 

 

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文人辦理的政論性報紙著重宣傳、不善經

營，數年間因經營不佳而停辦，取而代之的是商業報紙的興起。在這 21 年期，

馬新共有 38 家報紙（含日報、午報、晚報）創刊，包括吉隆坡 7 家、檳城 9

家、怡保 5 家、砂拉越 8 家、沙巴 2 家及新加坡 7 家，當中以《南洋商報》

（1923 年）及《星洲日報》（1929 年）至今仍在出版中。 

 

馬來西亞西地區目前 6 家主要華文報有《光華日報》、《南洋商報》、

《星洲日報》、《中國報》及《光明日報》，其中《東方日報》於 2021 年停

刊，轉戰新媒體。前三家報社在二次戰前創辦，創辦者都是星馬兩地的僑胞領

袖，創辦宗旨與當時的中國政局息息相關，然而不管是是革命黨與保皇派之爭 

，馬來西亞華文報在後續的發展中逐漸「本土化」，辦報理念與創刊時期大相

逕庭。以下簡述創立於二戰前的三家報章： 

 

        《光華日報》於 1908 年由僑商莊銀安在緬甸仰光創刊出版，後因落入保皇

黨手裡；同年 11 月於仰光再發行第二版《光華日報》仍被迫停刊及驅逐出境。

最終於 1910 年由孫中山在檳城招股再次出版《光華日報》（葉觀仕，1996）。 

 

《南洋商報》創刊於 1923 年，創辦人陳嘉庚是星馬地區橡膠大亨、20 世

紀初東南亞的富商巨賈，在自家報紙上刊登自家企業的廣告以節省額外開銷，

也利用報章促進實業發展以維護僑社的利益。在政治理念方面則主張抗日，後

由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接手後開始靠攏中國左派，成為星馬華人社會「親中共 

」的報紙（彭成毅，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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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創刊於 1929 年，緬甸華僑胡文虎創辦，創立目的與陳嘉庚一

樣旨在推廣其企業產品虎標萬金油。《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自 1930 年代

以來有著激烈的商業競爭，至 1950 年中共沒收胡文虎在廣州「永安堂」的資產 

，報紙也被禁止在中國大陸出版，以致原想左右逢源的胡文虎與中共徹底決裂

（彭成毅，2019）。 

 

貳、二戰後從極盛至馬來西亞獨立後遭打壓 

日軍侵略時期，馬來亞所有報紙被迫停刊，報社所有設備被催毀，此時期

的華文報業發展為零，日軍自行出版中文刊物《昭南日報》、《久鎮日報》、

《昭華半月刊》、《南光週刊》等用以宣揚日軍的戰果。 二戰結束後，華文報

如雨後春筍，短短 12 年間不斷復刊及創刊的日報多達 64 家，內容風格五花八

門，有左派、右派、中立、商業及黃色的，自動停刊或遭關閉的也多，被謂為

是戰後新聞饑渴所致的報壇怪象（葉觀仕，1996）。 

 

         至 1957 年，曾被葡萄牙、荷蘭及英國殖民的馬來亞半島成為獨立國，國父

兼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領導的新政府，嚴格管控國

內的報章及印刷工廠，同時每日在郵局及海關全面檢查所有進口的書刊，以防

左派相關的內容物流入國內，尤其是中文刊物為主要檢查對象。其他杜絕左派

刊物的行動還包括搜查報社及印刷設備，有左派編輯人員被停職、扣留或解遞

出境（古玉樑，2011）。 

 

         馬來半島立 6 年後，英國殖民政府放棄新加坡、砂拉越及沙巴，三邦與馬

來半島合併成為「馬來西亞」；兩年後，領導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黨魁李光耀

與巫統的種族主義份子產生嚴重分歧，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5 年 9 月 16 日將新

加坡逐出馬來西亞。新加坡成為新的獨立國，從而改變了馬新兩地華文報業的

版圖。 

    

馬新分家後，兩地報章重新洗牌，兩國政府的默契是：不允許對方的媒體

左右本國政治。在報章發行方面，在新加坡起家的《南洋商報》及《星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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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在馬來半島的銷量越來越高，也用新公司名義注冊以繼續經營。馬來西亞

人到新加坡買的當地報章，回經馬來西亞關卡時會被沒收，在馬來西亞報攤也

見不到新加坡的報章（古玉樑，2011）。 

 

參、政治箝制的馬哈迪時代 

1981 年，馬來西亞第 4 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上任，大

刀闊斧修改法律來打擊異見人士，包括沿用殖民時代用以對付共產黨的法令：

警察法令、內部安全法令、印刷機及出版法令。當中以印刷機及出版法令是報

社的「金箍圈」，任何人若是擁有印刷機及出版報紙，或擁有每小時可印刷

1000 份刊物的機器都必須持有准證。內政部長有權力決定是否發出准證，即使

批發准證也可能附加各項條例來管控出版人，或是隨時吊銷已發出的印刷准證 

；上述情況皆無需說明理由，且不得到法院提出申訴。 

 

政府也援引誹謗法來對付記者及編輯，只要內政部認為報紙刊登了不正確

的新聞，可控告相關記者及編輯。馬哈迪為了鞏固政權，采取種族主義獨裁政

策，令反對黨無從抵抗，也迫使華社利益運動處於低潮，華文報經常被指是華

裔反對黨的宣傳工具。當時，源自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及《 

新明日報》的擁有權被轉手予馬來西亞人，尤其是甚賺錢的《南洋商報》亦有

30%股權屬於馬來人。此外，內政部也經常傳召報社主腦出席匯報會，主要是

指示他們如何處理特定新聞。 

 

         1969 年發生「五一三事件」5後，政府嚴格審查華文報的內容，且不再發

出新的華文報准證，使「族群和諧」成為馬來西亞政治舞台的主流論述，官方

經常以此歷史事故警惕人民維持種族和諧，並告誡媒體謹慎處理族群議題，以

免破壞族群和諧以致難以修復；政府也常以維持族群和諧之名立法和執法 

 
 
5 1969 年 5 月 13 日發生的種族流血衝突事件，造成至少 196 人死亡，而西方媒體報導死亡人數

甚至可能達 600 人，馬來西亞因此進入「緊急狀態」長達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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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例子就是《1948 年煽動法令》（莊迪澎，2004 年）。 

 

1987 年的「茅草行動」6再添一筆，馬哈迪以安定局勢為由援引內部安全

法令於一週內扣查 119 人，包括政黨領袖、非政府組織人員、宗教界人士、學

者、工程師、律師、商人等各領域人士，也進一步援引印刷機及出版法令下令

無限期關閉華文報《星洲日報》、英文報《The Star》及馬來報《Watan》。儘

管這三家報社在 5 個月後復刊，然而此事對報界帶來巨大的影響及震撼，以至

後期報界都步步為營。 

     

馬哈迪於 1981 至 2003 年時出任第 4 任首相，是檢驗新聞自由與媒體業發

展的重要時期，其治國作風專斷強勢，對媒體業及新聞自由帶來三個層面的影

響：（一）數次修訂媒體法規，完善媒體規管法律系統：從嚴發放報章出版准

證及從嚴處罰「犯規」媒體，且在 1987 年以國家安全為由援引 1960 年內部安

全法令發動茅草行動，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及撤銷三家報社的出版准證；（二 

）執政集團控制媒體所有權：國內主要廣電機構或報業集團的擁有權皆為黨營

企業，媒體淪為執政黨喉舌；（三）修憲剝奪法院司法權： 1988 年史無前例的

開除最高法院院長及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對司法獨立造成極大傷害（莊迪澎，

2009）。 

 

馬哈迪執政期間長期維護單一民族（馬來人）的利益，華社久而久之冷眼

看待國內政治課題，而國陣陣營內代表華人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

會）領袖也順著政府的旨意、懇求華社的諒解和配合。馬華公會任期最長的總

會長林良實（1986 至 2003 年），任期期間也是馬哈迪的全盛期。當時，林良

實的得力助手黃家定於 80 年代開始先後擔任新聞秘書及政治秘書的要職，也因

而熟悉華文報的運作及掌握人脈（古玉樑，2011）。 

 

 
 
6 1987 年 10 月 27，時任首相馬哈迪以國家安全為由，下令搜捕扣押 107 名朝野政黨領袖、華

教人士、環保分子、社運分子、宗教人士等，三家報章媒體包括英文報《星報》、華文報《星

洲日報》及馬來文報《祖國日報》(Watan) 也被勒令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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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哈迪主導的國陣政府，內政部、國防部及外交部不見華人政要出任高官

要職，而黃家定於 1991 年被委任為內政部政務次長，1995 年再升任內政部副

部長，讓華社及華文報界對他刮目相看。然而，馬哈迪委任黃家定為內政部副

部長的其中一項任務是監督華文報內容。過往，負責接洽華文報的是內政部巫

裔官員，得靠中文組將華文報內容翻譯成馬來文，需時多日才略知一二，也有

報社私下請求官員翻譯時手下留情以免挨罵，然而黃家定上任後就直接與報社

總編輯接觸，也與其他報社主管級人馬建立密切關係，利於發佈有關馬華公會

的消息；某報高層亦安排「御用記者」負責黃家定的新聞（古玉樑，2011）。 

 

         馬來西亞资深报人感嘆華文報原是馬來西亞媒體業中不受政府干預的，但

是在黄家定出任副内政部长後，華文報的言論受到限制；黃家定對此回應：「 

指責是當然有的，但這些指責有時候對我，也是不大公道…其實，在政治上，

很多时候你明明是很誠懇及憑着良知做一些事情，但是無論你怎麼做，都會有

一些人誤會或者丑化你，最重要是你问心無愧。」 馬哈迪藉著黃家定深入華文

報，使得華文報更加步步為營。華文報為求取得更多馬華公會及政府的新聞，

又想攬緊華社的支持，不得不兩邊都討好，相對的也加深了自我審查（黃凌

風，2008）。 

 

肆、 財團壟斷與網絡發展 

一、財團壟斷華文報 

 

進入千禧年，和馬哈迪關係密切的時任馬華總會長林良實，被署理總會長

林亞禮要求遵守齊齊引退的承諾，兩人因而展開了黨內斗爭，華文報亦被拖下

水。林良實與黃家定為伍，獲《星洲日報》明顯的支持，而《南洋商報》則較

多報導另一方的林亞禮與陳廣才的新聞，兩虎相爭最終演變成另一華文報黑暗

史--「528 報變」，這也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一重大歷史事故。 

 

2001 年 5 月 28 日，馬華公會以華仁控股有限公司的名義向豐隆集團收購

「南洋報業控股」，有指是企業家张晓卿藉林良實和馬哈迪的特殊關係，向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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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洋報業的豐隆集團施壓，林良實委派中間人向豐隆獻議收購，以至豐隆無

可奈何讓出南洋報業。當時，此事引起華社及華文報媒體人的不滿及高度抗議，

要求交代交易過程。至「528 報變」的大贏家登場，屬另一派的華文報《東方

日報》於財經版封面報導：「张晓卿入主南洋報業」；张晓卿於同年 5 月透過

《星洲日報》發表聲明：自辯並未壟斷華文報業，此乃是自由市場的正常現象

（古玉樑，2006）。 

 

「528 報變」發生後，當時不少記者因不滿所屬的報社受到政治力量控制

而紛紛離職或轉投其他報社，而創刊於 2002 年 9 月的《東方日報》則被喻為濁

水中的清流。在《東方日報》加入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競爭前，已經老樹盤根的

《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及《光華日報》都

有固定的市場及發行量；以 2002 年為例，當時的華文報市場的讀者總數有約 

210 萬人，每天華文報的總銷售報份約 90 萬份，若以每份售價馬幣 1.2 令吉（ 

約台幣 9 元）計算，一年有約馬幣 3 億令吉（約台幣 2 億 1860 萬元）的營業

額，報紙廣告佔的收入亦不可小覷，《星洲日報》僅在西馬的廣告收入高達馬

幣 2 億 4024 萬零吉（約台幣 1 億 7506 萬元），《中國報》則有馬幣 1 億 2115

萬令吉（約台幣 8828 萬元）（引述自于維寧，2004）。 

 

原本華文報業在上世紀 90 年代已經大洗牌，市場定型是《星洲日報》、

《南洋商報》及《中國報》三強雄霸華文報市場。原是第一中文大報的《南洋

商報》於 1991 年被《星洲日報》迎頭趕上，原本兩報的報份銷量及讀者人數不

相伯仲，然而兩者間的懸殊到了 90 年代末期明顯擴大，尤其是「528 報變」使

得《南洋商報》一蹶不振（古玉樑，2006）。隨著张晓卿入主南洋報業後，其

所屬的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td.）掌控了主要華

文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及《中國報》。 

 

二、網絡發展 

 
1985 年，馬來西亞於推出 ATUR 無線電話（手提電話），至 1988 年電訊公

司「天地通」（Celcom） 提供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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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手機通訊服務，2003 年「天地通」發布 3G 視像通話服務，

當時的最高網速為 384Kbps（李昱龍，2017）。 

 

馬來西亞人自此可以使用手機上網，不過當時能夠連線上網的 3G 手機並

不多，且價格昂貴，網絡費也十分昂貴，當時的月費逾馬幣 200 令吉（約台幣

1300 元）。再者，電訊公司必須耗費大筆資金更換及提升通訊基站的硬件設備

和系統，以致拖緩了 3G 電訊服務的進展（李昱龍，2017）。因此，當時與 3G

相關的手機配備及網速是高收入者的消費品，最常被用於下載數據、瀏覽網頁 

、發送彩色訊息等（Sevia Mahdaliza、Khairil Amree Zainol,2008）。 

 

為改善國內的網速，馬來西亞政府計畫在未來 10 年內投資馬幣 150 億令吉

（約台幣 1010 億元）落實 5G 數位化設施便利，並在 2020 年 8 月展開 3G 網絡

日落計劃，逐步關閉國內 3G 網絡，以改善 4G 網絡和為 5G 網絡奠定基石。目

前的進度是停止發放僅支持 3G 網絡的設備和支持 4G 網絡且無 LTE 語音

（VoLTE）的移動電話的認證批准和更新；第二階段的 3G 網絡日落計劃的執行

期貫穿整個 2021 年，以縮小 3G 網絡覆蓋範圍；2022 年將進入該計劃的第三階

段，進一步優化網絡及監控網絡性能（廖德來，2021）。 

 

為進行 5G 網絡及建設生態系統，馬來西亞於 2019 年 10 月引入華為作為

馬來西亞最大的電信公司「明訊」（Maxis）的 5G 供應商，為「明訊」的網絡

提供 5G 無線電設備、服務和專業知識。當時的第七任首相馬哈迪所施行的政

策是，5G 頻段性分配將授予個別電信公司，而 5G 硬體供應商的選擇取決於獲

得頻段的電信公司。不過，第八任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於 2020 年

上任後就有了變數，政府透過財政部成立國家數碼公司（DNB），掌管 5G 的資

產和頻段，目標是在 2021 年年底前在首都吉隆坡及布城（Putrajaya，聯邦政府

機構所在地）推出 5G 服務，最終在 2023 年前擴展到全國，並邀請了 8 家 5G

供應商參與投標，包括愛立信、華為、中興、思科、NEC、諾基亞、三星和烽

火通信；原本大熱的華為大倒熱灶，由愛立信標得（關鍵評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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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5G 網絡的計劃是兩屆不同政府的政策，引起多方的爭議，尤其

在電子科技逐漸發達的年代，許多行業朝向數碼化的，可是國內許多地區仍面

對網速偏低的問題，改善網速的關鍵在於提升網路覆蓋。在朝 5G 發展的同

時，應優化 3G 及 4G 網絡，且兩者同時發展並不會有重疊，短期內的受惠群體

也不一樣（郭子毅，2020）。 

 

第二節、馬來西亞政府對媒體的掌控 

無國界記者（RSF）公佈的「2020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馬來西

亞在全球 180 個受審測的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101 位，比往年躍升 22 位置，被形

容是馬來西亞第六任首相納吉領導的政府於 2018 年倒台後終讓新聞自由得以呼

吸到新鮮空氣（RSF，2020）。然而納吉政府並不是唯一的霸權，當權者為維護

政府及個人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干預或控制媒體的運作，當中不得不提曾兩度出

任首相的馬哈迪，更早的話可追溯至獨立前英國殖民政府製定下來的法令，在

後來成為限制新聞自由的緊箍咒。 

 

  馬來西亞自由記者 Anil Netto 提到，媒體長期受到政府的言論自由及控制 

，進而增加了他們的害怕文化及自我審查，同時也衍伸新的問題，即不同族群

或宗教團體被剝奪接觸資訊的權力，這對他們的尊嚴是一種打擊（轉引自黃國

富，2008: 283-318）。 

            

          馬來西亞的傳播環境長期受到破壞，許多資訊被扭曲和抑制，國陣政府過

去半世紀執政以來，以族群及宗教为分野的官方意識形態，深深影响人民對彼

此的理解及認識，媒體也有意識和無意識間成為強化個別族群認同的重要媒介 

， 特別是將不同族群標籤化為特定形象，並與民眾日常生活的刻板印象和常理

連結一起，以致各種偏見被「自然化」且變得根深柢固（黃國富，2019）；馬

來西亞科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Zaharom Naim 也提到， 回顧馬來西亞媒體的歷史 

，媒體被主要政黨及其關係親密的朋黨所擁有，而媒體本身不存有太大的價值 

，但它所傳達的資訊卻是影響深遠，當中隱含了某些思想體系（當今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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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馬來西亞政府沒有明確的媒體政策，主要以兩種形式控制媒體和限制輿論

空間，第一種方式是立法管制，將承襲自殖民地政府的各種媒體相關法規加以

修訂，有約 47 道媒體相關法規，較直接限制媒體業與新聞自由的法規有 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1972 年官方機密法令、1948 年煽動法令、1960 年內部

安全法令及 1957 年誹謗法令；第二種方式是所有權的管制及壟斷，執政黨的黨

營企業或與執政黨熟稔的企業家擁有媒體集團業（莊迪澎，2011）。 

 

  從英國殖民時代到獨立後的政府管制， 當權者透過控制媒體來鞏固政權是

其來有自的，最強而有力的工具就是頒佈具阻遏力的法令，這些法令被當權者

視為維穩工具，不僅控制媒體的言論自由，也被用於打擊異見。相關法令以下

分別敘述其差異。 

 

壹、英殖民時代以維穩為由而制定的法令 

日軍入侵馬來亞期間，英國政府和「馬來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簡稱馬共）同仇敵愾，聯手對抗日軍的侵略；二戰結束後卻有了戲劇

性的轉變，馬共宣佈反殖爭取獨立，開始進行罷工、罷課，與英殖民政府關係

日漸緊張。 

 

爆發點源於 1948 年 6 月 16 日，3 名歐洲籍種植園經理在霹靂和豐（Sungai 

Siput）被殺害，英殖民政府宣布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展開大規模取締，宣佈馬來

亞進入「緊急狀態」，追緝馬共成員及阻止華人私下支援馬共；面對英國的追

擊，馬共進行武裝反擊及展開森林游擊戰，希望威逼英國政府離開馬來亞。 

 

緊急狀態從 1948 年持續到 1960 年， 英政府於 1948 年頒佈 3 項法令：「煽

動法令」用於控制民間言論、「緊急條例」（後為內安法令）用於對付馬共成

員，後被用於扣查危及公共秩序的人、「官方機密法令」用於防止間諜竊取國

防機密，以及「印刷及出版法令」用以限制媒體出版及印刷活動。這些法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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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獨立後，被執政府繼續使用，以下分別敘述其差異。 

 

1) 1948 年煽動法令 

英殖民政府於 1948 年製訂煽動法令，以對抗馬共及左派工會；1969 年發生

「五一三事件 」後，政府修訂了 1948 年煽動法令以制止民族間的敏感課題在日

常民主程序中被挑起，然而這也使到政府的權限擴大，援引此法令對付批評政

府的人，尤其是在野黨和工會領袖（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2010）。 

 

        在煽動法令下，具煽動意圖的行為和言詞為：（一）煽動對任何統治者或

政府產生憎恨、藐視或不忠；（二）教唆人民使用法律不允許的方式改變統治

者或政府所立定的條規；（三）教唆對馬來西亞或任何州屬的司法行政產生憎

恨或藐視以致帶來不忠；（四）導致人民對國家元首或各州蘇丹產生不滿或不

忠；（五）引起馬來西亞各族群或人民之間的厭惡或仇恨情緒；（六）質疑

《聯邦憲法》第三章或第 152、153 或 181 條款保護或規定的任何事項、權利、

地位、職務、特權、主權或君權。 

 

         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後，政府沒有廢除煽動法令，並一直沿用此法令以控制

社會中的異見、維持公共秩序及內部安全。第六任首相納吉於 2012 年 7 月即全

國選舉來臨前宣佈廢除煽動法令，並將以新法令「國家和諧法」取而代之，並

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及阻止任何人意圖煽動宗教或民族的敵對情緒；不過，

納吉在 2014 年 11 月反口宣佈保留煽動法令，並且加強納入保護伊斯蘭教的聖

潔及禁止其他宗教冒犯的條文。 

 

        長期以來，有不少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野黨領袖在煽動法令下被查，當中也

包括媒體人員，2014 年 9 月 4 日，《當今大馬》駐檳城助理編輯倫秀英

（Susan Loone）因報導「檳州志願巡邏隊主席被當罪犯般接受警方盤問」的新

聞，在煽動法令第 4（1）條文下被捕，手機也被警方取走；《當今大馬》認為 

，警方調查倫秀英是騷擾新聞從業員及打擊新聞自由的行為，沒有必要進行冗

長的調查，也沒有必要將她列為嫌犯（劉嘉銘，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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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法令是英殖民時代的產物，馬來西亞獨立後被沿用至今逾 70 年，如今

世局已大不如前，而馬來西亞人民在 2018 年的第 14 屆全國大選中用行動表達

意願，希望新政府「希盟政府」更好的治理國家， 尤其是修正或制定更完善的

新法令以取代煽動法令，以便人民有更多發言權和表達意見的空間

（Muzaffar，2019）。 

 

不過，由馬哈迪領導的希盟政府在執政 2 年後跨台，由第八任慕尤丁領導

的新政府不打算廢除煽動法令，其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指出，馬來西亞是多元

種族和宗教國家，透過社群媒體散佈具煽動性的訊息和新聞，恐怕會威脅人們

的安全及公共秩序，因此 1948 年煽動法令依然符合時宜（The Star,2020）。 

  

2) 1948 年印刷機及出版法令 

同是英國殖民時期的法令，1948 年英政府為了打擊馬共而宣布緊急狀態，

其中一項相應步驟是制訂印刷機法令；馬來亞獨立後，一再修訂及將東西馬相

關的法規合併，逐步形成 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主要用於管制印刷、進

口、製作、複製、出版及發行出版物的媒體；此外，其他任何私人機構、政黨 

、社團等單位，凡從事出版活動都受到此法令的約束。（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

源網，2010） 

 

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的殖民後，執政府繼續沿用這道法規管製印刷及出版活

動，還因應政治形勢的需要數次修訂法律內容，加強它對出版業及印刷媒體業

的管制，尤其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於 1984 及 1987 年的修訂，擴大和加強了內政

部長管制出版活動和印刷機的行政權，以致法院也無權推翻內政部長的行政命

令。（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2010） 

 

         印刷機及出版法令於 1987 年的修訂源於「茅草行動」，修訂後對印刷公司

和出版商實施更嚴厲的管制，規定他們每年必須更新印刷執照。如果印刷執照

被當局吊銷，將不能通過法律途徑到法院上訴。另外，也新增「管制不受歡迎

出版物」（undesirable publications）條款，授權內政部長查禁被認定會損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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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秩序、道德、國家安全、我國與鄰國邦交，或抵觸國家利益的不受歡迎出版

物，以及出版商和印刷商出版假新聞，將會面對監禁不超過 3 年的懲罰。 

 

          1969 年 5 月 13 日發生的「茅草行動」發生後進入緊急狀態期間，有多家

報章先後被令短暫停刊，先是 5 月 15 日所有報紙被令停刊。5 月 16 日， 國家

行動委員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 NOC），意即馬來西亞暫時放棄民主體

制，而以國家行動委員會為決策單位，負責人是時任副首相 Tun Razak，同日即

實施全國新聞檢查，所有發佈至國外的新聞，必須將副本送交政府檢查，但非

強迫性；5 月 17 日，所有外國記者的宵禁通行證被取消，媒體僅能採用官方提

供的新聞稿及統計數字，只有國營電視台及電台的記者被允許在各地通行；5

月 18 日，報章在經過政府的嚴密檢查過後獲准發行；5 月 22 日，沙巴及砂拉

越報章被停刊，政府公布報紙及其他出版物的管理規則；5 月 24 日，沙巴報紙

恢復出刊。 

 

貳、獨立後以民族和諧為名的媒體控制 

英政府當初為了經濟利益及方便管理，將華人及印度人集中安置於城，而

馬來人則在郊外務農，這使得前者更有機會獲得教育機會及取得財富，擔憂被

排擠在外的馬來人為捍衛自身權益，成立由馬來精英組成的馬來人政黨（巫統 

），與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及印度國大黨等黨結盟，於爭取獨立後

以國民陣線（國陣，Barisan Nasional）執政。 

 

國陣美其名是由不同種族的政黨所組成，看似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縮影，

然而日久形成巫統一黨獨大及掌握政府決策權，馬華公會及印度國大黨代表華

人及印度人的成員黨並沒有決策權或實權。馬來西亞特殊的多元種族環境及課

題也一直是政府及人民所關切的，也被視之為敏感課題，而各族間的矛盾及衝

突自獨立前就存在。 

    

馬來西亞獨立後有控制媒體的歷史，因多元種族及文化的緣故，政府為確

保各種族能夠和平共處，凡涉及破壞國家公共秩序及和平的人會受到對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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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透過相關法令控制媒體，監督及控制媒體所傳播的信息，與媒體相關的法令

包括 1948 年煽動法令、1972 年官方機密法令、1984 年印刷機及出版法令、20 

02 年電檢法令、1984 年廣播法令、1998 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及 2018 年假新闻

法令；另外，1960 年國內安全法令主要是扣查被指有損國家公共安全及秩序的

人士，雖不是針對媒體而立法的法令，不過卻賦予政府極端及獨裁的手法，在

沒有任何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扣查被捕者，近年來就有華文報記者和網絡媒體

主編在此法令下被扣查（Saodah Wok,2017）。 

 

1) 1960 年內部安全法令 

其前身是「1948 年緊急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源起於二戰結

束後，馬共反對英國殖民而展開森林游擊戰，英殖民政府遂於 1948 年宣佈馬來

亞進入緊急狀態，並製訂緊急條例對付馬共成員，至 1960 年 7 月 31 日解除緊

急狀態，次日便正式改以內部安全法令之名對付馬共的殘餘敗兵。 

 

在內安法令賦予的權力下，執政府不須經過審訊或在公開法庭審查某人是

否有罪，就可以長期扣留此人。在內安法令第 73 條文下，任何被懷疑危害國家

安全的人，都可以被警方扣留達 60 天，警方不需要有扣留令；在內安法令第 8

條文下，經內政部長的授權後，被扣者人可以被繼續延長扣留兩年，每次兩年

扣留期屆滿後可無期限地更新或延續下去。被扣留者則每兩年有一次機會向內

安法令檢討局提出上訴，要求釋放。 

 

內安法令用於對付馬共後，馬哈迪出任第四任首相時以危害國家安全為

由，於 1987 年 10 月 27 日展開「茅草行動」扣押逾百名朝野領袖、社運分子、

華教人士及宗教人士，另有英文報《The Star》、華文報《星洲日報》及馬來報

《Watan》被關閉長達 5 個月。至於被扣押的總人數沒有確切的記載，有指被

扣押的人有 106 人、107 人、109 人或 119 人，政府的白皮書沒有列名單；不

過，根據前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編輯 Barry Wain 的著作《馬來西亞獨行俠：在動

盪時期的馬哈迪》中提到，茅草行動總共逮捕 119 人（張溦紟、葉家喜，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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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行動」源於 1987 年間，華社抗議政府派遣不諳華文的教師擔任華小

高職，華裔朝野政黨在吉隆坡天后宮舉行抗議，部分學校也舉行罷課抗議；代

表馬來人的巫統青年團隨後也舉行大集會反制。此時吉隆坡中心地帶的秋傑地

區（Chow Kit）發生軍人開鎗釀一死二傷，謠傳恐會重演 1969 年的「五一三」

事件，以致人心惶惶。政府後來於 1988 年針對茅草行動發表的白皮書《朝向維

持國民團結》（Kearah Memelihara Keselamatan Negara）提到，為控制敏感話

題的炒作而引起的種族緊張氣氛， 大逮捕是必要的，而三家報社則因「刻意突

出敏感話題，為個別種群利益鬥爭，罔顧對族群和諧、公共秩序及國家安全造

成的後果」而被令停刊（張溦紟、葉家喜，2017）。 

 

        近年來也有媒體人在內安法令下被扣查，2008 年 9 月 12 日，華文報《星

洲日報》記者陳雲清、英文網絡媒體「今日馬來西亞」（Malaysia Today）的創

辦人拉惹柏特拉及反對黨國會議員郭素沁在內安法令下被扣查。陳雲清是在報

導巫統升旗山區部主席阿末依斯邁的「華人寄居論」後，被警方扣查 18 小時後

獲釋，而阿末依斯邁也兩次召開記者會拒絕道歉，並稱是記者報道有誤，最後

被凍結其三年黨職；拉惹柏特拉已是兩度在內安法令下被扣查，第一次是 2010

年 4 月因支持前副首相安華而被扣查，第二次就是 2008 年 9 月涉嫌評論、嘲笑

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先知（Malaysia Today,2008）。 

 

         2011 年 9 月，時任首相納吉宣布政府將向國會提案廢除內安法令，至

2012 年 4 月，國會正式通過新的「2012 年國家保安（特別措施）法令」以取代

實施了 52 年的「1960 年內安法令」。只要某人被懷疑危害國家的安全，警方

和檢控官可援引新的國安法未審先扣查有關人士長達 28 天，未审讯先扣留是不

符合公平审讯程序准则的，與內安法具有異曲同工之處（蘇偉傑， 2017）。 

 

         內安法令被廢除後換來了國安法，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2016）

形容： 

 

相反地，《國家安全理事會法》授權範圍遠比聲名狼藉的《內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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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廣泛。後者規定，唯有當為了鎮壓「相當大量人員」對人群或財 

產實施「組織性暴力」而有必要時，才能宣告安全區。此外，《內安 

法》宣告安全區的權力屬於馬來西亞統治者會議（Council of Rulers）， 

新法卻將宣告權授予總理納吉布及其所任命人員組成的國安理事會。 

該理事會成員包括副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通訊與多媒體部長 

和警察總長。 

 

一旦依《國安會法》宣布安全區，安全部隊有權限制遷徙自由，並得 

不經法庭命令，以收集違反「任何成文法令」的事證為由迳行搜索， 

或將「觸犯任何成文法令」的犯罪嫌疑人迳行逮捕。該法還授權安全 

部隊拒絕任何人──包括記者──進入安全區，或命令任何人離開安 

全區，政府將可藉此迴避媒體密切觀察其所作所為。 

 

 

2) 1970 年官方機密法令 

原是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用於防止間諜竊取國防機密而制訂的法規 

，即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的 1920 年官方機密條例，內容幾乎是逐字抄自英國

在 1911 年制訂的內容；1952 年，相關官方機密條例劃一為 1952 年官方機密條

例；1972 年，政府將西馬和東馬的官方機密條例合併成 1972 年官方機密法令 

，此後在不同首相掌權期間也進行過修訂（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

2010）。 

 

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於 1983 年首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以打擊外國間碟活動

的刑罰，包括可被判終生監禁；1986 年進行第 2 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主要是 

賦予內閣部長等授予官員更大的權限，在沒有國會通過的情況下隨時將任何文

件列為官方機密文件，同時加重洩露官方機密文件的刑罰，罪名成立者可判強

制性監禁，刑期至少 1 年，最長 7 年。 

 

近年來，官方機密法令曾被提出進行修訂及加重刑罰，因而引起廣泛回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40 
 

 

：2016 年 3 月，馬來西亞總檢察長丹斯里阿班迪建議修改 1972 年官方機密法

令及加重懲罰，事因該法令已經過時，因而需要重新進行檢討，而非針對媒體

工作者，而是根據現有法律提醒新聞從業員，在官方機密法令第 8 條文下，不

管是洩露或接受屬於國家機密的消息的雙方，皆抵觸相關法令（星洲日報，

2016 年）。 

 

2020 年，馬來西亞網絡媒體「CodeBlue」總編輯巫淑玲報導揭露 2016 年

柔佛新山蘇丹後阿米娜醫院火患釀 6 死 1 重傷的獨立調查報告後，在刑事法典

及官方機密法令下被警方傳召問話；巫淑玲對此回應，政府於 2019 年已公佈獨

立調查報告，有關報導只是引述已解密的調查報告（中國報，2020）。 

 

參、極權馬哈迪的媒體控制          

         馬來西亞當權者控制媒體的現象自獨立以來就存在，當中最為人知的是 

兩度出任首相的馬哈迪，其控制媒體的行徑是其來有之的，自他於 1981 至

2003 年出任第四任首相以來，就加以利用英殖民時代留下的法令嚴厲控制媒體 

，加上政黨、黨營企業及親政府企業擁有媒體的經營權，因而得以內外全面掌

控媒體的一舉一動，形同緊箍兒牽制媒體的報導自由。 

 

        「保護記者委會員」於 2001 年發佈「世界十大新聞由公敵」 ，馬哈迪榜上

有名且是三度入榜，榜單發佈時對馬哈迪的描述：「馬哈迪鄙視新聞自由，透

過操縱馬來西亞媒體鞏固自己的權力，並計劃實行更嚴格的控制。目前正考量

製定法規來規範互聯網，在傳統媒體被馬哈迪的政治盟友壓倒性控制的國家中 

，互聯網是獨立新聞和輿論的重要場所。馬哈迪也妖魔化他認為對其作出不公

平報導的外國媒體，去年有國際雜誌刊登有關馬來西亞的報導而被阻止發行 

。」（CPJ,2001）。 

 

         多元種族的國家易產生民族衝突及政府施政偏差的問題，馬來西亞的人口

結構構成了特殊的社會背景，這也是馬來西亞威權政府合理化嚴厲控制社會的

理由，而馬哈迪出任第 4 任首相的 22 年任期內的媒體管制，也藉馬來西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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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文化條件（一）多族群、文化與宗教的社會結構及（二）馬來西亞有被

殖民的經驗，擴張國家機關的權限及個人權勢（莊迪澎，2004）。 

 

         馬哈迪先後修訂多項與媒體及新聞自由的相關法規，如內部安全法、官方

機密法與印刷機與出版法，使得媒體舉步維艱，尤其是 1987 年的「茅草行動」

更是形成寒蟬效應。當時身陷黨爭與多項醜聞的馬哈迪，在國內社會情勢愈趨

緊張的情況下展開「茅草行動」（黃國富，2008），媒體自此常以此事為引鑑 

，處理種族話題時更是步步為營，深怕碰觸到地雷為報社召來災禍。 

 

         除了立法控制媒體自由，馬哈迪也致力使政黨、黨營企業及親政府的企業

家以正當的名義擁有媒體集團，黃國富（2008）提到： 

 

          馬哈迪也運用剛興起的「經濟新自由主義」論述和口號，鼓吹所謂的 

      企業「私營化」，並將國家資源轉向執政集團與其盟友。在媒體所有  

      權的集中化與集團化部分，馬哈迪政府將其掌控的馬來文與英文媒體 

      進行整合，形成數個龐大集團，由巫統和與其關係密切的財團經營， 

      除能控制資訊傳遞與言論方向，也能從中獲取龐大的商業利益。 

 

         有關政黨攬下媒體所有權在馬哈迪前已有之，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1 年，取得馬來文報章《馬來前鋒報》的多數控權，使其成為政府的喉舌；

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於將新加坡英文報章《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的股

權逐漸轉移到巫統所控制的公司手中，後改名為《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 

 

         網絡時代的來臨，馬哈迪不甘落後而展臂迎接科技，卻也使得其精心建造

用於控制媒體的屏蔽出現破洞。他在出任第四任首相期間，定下馬來西亞於 

2020 年成為先進國的願望（即「2020 宏願」，Vision 2020），遂在 1996 年推

動「多媒體超級走廊計畫」（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Project），宣稱是「馬

來西亞給世界的禮物」，以吸引外國投資者和鄰國新加坡競爭，還承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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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永遠不會審查網路」，結果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 讓馬來西亞人得以透

過網絡衝破政府的新聞封鎖，找到另一個表達意見的空間，尤其是 1998 年時任

副首相安華與馬哈迪鬧翻後，安華在「違反自然性行為」被扣查後所引發的「 

烈火莫熄」社會改革運動上。當時，政治控制主流媒體的言論打擊「烈火莫熄 

」，而安華的支持者則利用網絡的便利成立網站或部落格來發聲（黃國富，

2008；黃愛莉，2018）。 

 

以下分別敘述馬哈迪上任第四任首相時對媒體作出的控制： 

 

1) 1984 廣播法令 

馬來西亞最早的國營電視台是 TV1 及 TV2，至 1984 年 TV3 電視台的出現，

時任首相馬哈迪提出了廣播法令，用於控制和監督所有廣播和電影片道，禁示

播放抵觸政府政策或國家的廣播訊息，不過當時還沒有規範的審查制度。  

 

1995 年，時任新聞部長莫哈末拉末反對媒體對西方形象和文化價值的過度

描繪，施加了審查條件，包括男藝人必須是短髮、女性新聞播報員不得露出脖

子等。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出現，廣播法令不再能夠覆蓋廣播和互聯網媒體

的規範，於 1998 年被廢止，並由通訊和多媒體法取代（Saodah Wok，

2017）。 

 

2) 1998 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 

通訊及多媒體法令用於管制國內所有廣播內容，包括互聯網的內容，而馬

來西亞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Commission ,MCMC）則是負責監督及管控通訊及多媒體行業，並且

進行執法及取締違法者，也有權批准、修改或撤銷廣播許可證。  

 

         此法令是政府因應電訊、資訊與媒體匯流趨勢而製訂，其管制對像包括通

訊傳播事業、多媒體事業及其相關附屬事業，如基本電訊服務、數據通訊、廣

播電視及利用數位通訊傳播技術為傳送形式之產業，牽涉數位匯流發展之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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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電服務事業均納入管制措施。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電話服務（手機和固

線）、互聯網、電視和電台都依此法令管制（莊迪澎，2010）。 

 

         現今網絡發達及社群媒體普遍，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援引通訊及多媒體法

令第 233 條文，對付涉嫌濫用社群媒體散佈對某個團體至關重要的內容或資料

並影響公共秩序，包括分享或散佈虛假、淫穢或威脅性的內容。 

 

3) 2002 年影片審查法令 

1952 年，聯邦立法議會制訂了 1952 年電影片條例，1954 年易名為電影（ 

審查）法令，同年 5 月 1 日起在西馬實施。 1971 年再易名為影片審查法令，適

用於全馬；目前生效的是 2002 年修訂的版本。 

 

影片審查法令主要管制影片和影片宣傳材料的法律，但不適用於（一）聯

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出資拍攝的影片；（二）在馬來西亞轉運以在馬來西亞以

外地方播映的影片；（三）在馬來西亞製作或進口到馬來西亞但物主無意在本

地播映，或是在本地製作但物主的意願是要在馬來西亞以外的地方發行，且獲

得電檢局豁免證書；（四）供自用而不是出售、出租、發行、公映，且非淫穢 

、猥褻的影片。受到審查的影片包括：（一）電影片（cinematograph film）及

（二）能夠作為動畫的視覺圖像序列（不論是否有聲）之錄影帶、磁碟、激光

碟、硬碟等錄製品。至於影片宣傳材料，則是指意在宣傳一部影片的圖像、照

片、海報、傳單、報紙廣告及其他形式的廣告等材料（莊迪澎，2014）。 

 

         2008 年，電視台「ntv7」的時事調查節目《追踪檔案》，一個月內先後製

作的專題報導《公民社會力量》及《改信回教爭議案如何了結》，因「含有警

方暴力對待民眾的畫面及鼓吹示威遊行」及「含有敏感的宗教課題」之的內容

而被禁播（莊迪澎，2014）。 

 

電影方面，在內政部的控制下由電影審查委員會執行監控，所有在馬來西

亞戲院上映的電影必須經過馬來西亞電檢局的審批及進行分級，審查尺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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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道德及政治意識，有損國家形象的電影及電視節目被禁。過去 10

年，有 100 部國內及國外電影被禁，舉例美國導演 Ben Stiller 執導的電影「名

模大間碟」（Zoolander），因描述馬來西亞是貧窮和不發達的國家而無法在馬

來西亞戲院上映（Saodah Wok,2017）。 

 

         晚近受矚目的個案是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的電影「南巫」無法在祖國馬來

西亞上映，此電影被提名 2020 年第 57 屆金馬獎的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原著劇本 

，最終獲得最佳新導演，同時獲得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奈派克獎、亞洲電影

觀察團推薦獎，以及在第 12 屆中國青年電影手冊獲得新導演及十佳電影。「南

巫」在馬來西亞公開上映前因影片中的皮影戲戲份被馬來西亞電檢局擋下，被

要求刪減戲份、遮掩字眼及對白消音。「南巫」以馬來西亞北部吉打州的皮影

戲（Wayang Kulit Gedek）作為開場、敘事和串場，並邀請吉打民間皮影戲師父

唱戲，內容提到山神、巫師、蛇神、仙女、降頭鬼仔等原素，因不符合現在的

宗教教義而被要求解釋和刪減（謝麗芬，2020）。 

 

肆、半世紀政權交迭後的媒體控制 

馬來西亞人民於 2018 年的第 14 屆全國大選中，自獨立 61 年來首次政黨輪

替，新政府「希望聯盟」打敗老樹盤根逾半世紀的巫統及國陣陣線，並由馬哈 

迪出任第七任首相。 希盟在大選前發佈 200 頁的競選宣言，名命為《希望宣言

—擁抱希望.重建家園》，作出 60 項承諾，並計畫在當選政府後於 100 天內實現

相關承諾。 

 

在《希望宣言》的第二章「民主革新—體制改革和民主深化」的第 27 項承

諾是「廢除惡法」，目標是廢除惡法及改善媒體環境：「希盟政府將確保媒體能

獨立運作，擁有監督政府的自由。」（希望聯盟，2018）。 

 

《希望宣言》提及欲廢除的惡法包括 1948 年煽動法令、1959 年防範罪案

法令法、1971 年大專法令、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及 2016 年國家安全委員

會法令，以及以及所有法令中與強制性死刑相關的條款；同時計畫撤除下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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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令中不合理的項目，包括 1997 年刑事法典（與和平集會和傷害民主的相關

條款）、1998 年通信和多媒體法令、2012 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

（SOSMA）、2012 年和平集會法令及 2015 年防範恐怖主義法案（POTA）（希望

聯盟，2018）。 

  

         希盟政府承諾檢討所有與媒體相關的法律和條規，以保障媒體自由，並且

提升馬來西亞電台（RTM）和馬來西亞國家新聞社（Bernama）等機構的獨立性

和專業性，同時促成一個由媒體工作者所組成的媒體理事會，以歸納及協調媒

體的倫理規範。 

 

         希盟於 2018 年大選中勝出後，馬新社新聞台恢復製作廣播華語及淡米爾新

聞，淡米爾新聞率先於同年 6 月 11 日開播，已停播近 3 年的華語新聞於 7 月

30 日复播，另外也爭取國營廣電機構（RTM）直播世足賽（人民可免付費觀看

球賽）、提升網速與調降網絡費用等。對於希盟政府在上任後所作出的改變，試

圖以直觀的喜好和利惠來討好人民，然而當中蘊含民粹成分，僅為滿足「選民 

」的需求；事實上，要以全觀視野來改善整體傳播環境，需要面對科技與產業

因素（通訊與傳播產業的融合），也要處理言論自由、資訊流通與文化交流創建

的問題（黃國富，2020）。 

 

         在希望聯盟上任為政府後，馬來西亞 17 名傳播領域學人隨即發表名為 

「改革媒體環境，提升民主素質」的連署聲明予新政府，促請政府召集和任命

各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業者及利益相關者，組成政策研擬委員會，審慎研

議及制訂可行計劃；連署聲明的重點：（一）立法保障新聞自由、資訊自由流通

和公民知情權；（二）政府不應主導設立媒體評議會。廢除和修訂各項箝制新聞

自由之惡法後，應由媒體業自主和自資設立媒體評議會，而非由政府主導；（三 

）改造國營電台為獨立公共機關；（四）政策介入扶持小眾媒體；以及（五）媒

體識讀列為國定課程（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2018）。 

 

         在希望聯盟執政一年多後突然出現變卦，在部分原執政成員倒戈及在野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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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慕尤丁領導的國民聯盟（簡稱國盟）取代希盟成為執政府；2020 年 3

月 1 日，慕尤丁出任第八任首相，當時正值馬來西亞的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慕尤丁在任時所領導的政府，有至少 4 宗涉及媒體的案件，包括： 

1） 馬來西亞網絡媒體《當今大馬》因讀者留言被判藐視法庭 

2020 年 6 月，國盟政府下的新任總檢察長 Idrus Azizan Harun 上任後，撤銷 

前首相納吉繼子 Riza Aziz 及沙巴前首長 Musa Aman 的涉貪洗錢案。同年 6 月 9

日，即沙巴前首長 Musa Aman 被撤控當天，《當今大馬》英文版報導題為「首

席大法官下令，所有法庭 7 月 1 日起恢復運作」的報導，內容說明馬來西亞在

放寬新冠疫情行動管制令後，全國法庭可在 7 月 1 日恢復運作。不滿 Musa 

Aman 獲釋的網民在此報導下方留言，質疑大馬司法體系貪腐。 

 

總檢察長 Idrus Azizan Harun 援引其中 5 則留言，以「藐視法庭」為名將

《當今大馬》告上最高等級的聯邦法院；2021 年 2 月，《當今大馬》被判罪成

罰款 50 萬令吉（約新台幣 288 萬），後在網路上成功募得全額金（玖儀，2021 

）。 

 

2） 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報導馬來西亞警方取締無證移民被錄口供 

《南華早報》駐馬來西亞記者 Tashny Sukumaran 於 2020 年 5 月 1 日，報 

導馬來西亞警方及其他執法單位在吉隆坡地區逮捕數百名沒有證件的移民，隨

即於 5 月 3 即「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接獲通知，在刑事法令第 504 條文（蓄

意侮辱意圖破壞公眾和平）和通訊與多媒體法令第 233 條文（不當使用網路服

務或設施）下被調查，需到警局錄口供。 

     

時任通訊及多媒體部長 Saifuddin Abdullah 隨即在推特表態：「我可能不喜

歡你的作品，但我會捍衛你書寫的權利。」，並指示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委員

會停止對付 Tashny Sukumaran；Tashny Sukumaran 則回應其職責不是為了撰寫

些政府會喜歡的東西， 並表示：「我欣賞你的表態，不過這沒有改變我仍然被

警方騷擾的事實。」（關鍵評論，20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47 
 

 

3） 中東卡達《半島電視台》新聞紀錄片報導馬來西亞政府抗疫期間涉嫌歧 

視非法移工被調查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於 2020 年 7 月 3 日推出一部新聞紀錄片，報導馬

來西亞官方在抗疫期間涉及歧視非法移工。馬來西亞政府認為紀錄片破壞國家

形象，半島電視台及紀錄片中接受訪問的移工受到調查。 

 

同年 8 月 3 日，半島電視台位於吉隆坡的辦公室被突擊檢查，2 台電腦被

查扣；兩家播放半島電視台節目的衛星電視業者《寰宇電視》（Astro）及網路

電視業者 Unifi TV 的辦公室同樣被搜查（關鍵評論，2020）。 

 

4） 馬來西亞醫療新聞網《CodeBlue》報導醫院失火案被查 

2016 年 10 月 25 日，馬來西亞南部柔佛州新山中央醫院的重症室發生火

患，導致 6 名重症患者喪命，1 名重症患者嚴重燒傷，另有數名醫務人員受

傷；政府事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此事，並於 2019 年公佈調查報告。 

 

2020 年 3 月，馬來西亞網絡媒體「CodeBlue」總編輯巫淑玲揭露獨立調查

報告的內容，同年 6 月在刑事法典及官方機密法令下被警方傳召問話；巫淑玲

認為，政府已於 2019 年公佈獨立調查報告，其報導只是引述已解密的調查報告

（中國報，2020）。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馬來西亞分會的紀錄，馬來西亞政府於 2020 年進行了

262 項與煽動相關的調查，而 2019 年及 2018 年的煽動調查分別是 78 項及 31

項，3 年內受查案件大幅度增加。另外，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當

局援引刑事法典第 500 條及通訊及多媒體法令第 233 條，針對傳播假消息的指

控就展開了 273 項調查。單單在 2020 年上半年，當局援引通訊及多媒體法令第

233 條展開了 143 項調查，其中 7 起案件已送交法院審理；相比之下，2018 年

初至 2019 年 2 月期間，當局只展開了 47 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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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歷屆政府用於監督媒體的法令及現象： 

1) 2018 假新聞法令 

2018 年 4 月，馬來西亞第 14 屆全國大選來臨前夕，國會於通過《2018 年

反假新聞法令》，罪成者可被判 50 萬令吉罰金（約新台幣 373 萬元），也可能

被判最高 10 年的有期徒刑。  

  

任何新聞、資訊、數據和報導的部分或全部內容含有虛假成份，無論是平

面、聲音或影像都可構成假新聞。製造、散播、轉發對馬來西亞造成影響的假

新聞，包括馬來西亞籍與非馬來西亞籍人士，就算身處他國，也等同在馬來西

亞犯罪。  

 

         不過，在第 14 屆全國大選中勝出的新政府「希望聯盟」，上任就於 5 月在

國會投票通過廢除反假新聞法令，然而反對黨國陣聯盟反對廢除反假新聞法案

的議案，因此，希盟政府於 2019 年 10 月再提出廢除反假新聞法案，最終獲得

通過；2020 年 1 月，憲法頒佈假新聞法令被廢除，此後所有散播假新聞、濫用

社交媒體的行為，將在現有法令下管制。 

 

2) 帶有顏色的記者證 

         一般上，文字或攝影記者都會取得受僱媒體單位的記者證，而馬來西亞新

聞局也會發出官方認可的記者證給符合資格的記者；筆者觀察發現，這亦是另

一種變相的媒體控制。 

          

         馬來西亞新聞局規定，國內及外國媒體公司的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必須

申請新聞局記者證，凡出席政府官方記者會或發佈會，都必須出示及配戴新聞

局記者證；若無法出示新聞局記者證，或是新聞局的記者證逾期沒有更新，即

便有媒體單位的證件，也不允許入內採訪。 

 

馬來西亞新聞局以不同顏色的記者證，來區分報社記者、電台記者、網絡

記者或外國記者：黃色記者證為新聞局或通訊與多媒體部記者、緑色為政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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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記者、藍色為本地記者、灰色為網絡記者及紅色為外國記者。 

 

筆者觀察，新聞局的記者證以顏色來區分不同源流的媒體，讓政府人員在

監督記者採訪工作時更容易分辨其身分和單位，舉例一般藍色記者證的記者為

傳統媒體，長期受控於政府而不予以特別監督，反而會特別監督被視為異議分

子的網絡媒體或具特殊身分的外國媒體。 

 

記者在申請新聞局記者證前，申請人必須填寫詳細個人資料，同時附上媒

體管理層、總編輯等簽章及許可證明，才可以上交申請資料予新聞局。在業界

中常有人戲言，政府內政部及政治部藉此掌握記者的個資，並為每一位記者開

設個人檔案，以調查他們的個人及政治背景。 

 

 

圖 1  馬來西亞新聞局記者證 

 

 

來源：馬來西亞新聞局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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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摘自馬來西亞新聞局臉書，內文為馬來文，以下翻譯為中文： 

認識馬來西亞新聞局之媒體與傳播部門：發出官方認可的記者證予本 

地及外國媒體、確保持有記者證者在採訪時遵守新聞局的所有規定， 

以及舉辦媒體活動，以鞏固本地及外國媒體的關係。 

 

3) 警方政治部無處不在的監視 

除了繼承自英殖民時代的媒體法規，另有一重要產物- -馬來西亞警隊的

「政治部」（Special Branch），監督國內所有與政治或敏感課題的相關人事

物，媒體的動向及報導內容也是他們監督的目標之一。 

 

馬來西亞警隊的政治部和煽動法令、內安法令等，皆是英殖民時代留下的

產物。二戰結束後，政治部於 1940 至 1960 年 的緊急狀態中對抗馬來亞共產黨 

，主要功能是深入其中搜集情報，成功策反馬共成員投誠，進而瓦解馬共及支

援馬共的組織 - -「民運」（Min Yuen）。 

 

政治部至今仍是馬來西亞警隊的十大部門之一，警隊官網的資料顯示政治

部的宗旨是收集和處理安全情報，宗旨為維護法律和公共秩序，以及維護馬來

西亞的和平與安全。官網中有關政治部的資料簡單扼要，未如其他 9 個部門般

詳細的列出內部分支及部門。 

 

         根據互聯網的檢索資料，政治部前身是英國警隊的一個情報單位，最初成

立於 1883 年，取名為「特別愛爾蘭分部」（Special Irish Branch），任務是打擊

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後來再逐步演變成 Special 

Branch，任務則擴大至偵查各種顛覆活動。 

 

馬來西亞是前英國殖民地，承襲了英國的警隊制度，也保留政治部。 

政治部是武吉阿曼警察總部的十大部門之一，而且可能是其中一個最 

神秘的部門。目前，反恐組也隸屬於政治部，而現任總警長和數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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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警長均曾出任政治部總監（莊迪澎，2019）。 

曾於英殖民時期隸屬政治部的英籍警軍 Leon Comber（2008）提到，政治

部從不同的管道取得情報， 最擅長的是透過「人工情報」（Humint, Human 

Intelligence）取得情報，較少使用「技術情報」（Technical Intelligence）；傳統

的人工情報來自告密者和特工， 而政治部當初創立時的功能就是滲透敵方以收

集情報。根據北約對人工情報「Humint」的定義為：通過人際交往來收集情報 

，是從人為來源收集到的情報。 

 

         政治部在馬來亞緊急狀態中準備不足，加上缺乏完善器材、組織管理、後

勤配備、培訓及其他挑戰，以致他們在提供情報上還是有所不足的；政治部的

後期發展是集中訓練政治部警官及警員搜集情報的能力（Amer Fawwaz,Azrul 

Azlan,2018）。  

 

         時至今日，政治部仍然活躍及受到警隊的重視，他們多數不穿警察制服，

看起來像普通市民，工作及表現舉止都低調，似乎從不向外表明身分，低調執

行搜集情報的任務，一般都稱他們為「SB」，來自「Special Branch」的縮寫。 

 
對於政治人物、社運人士、社團領導人、記者及相關活躍份子來說，政治

部警察讓他們感覺即熟悉又陌生，他們像是理所當然的存在，經常穿便服混入

或隐身在政治政黨或民間社團裡，到記者會或活動現場進行紀錄及搜集情報，

不過他們鮮少會阻止或執行取締行動。  

        

        在馬共活躍時期，暗地裡提供支援予馬共的民運組織成員以華人居多，且

身分多為一般不起眼的市民，他們多以華語或方言、暗號偷偷溝通，當時對政

治部人員而言要偵破敵方的策略及搜集情報並不容易（Amer Fawwaz,Azrul 

Azlan,2018）。如今在馬來西亞的多語環境中，流通的語言有馬來語、英語、華  

語及淡米爾語，因此馬來西亞警隊也多將通曉多種語言的警察編入政治部中，

以方便蒐集情報。 

     

        在筆者的經驗中，過去所認識的一名印度政治部警員，諳淡米爾語、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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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英語，加上自小被華人家庭領養，另懂華語、福建話、廣東話及客家話，

故從警察訓練中心畢業後就被納入政治部，至其病逝前的逾卅年警察生涯中都

隸屬政治部。據知，警隊在培養警隊新血時已經觀察及物色可被納入政治部的

人選，語言條件是其中的關鍵，以利於日後進行情報蒐集，且多半不會再被調

往其他部門。 

 

          政治部警察到底有多低調？其中一名政治部警官在和筆者話家常時就笑

稱：「我已經忘記自己多久沒有穿警服執行警務了，制服一直掛在衣櫥裡」，

這是一名資深政治部警察的剖白，他們不僅是穿便服派駐到外搜集情報，有時

候會換上不同單位的制服來喬裝成不同身分，例如水電工、電訊公司維修人員

等出入在公眾場合或目標人物會出現的場所，包括人們用餐話家常的茶室、晚

上馬來西亞人愛流連的嘛嘛茶檔7等，藉此搜集來自坊間的情報。 

 

         政治部警察的無孔不入也是共知的秘密，筆者某次在首都吉隆坡採訪大型

街頭和平請願，因道路封鎖僅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後在輕快鐵車廂內遇到換

上輕快鐵公司管理層制服的政治部警官，與對方互看數秒後便移開視線，因知

對方在執行任務，知而不識破。  

 

Raja Petra （2021）提到，1988 年因安華而發起的「烈火莫熄」（Reformasi）

社會改革運動及 1999 年創立的國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Nasional，人民公正

黨(Parti Keadilan)的前身），與執政府處於對立的關係。當中就被揭發有政治部

警察滲透「烈火莫熄」改革運動及人民公正黨，例如人民公正黨的某些地方支

部領袖被揭發是政治部警官。他他曾揭發該黨的某黨報記者在其辦事處設監聽

器，從而揭發對方是警方政治部的特工，甚至某次他前往美國華盛頓出席秘密

會議，與會者只有他一個馬來西亞人，其他都是美國人，就連其妻子也不知道

此事，然而有關會議的內容卻被警方政治部一一掌握。 

 
 
7 嘛嘛檔是馬來西亞特有的文化，由馬來西亞的印裔穆斯林所經營的飲食檔，傳統的嘛嘛檔多

在路旁擺攤經營，而新生代經營者轉以餐館或咖啡屋的方式經營， 其食物及飲料價格實惠，多

半是全年無休、24 小時營業且不限用餐時間，馬來西亞人民常於晚上集聚於此用餐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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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正黨最高理事會會議中，我們不得不對最高理事會成員隱 

瞞某些非常敏感的訊息，因為我們不信任他們。例如，我必須準備 

一份假的會員名單（我請兒子拉惹阿茲曼（Raja Azman）處理）， 

因為我們懷疑一些最高理事會成員是政治部的特工。（ Raja Petra,2021） 

 

  在科技發達的年代，政治部警察不再只是透過人工情報，在必要的場合會

使用手機、相機、攝影機進行紀錄，尤其是各項走上街頭和平請願的大型集會 

、政黨公開活動、記者會等，因是公開場合故政治部警察也直接到場拍攝，拍

攝與會者的樣貌。  

 

第三節、數位科技對媒體工作者的影響 

壹、數位科技下的記者多工 

          Ithiel De Sola Pool 於 1983 年出版《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提到「形態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指傳播形態原本是各司

其職且有不同的功能及效應，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及演進，使得媒體出現「媒

介融合」的狀況，進而呈現一體化的多功能，不再局限於單一的傳播模式，而

是發展出多於兩種或多種的新傳播技術，而各媒介的融合有模糊媒體之間的界

線。 

 

         Gordon（2003）提出媒介聚合的五個種類，其概括為：（一）媒體科技融

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傳媒機構的數碼化、傳播內容管理體

系的創建和廣泛使用，將各種數碼形式的內容傳送到不同的傳播平台；（二）

媒體所有權合併（Convergence of Ownership）：傳媒機構相互合併或占有股

權，如：維亞康姆公司、迪斯尼、威旺迪集團和美國華納等典型的案例；

（三）媒體戰略型聚合（Convergence of Media Tactics）：不同體制下的電視、

報紙、電影、網絡等媒體之間在內容和營銷領域的通力合作；（四）媒體組織

結構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Media Organization）：網絡時代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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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媒體的職責和媒體組織結構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及（五）新聞採訪技能融合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全能記者，每一位記者使用不同的

採訪工具進行新聞報導。 

 

Gordon（2003）認為媒體機構由多階單位所組成，各階層有個別的操作策

略、工作流程及技能，在生產新聞資訊的過程中各司其職；在此線性新聞生產

過程中，處於架構中最底層的是媒體人員，負責生產媒體內容。因此，他認為

有必要將媒體機構各階程由上至下，細分出每個階層所出現或面對的融合，點

出每個階程在新科技衝技下所各自面對的聚合挑戰。管理階層在這些挑戰下所

作出的決策，都對處於最底階的前線媒體人員的勞動帶來巨大的影響。 

 

Jenkins（2006）則認為媒體匯流使得每一個重要的新聞被傳播、每一個品

牌被外銷，消費者被多元豐富的媒體平台所吸引。此類媒體平台的內容呈現受

到個別媒體集團的政策、在地文化、國際媒體匯流及基層內容產製端的影響。

媒體匯流應該被理解為發達的科技進程將媒體的多功能匯集在同一設備上，反

之也在消費者或閱聽人端上呈現出另一種文化轉變，使得他們可以網絡上分散

的內容中找到新的資訊且重新將它們建構起來。 

 

數位化帶來媒體新紀元，傳統媒體定義新聞的時代也成過去式，尤其過往

媒體擁有報紙、電台及電視台，即掌握新聞定義權，不過隨著新媒體科技的便

利性，一般人也可以利用新媒體科技產製及發佈資訊；由此可見，資訊的形式

和傳播速度都已經改變，組織對新聞記者的要求與過往不同，工時也更長，以

求追上數位報導的腳步（林照真，2017）。 

 

數位轉型及匯流改變了媒體採訪流程及新聞產製的形式，科技的發達沒有

讓記者的工作變輕鬆，反而要一人分飾多角，帶來更多的工作負荷並隨之產生

工作倦怠，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降低記者對新聞工作的承諾或萌生離職之意，導

致靠經驗積累的新聞專業無法被承傳下去，新聞組織培養新聞專業人才之路亦

受阻（劉蕙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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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不同時代的媒體人接受不同的傳播教育且經歷不同的傳播時代，不

過，不管那個世代的記者在科技的轉變下都面對大同小異的勞動經驗；在近代

的數位產製的流程下，記者的工作量及工作時數不降反增，而資深一輩的記者

在新科技的出現時就得花時間重頭再學，同時面對新生代純熟的技能而倍感壓

力（林富美，2006）。 

 

         針對資深記者在轉換新媒體環境的研究上提出，新聞人員必須具備新聞知

識，科技扮演的只是輔助的功能，而網絡時代的來臨只是轉換不同的平台進行

傳播，因此新聞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種說法在訓練有素的記者及沒有接

受新聞教育的公民記者所呈現的新聞內容上可見一斑。新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到

記者必須承受新聞以外的壓力及工作量增加，記者的角色也因而容易被掌握科

技的人所取代，使到記者一職流動性高且不受到重視（詹璇依，2011）。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網絡上的新聞資訊應有盡有，然而這些內容素質及原

創者為何人？網絡上似乎有很多新媒體，人們可以從不同平台取得資訊來源，

不像過往媒體集團壟斷新聞市場。事實上並非如此，產製資訊內容者主要還是

來自主流媒體，它們仍是重要的溝通管道與機制。網絡上的農場內容資訊，有

相當部分改寫自主流媒體。同樣的，若主流媒體出現大量錯誤、失實的資訊或

荒謬、充滿偏見的資訊，再經過其他媒體平台改寫與評論後，會影響整體資訊

流通的品質（黃國富，2020）。 

 

  從勞動角度來看，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者 Burawoy 將自身在芝加哥城南方

的機械廠工作的發現集結成書， 並提到美國工廠從「專制」到「霸權」體制的

歷史性轉變，人們如何認同及臣服予主宰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  

     

  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提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有兩種不

同的類型，第一種是「內部勞動力市場」（Internal Labour Market）：工廠內有

即定的規章及行政秩序，控制著內部的勞動市場，強迫性的力量較大，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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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必須依據管理層的要求進行產出，即使有所不滿亦不能向

管理層提出反抗；第二種「內部國家」（Internal State），屬於霸權式的工會組

織，受到福利國家規定的保障，同意的力量大於強迫，資本家讓勞工產生一種

志願性的順服。這種現象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就有，大部分都仰賴專制的監工來

管控生產中的關係，管理部門及勞工的關係是主人與奴隸的運作模式。 

 

Burawoy 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管理現象是，管理層鼓勵工人

接受及容忍多變的「趕工遊戲」，讓工人在潛移默化中認同管理層的所為，並

將工作流程視為「趕工遊戲」，此時金錢獎勵並不能協調管理層和工人的各自

利益，反而是「趕工遊戲」本身的產物和「遊戲」的連續性，可以讓他們產生

共同的興趣，甘願勞動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 

 

強迫永遠存在於任何雇傭關係的背後，但是遊戲的確立，才能夠提供 

工人主動合作與同意的先決條件，並且繼續讓有組織的合作與同意得 

以展開。（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  

 

     有 3 個因素促成甘願勞動：（一）勞動過程或工作場域中的「趕工遊戲」

出現的勞資關係及衝突，透過完成趕工遊戲來理解；（二）內部勞動力市場及

資方所制訂的職等職及、升遷門檻或工作調配，有一定規則及要求，致使勞工

必須遵守及服從，藉此形塑他們對資方的認同；以及（三）內部國家、工人協

會與資方進行協調，以追求雙方最大的利益；資方從而對工人有更大的讓步空

間，工人獲得制度化福利的同時也被賦予義務，而內部國家也會限制工人的申

訴（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 

 

      藉 Burawoy 的「趕工遊戲」概念來理解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勞動經驗：

各家報社之間有著強烈的新聞競爭，報社主管鼓勵記者加入追求獨家報導的「 

趕工遊戲」，藉獨家報導成為業界的矚目焦點，從而激起各報記者間的強烈競

爭。因此，獨家報導為記者帶來工作上的滿足感及肯定，尤其是在同業中創造

自身的價值，致使他們願意追求更多獨家報導，這也形成 Burawoy 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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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工遊戲」本身的產製物和「遊戲」的連續性，可以讓他們產生共同的興趣。 

          華文報記者在報社的「趕工遊戲」中創造自己的價值，藉著出色的報導在

眾記者中鶴立雞群。記者致力爭取在媒體中曝光，在累積更多的名望及成就後 

，可將自己提升為較難取代的個人化勞工，擁有更多資本與資本家討價還價，

然而其他記者多為隨時可能被取代的白領勞工。記者的個人技術及聲望，是促

使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來源，也是影響勞動條件的最重要因素。一般來說，記

者的年資愈長所累積的人脈與相關技術，通常就愈高，也愈有可能成為組織中

的長官（劉昌德，2003）。 

 

智慧型手機帶領媒體進入全新的新聞世界，即是挑戰也是轉變，是典型水

可載覆亦可覆舟的例子，近年來也一直是各地學術界研究的對象，而不同國家

及地區因政治、經濟及社會背景有異，也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以下學術論文分

別以台灣、肯亞及伊拉克的媒體在數位匯流下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產製新聞內容

的經驗。 

 

針對台灣記者在工作上使用社群媒體的情形包括使用時間、在社群媒體上

的活動，以及社群媒體對工作與專業影響的評價，向 1099 名台灣新聞記者媒體

記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記者們使用社群媒體的最大功能是查閱蒐集資訊，其

次是維繫新聞關係，參與大眾互動最少，每天平均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為 101

分鐘。關於社群媒體可以擴展內容多元性的觀點，受訪的記者中有超過七成認

為大量使用社群網路素材會犧牲新聞正確性及降低新聞品質（劉蕙苓、羅文

輝，2017）。  

 

在傳播科技發達的年代，丹麥傳播學者 Kramhøft 認為新聞產製過程已被制

度化，產製過程主要分成 4 個階段：（一）發想階段：新聞點子的發想是記者

日常工作的一部份，記者從不同來源收集訊息及情報，而新聞的誕生來自某件

事故或其相關發展；（二）研究階段：記者從眾多的消息來源中找出可發展成

新聞的線索，再搜集和閱讀相關的資料，以及準備採訪資料；（三）分析階段 

：分析搜集所得的原始資料的相關性和真實性，確定新聞角度後並進行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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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遞交編輯部；（四）傳播階段：發佈新聞成果（轉自 Camilla 

Karlsen,2010）。 

 

Camilla Karlsen（2010）使用 Kramhøft 的 4 個新聞產製流程，針對肯亞記者

與當地新聞互動交流進行研究發現，智慧型手機在肯亞已經普及化，媒體記者

也充分實踐了 4 個新聞產製流程，同時減少了記者出勤的比例，例如肯亞人使

用智慧型手機致電參興電台的現場叩應節目，或是在臉書與他人互動及發表看

法，記者從這些管道聽取人們的訴求並揪出有新聞價值的事情，進一步發展成

新聞。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改善了肯亞記者的工作，具有互聯網功能的電腦裝置

也打開肯亞面向國際的窗口，同時也讓肯亞境內的記者更容易掌握有新聞價值

的情報。在智慧型手機未普及的時候，記者與當地人無法接觸及交流，過去的

新聞來源多來自政府；如今智慧型手機的便利讓人們（甚至是文盲）更積極於

提供新聞資料或線索予當地記者，甚至是外國媒體。 

 

另一同樣是研究智慧型手機作為新聞採訪工具的研究，以伊拉克北部的庫

爾德斯記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智慧型手機比傳統攝影器材來得輕巧及

價格較低，功能卻不比攝影來得差，尤其是智慧型手機可以進入攝影機到不了

的新聞場所或戰地進行拍攝，例如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有賴人們透過智慧

型手機將現況傳達到世界各地，讓人們看見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Salah 

Mohammedsalih,2017） 

 

貳、數位科技下的媒體工作者「自我監督」       

  英國哲學家邊沁於 1785 提出「環型監獄」（Panopticon）概念，環型監獄

的結構是以監守員的中央高塔為中心點，囚室圍繞著它而建造。每間囚室有兩

扇窗口，面向高塔的窗口可以讓對面高塔的監守員看到囚室的情況，另一端向

外的窗口則作採光所用；相反的，囚犯在逆光下看不到高塔的情況，加上有帷

幕且逆光，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視，所以會控制自己的行為及遵守規矩 

，而環型監獄就達到了「永遠的觀察與監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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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沁的環型監獄理論在後來被放置在不同的情景中被討論，Foucault（19 

75；劉北成等譯，1992）提到，1757 年有一男子達米安因謀殺國王被判死刑，

於巴黎格列夫廣場公開行刑，先施以殘酷刑罰如燒火的鐵鉗燙烙身體，再五馬

分屍及焚屍，全程公開示人；事過 80 年後，巴黎少年犯監管所製訂了規章作為

少年犯的日常作息指南。這樣前後不到一世紀的轉變，從殘酷不仁到依規定行

事，可見肉體作為刑罰的主要對象的現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透過權力機制

去馴服人類的身體，以達到控制的效果。 

 

 環型監獄的概念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一種權力機制，而權力可以馴服人類

的肉體及思維，人們會自我約束及控制自己的行動及肉體，以符合社會及人們

的規範，達到規訓的效果，舉例 17 世紀士兵的理想外形是站勢直挺、昂首挺胸

及身手靈巧，身形是肩寬臂長、腹部緊縮、大腿粗及小腿細的，操步時絕不低

頭看地，在長官還未發號司令前靜止不動，故所有新兵都要培養及訓練出標準

的士兵形象。由此可見，肉體、體態都可以被控制及矯正，而透過肉體的力量

可以呈現出人們所要見的形象。人體在過去一直受到專橫的控制，在任何一個

社會中都受到嚴厲的權力控制，承受著各重壓力、限制及義務，而新加入的元

素進一步詮釋人體如何被控制：（一）控制的範圍：人體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權力方採取「零敲碎打」的方式，透過運動、姿態、態度和速度來控制人體 

，權力的監控透過日常的細節點滴滲透；（二）控制的對象：不再是針對個體

或在符號上進行人體控制，而是透過機制及組織的力量達到控制的目的；（三 

）控制的模式：透過規範的時間、空間和活動進行持續的控制，權力方監督控

制過程，而不是結果。這些方法和模式可被稱為「紀律」，與奴隸制及服役的

形式不同，它不需粗暴的關係就能達到控制的效果（Foucault,1975；劉北成等

譯，1992）。 

 

 Foucault 針對邊沁的「環形監獄」概念，進一步提出「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的概念，當中的權力是互相矛盾、鬥爭且被建構的，權力施行

者及被施行者都受到這個系統所牽制；舉例，總管站在中心的瞭望塔暗中觀察

被監視的工人，企圖批判及改變他們的同時，也將自己拴入監視體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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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的表現亦同樣受到比自己更高階督察員的監視；當高階督察員來到全景

敞視的中心點就可以看到整個機構的運作。 

 

         針對台灣記者在數位時代的勞動狀況所作的一項研究調查發現， 記者被媒

體匯流的洪流追趕著，要求他們必須以速度優先完成工作即時發稿（Live）、隨

時使用通訊軟體工作（Line）及即時在社群媒體直播（Live ），永不關機成為記

者的生活常態（劉蕙苓，2018）。由此可見，人體受到訓練及壓榨，以便達到

符合期許的有用肉體，在此過程中學會了順從，這般透過肉體紀律來影響身體

及刻印在身體上的權力叫「生命權力」。人們在學校、家裡、軍隊、職場等場

域，承受不同程度和種類的控制，肉體與內在被馴化成所期待的狀態，舉例公

司座位的編排，基層員工的座位安排在最前面，後面依序是各階層的主管，而

最後方是最高階的主管，每一階層員工就這樣被層層監視著。總括來說，生命

權力就是特定的權力介入和操控人們身體的權力。權力方透過家庭、學校、媒

體、監獄、醫院等媒介，長期以來持續地管教人類，生命權力支配人們的身體

及心靈；父母、雇主、國家、資本主義等權力下壓造成的馴化，以致人們傾向

「自動服從」，因而產生「自己看著辦」的想法，會自動讀書、工作、賺錢，

久而久之甚至相信這是自己所期盼的（黃珍奎，2019）。 

 

犯人被囚禁於監獄中失去自由，然而當人們曝露在一個空間中，如學校、

工廠等，層層的結構和模式也都在操控著人們的自由，而這個操控權力是隱密

且難被察覺到的；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空間配置，空間配置就是一種社會制度、

建構和管理模式，它妥善的運作權力。過去，權力的擁有者是獨裁者、軍人等 

，不過來到現代社會可能不再需要權力的代理人或主體，權力往往會體現在一

種關係的狀態中，也可用二元關係來思考，例如左派右派、在野在朝或主人僕

人，有等級及上下之分（曾慶豹，2018）。 

  

踏入 21 世紀數位媒體當道形成「數位環形監獄」，現今的監控社會是特殊

及一覽無遺的透視結構，處於內部的人們就是主體，他們主動連結成網絡，關

係密切，不同於邊沁環形監獄裡的囚犯是被隔離且沒有交流的。數位環型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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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不是來自隔離產生的孤寂，反而是過度溝通所致；人們也可以自由展演

自己所響往的，進而參與了數位環形監獄的建造與維護。當監控社會的主體不

是因為外在壓力、害怕或羞恥，而是出於自我需求的展現自己，監控社會就圓

滿形成了（韓炳哲，2019）。 

  

          Edward（1979）也提到，資本家為了確保勞動力轉變為最大化的利潤，在

生產過程中實施控制，設立一套機制來監制勞動過程和員工的活動，包括

（一）引導：制定工作法則和機制，引導、指派員工執行工作，員工必須遵守

引導進行工作，包括要做什麼、次序為何、要做到什麼精準的程度以及多少時

間內完成；（二）考核：透過考核程序來糾正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並藉此

評估員工的表現，確認個人或小組是否有把任務做好；（三）紀律：建立賞罰

制度，藉此鼓勵員工配合資方的機制或強制員工服從。 

 

        Edward 又將勞動控制分為三種級別：簡單控制、技術控制和科層控制，而

每一種級別的控制又包含了引導（該怎麼做）、評估（做的如何）以及紀律（ 

誘導合作與順服）三個面向。簡單控制屬於直接的權力運作，技術控制與科層

控制則屬於結構性的控制方式。 

 

     在數位報導的世代，各媒體都要搶先進行網絡即時報導，而採訪所得的成

果上傳網絡後，新聞內容的素質就相形見絀，那家媒體獨漏新聞或照片就無所

遁形，尤其很多新聞或照片都是瞬間即逝的。由此可看，傳播科技的出現不僅

改變了資訊形式及傳播方式，同時也監督著媒體人的工作。 

       

如前文獻所探討，馬來西亞政府透過掌握媒體擁有權及製訂嚴格的法令來

控制媒體，在邁入數位時代網路無遠弗屆，對媒體的監督從未停止。馬來西亞

媒體長期以來受到政府的監管及控制，正如傅柯所提出的規訓效果，媒體在潛

移默化下形成自我審查及自我監督的狀況，在報導新聞時畏首畏尾怕被秋後算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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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馬來西亞分會譴責政府的媒體審查日趨嚴重，而改革限制言

論自由法律卻停滯不前，遂於 2020 年發起「拒絕沉默」運動，望藉此讓公眾瞭

解審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鼓勵公眾共同捍衛言論自由；國際特赦組織馬

來西亞分會執行總監 Katrina Jorene Maliamauv（2020）認為： 

 

在馬來西亞，針對言論自由的打壓再次增加。壓迫性的法律至今仍被 

保留，而且，越來越多人僅僅因為發表意見而遭到警方的調查。 

 

「拒絕沉默」的宗旨是呼籲馬來西亞政府廢除剥奪人民自由表達言論的法

令，包括煽動法令、通訊及多媒體法令、影片審查法及印刷機出版法令，而煽

動法令及通訊及多媒體法令則最廣泛被用於對付人權捍衛者、記者，以及評論

政府、皇室或宗教的社交媒體用戶。除此之外，馬來西亞政府也控制了資訊的

流通，凡被認為不符合政府所認知的規範皆被禁止，包括音樂、電影、書籍、

網路上的創作內容等（國際特赦組織馬來西亞分會，2020）。 

 

馬來西亞自 2018 年至今，經歷了兩次政府輪替，而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會出

現權力更迭，不過社會權力如媒體權力的改變經常是相當緩慢的，甚至成為政

治轉型過程中的保守力量，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持續傳遞保守的意識型態，維繫

著過往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成為國家與社會改革的重大阻力（黃國富，

2020）。 

 

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重點是如何讓媒體管治的結果有利於公眾，而非特

定的政治權貴和財團的得益，以促進言論自由與資訊流通。要突破這樣的結構

困境並不容易，因個別媒體集團內部掌握權力者多仍在位且延續過往權力，內

部的改革力量很難撼動其固有的權力機制，這需結合外在力量對結構進行衝撞 

，才可能鬆動原有機制與組織文化（黃國富，2020）。 

 

  馬來西亞媒體長期受到監督，從肉體到思維受到監視者的規訓，在執行採

訪工作時步步為營，撰文時更是加深了自我審查及甘於自我規訓，以致無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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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媒體的使命。在媒體業發達的國家，媒體評議會的功能是監督媒體及保障公

眾利益的重要機制，例如英國的報業申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而馬來西亞新聞業從英殖民時代至今有 200 年曆史，迄今沒有

正規的媒體觀察組織監督媒體是否違反專業倫理或侵害公眾權益，數十年來成

立媒體評議會的計劃也只聞樓梯響而沒有下聞（莊迪澎，2010）。  

 

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設立媒體評議會的建議多次被提起，不過都是無疾

而終，包括：早於 1973 年由第二任首相 Abdul Razak 曾提出設立媒體評議會；

1983 年，國家傳播大會重提此事； 1989 年，馬來西亞報業協會（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擬定《馬來西亞新聞事業行為守則》，建議成立由法官領導的

監督機構執行有關行為守則；1999 年，內政部召集記者職工會及馬來西亞新聞

協會的代表會商籌組媒體評議會的計劃，並授權馬來西亞新聞協會與媒體及新

聞從業員商討細節；2001 年，內政部委派馬來西亞報業協會擬媒體評議會；

2002 年，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主辦新聞自由工作坊，提出設立媒體評議會並征

詢媒體人的意見；2006 年，時任巫統國會議員、資深律師 Zaid Ibrahim 向國會

提呈《2006 年馬來西亞報業評議會法案》；2011 年 7 月，時任新聞、通訊與多

媒體部長 Rais Yatim 召集媒體主管商討成立《媒體咨詢委員會》；2011 年 9 月 

，內政部主導，各語文報章編輯主管會商，同意設立媒體評議會；2019 年，馬

來西亞憲政與人權中心和獨立新聞中心召開設立媒體評議會全國諮詢會議，並

公佈研究報告及徵求各方意見；數家媒體業主提出他們的媒體評議會版本（莊

迪澎，2019）。 

 

對於媒體評議會能否發揮功效，或僅是無作為的花瓶，莊迪澎（2010）認

為： 

 

媒體評議會的人員任命也決定了媒體評議會能否無畏無懼及獨立超然 

。主流媒體幾乎都是執政黨的關係企業，而且高層人員往往與執政黨 

關係曖昧。媒體評議會主席雖說由國家元首正式委任，可是馬來西亞 

奉行君主立憲制，元首並無實際行政權，而是根據所謂「首相的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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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最終，媒體評議會的成員實際上將是政府屬意的人選，這些人 

的媒體觀一般上會與官方論調合拍，不會挑戰官方管制媒體的合法性 

基礎。因此，媒體評議會能否超越執政黨政治利益擔當捍衛新聞自由 

及媒體專業的重任，是個很大的疑問。 

 

  傳統新聞媒體集團在尋找新商業模式轉型的過程中，讀者佔有率快速下降 

，同時新聞媒體所仰賴的信任度也不斷流失，更加劇新聞業的危機，加上政府

對言論空間的限縮，以及在假資訊對資訊環境的污染，人們對假資訊開始有更

多認識與理解，從而增進媒體識讀能力。在馬來西亞目前的社會氛圍下，人們

需要媒體扮演好資訊中介的角色，強化監督正當性不足的政府，提供資訊正確

的新聞內容（黃國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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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 

前述文獻探討，首先說明了在不同政治社會背景下的傳統媒體使用智慧型

手機進行新聞產製的過程，面對不同程度的勞動及挑戰。在數位轉型的衝擊

下，智慧型手機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社記者迎來怎樣的勞動狀況及挑戰？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推陳出新，幾乎每個階段

出現的新科技都對新聞記者帶來不同的改變，例如通訊軟體讓記者與各方的聯

繫更緊密、新聞資訊更多元、高相素拍照功能讓攝影記者的專業受到侵犯、配

合社群媒體的直播功能隨時做直播……小巧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幾乎顛覆新聞

記者的工作模式。 

 

智慧型手機成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社記者在數位轉型期間重要的媒介工具，

同時也是產製新聞的工具。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在轉型潮流中，除了履行作為

媒體的責任及使命之餘，再來就是要掌握手機科技在採訪工作上的應用。相對

的在即食文化的催化下，不管是在役或新晉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皆被要求掌

握智慧型手機產製新聞的基本技能，再來是更精進的新聞後製。 

 

其次是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背景所帶來的影響，馬來西亞多元文化及多

語的屬性，也體現在媒體日常採訪環境中，甚至華人所面對的種族不公平待遇

也出現媒體圈中。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智慧型手機對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工作產生一定程

度的影響，其多功能看似增加了記者的勞動及工作，不過同時也為採訪工作帶

來一定的便利，尤其是可以更快速的傳播新聞資訊。匯整以上所述，本研究的

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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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型手機引入新聞室，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工作，產生哪些影響？ 

1.1.資料蒐集：智慧型手機如何影響記者的資料蒐集? 

1.2.聯繫：智慧型手機如何影響記者的報社內外聯繫？ 

1.3.採訪報導：智慧型手機如何影響採訪報導過程？ 

 

2. 智慧型手機引入新聞室，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政治控制，產生哪些影

響？ 

2.1.政府的政治控制：智慧型手機如何加重政府對媒體的控制？ 

2.2.報社的政治控制：智慧型手機如何加重報社主管對記者的控制？ 

2.3.記者的自我審查：智慧型手機如何加重記者的自我審查及監督？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深度訪談具有探知的樂趣，渴望去認識及理解他人的生活經驗以及她們對

這些經驗所賦予的意義，與其他研究方法比較，訪談可以瞭解受訪者的所思所

想及情緒反應，也可以直接詢問受訪者的意見（Uwe Flick,2007；李政賢等譯，

2007）。訪談也是一種收集資訊的工具，如果能經由適當的控制與安排，訪談

人就能夠探詢對方的想法，得到所想要的答案。訪談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

非正式的，可以經由非標準、非結構化或開放式問題的探索，由外圍逐步切入

問題的核心，也可以透過標準、結構化或封閉式的問題，來探討比較成熟的議

題（萬文龍，2004）。 

          

深度訪談類型分為結構型、半結構型及無結構型。結構型是由訪談者主導

訪談走向及步驟，通常用於蒐集量化的資料，而訪談者會對所有受訪者按照相

同的步驟來提問同樣的問題；半結構型訪談是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相對的開

放可讓受談者表達自身主觀觀點；無結構型訪談則沒有固定的程序，受訪者可

以自由表達自己認為重要的觀點，而訪談者只是輔助角色。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型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優點在於，即使由始至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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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一份訪談大網，也可以讓資料擁有可相互比較的共通基礎，而且透過大

網提問的問題可以提升訪談的結構性。此外，若有關研究訪談目的是為了搜集

某個議題的具體陳述，那半結構式的訪談是較具經濟效益的方法。若受訪者的

經驗及歷程是研究的核心目標的話，其經驗發展及變化敘述方式就是訪談的重

點題（Uwe Flick,2007；李政賢等譯，2007）。 

 

半結構式訪談法的目的是為了確立和研究主題有所關聯的主觀觀點，同時

要面對的難題是必須考量訪談大網的介入及研究問題的目的之間的配合，並且

要顧慮受訪者的敘述風格，因此，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必須確定何時該問下一

個問題，以及下一個問題是甚麼，例如有些問題可能在前面的陳述中提過，那

麼有關問題就可以略過不必再問，不過，如何確定有關問題可以被略過？這並

沒有一般原則性的判斷準則，還是得視當下的情況而定。 除此之外，訪談者還

要面對其他抉擇性的難題，例如何時或應否追問更多細節？何時或應否終止受

訪者乖離主題之外的漫天長談？何時或應否將受訪者帶返主題（Uwe 

Flick,2007；李政賢等譯，2007）？ 

          

         訪談資料該如何被運用？當「訪談資料作為來源」，訪談資料的蒐集或多

或少被視為受訪者在訪談外的現實之描述；當「訪談資料作為議題」，訪談資

料的蒐集或多或少被視為訪談者及受訪者共同建構的現實之反映。訪談中所取

得的資料，必須結合當代對有關特定議題的理解、經驗及討論來進行分析。 

（Tim Rapley,2004；許夢芸譯，2021） 

 

       在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可以讓先前被隱藏或沈默的聲音由受訪者說出來，

當受訪者愈是自我揭露，就能產生愈多的討論及陳述；這可能是受訪者同意訪

談者，也可能是開始為自己辯駁，而最終的目的仍可產生新的討論路徑。因此 

，訪談過程中雙方自我揭露時，各自採取了屬於自己的情緒、感覺及經驗的話

語來表達立場，能夠產生「相互信賴功效」及「情緒性功效」，也能表達出

「我明白」或「我也與你有同感」（Tim Rapley,2004；許夢芸譯，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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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文所得設計的訪綱，予以受訪者更多的空間，針對研究問題自由表

達自身的觀點，講述在工作上使用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本研

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綜合本文綜合所得設計的訪綱，予以受訪者更多的空

間，針對研究問題表達自身的觀點；本研究訪綱見附錄 1。 

 

         2000 年以後，馬來西亞的主要華文報有《星洲日報》、《中國報》、《南

洋商報》、《光明日報》、《光華日報》及《東方日報》；除了《光華日報》

及《東方日報》，其餘 4 家日報目前屬同一媒體集團。其中，創刊於 2002 年的

最年輕報章《東方日報》8於 2021 年 4 月停刊，轉戰網絡。 

 

本研究訪談對象設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社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文字記者及

攝影記者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而智慧型手機對他們的工作會帶來不同程度的

影響。此外，不同年資的記者經歷華文報不同階段的科技發展及改革，以智慧

型手機為例，記者們普遍於 2007 年後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在這之前多使用一

般的按鍵式手機。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有資深及資淺的文字記者或攝影記者共 14

人（含 2 名記者），以年資 13 年以上，經歷按鍵式手機過渡智慧型手機使用經

驗的資深文字及攝影記者，以及年資 13 年以下， 入行即與智慧型手機為伍的

年輕記者。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筆者無法如預期返回馬來西亞進行面對面錄

音訪談，轉而透過通訊軟體進行錄音訪談。為遵守研究倫理及受訪者的訪談資

料隱私權，且避免受訪者日後受困擾，受訪者的身分將保密及編以代號。訪談

的進行步驟：（一）就參考文獻作問題設計、（二）選取符合研究設定的受訪

者並約訪、（三） 訪談前說明及（四）進行越洋訪談及側錄。 

 

 

 

 
 
8 2001 年馬華南洋報業集團後，《東方日報》的創刊打破華文報市場被壟斷的局面；《東方日

報》創刊於 2002 年 9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16 日最後一次出版，轉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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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資料 

編

號 

類別 

（文字/攝影） 

年資 所屬報社 主跑路線 

 

訪談 

日期 

訪談時間 

1. 攝影記者 A 13

年 

中國報 不分路線 4/30 3.13 小時 

2. 文字記者 B 1 年 星洲日報 專題記者 5/2 25 分鐘 

3. 前文字記者 C 13

年 

中國報 

東方日報 

社會新

聞、時事

專題 

5/2 39 分鐘 

4. 文字/攝影記者 D 25

年 

中國報 地方記者 5/10 2.13 小時 

5. 文字/攝影記者 E 25

年 

星洲日報 地方記者 5/13 2.06 小時 

6. 攝影記者 F 33

年 

中國報 不分路線 5/15 3.59 小時 

7. 攝影記者 G 19

年 

中國報 不分路線 5/15 2.24 小時 

8. 文字/攝影記者 H 23

年 

中國報 地方記者 5/16 1.30 小時 

9. 文字記者 I 4 年 中國報 政治記者 5/22 1.09 小時 

10. 文字記者 J 3 年 南洋商報 財經記者 5/22 50 分鐘 

11. 文字記者 K 3 年 南洋商報 財經記者 5/23 54 分鐘 

12. 文字/攝影記者 L 27

年 

中國報 地方記者 5/23 1.32 小時 

13. 文字記者 M 2 年 東方日報 政治記者 5/24 57 分蹱 

14. 前攝影記者 N 19

年 

中國報 

東方日報 

不分路線 5/27 4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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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慧型手機與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樣貌 

從水壺型的「大哥大手機」到現今輕巧的智慧型手機，手提電話作為移動

裝置在過去卅年來突破硬體技術的限制，搭配日漸多元的軟體服務，提供人們

海量的內容資訊，成為人們接收及發送內容的重要媒介物，自然也成為媒體重

要的傳播工具，尤其在報社進行數位轉型之際更扮演重要角色。 

 

在網際網絡及科技發達的時代，人手一機已是普遍現象，然而手機對記者

來說是生產、發佈及承載新聞內容的重要媒介物。綜合前文所述，馬來西亞華

文報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的基本工，包括聯繫、資料蒐集

及採訪報導，以下為受訪者經驗之談。 

第一節  聯繫 

         通訊技術從 1G 到 5G 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80 年代由電信裝置製造商

摩托羅拉（Motorola）推出的第一代手機，俗稱「黑金剛大哥大」，外型如同

水壺，重約 850 克，當時的售價是 4000 美元，被喻為高價奢侈品（TVBS,20 

13）；同時期面世的呼叫器俗稱「叩機」或「BB 機」，相對是價格較相宜的通

訊工具，有單向（僅接收）和雙向（收發）收訊兩種類型，單向僅能接收訊息

的機型最為常見，此類呼叫器主若要回复發訊者，需要通過公用電話回撥（維

基，2021）。 

 

當年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社，價格昂貴的「大哥大」手提電話並不普及，多

數是採訪突發新聞的社會新聞記者及需要趕場的攝影記者在使用，有些報社甚

至是每個州屬只配給一台「大哥大」手提電話，僅在發生重大新聞事件時才派

上用場；其次是呼叫器，價格比「大哥大」手提電話來得相宜，不過也不是所

有記者都有配用。 

 

當時，社會新聞組記者及攝影記者以外的其他新聞組記者，如政治記者、

地方記者、娛樂記者或體育記者，因採訪任務、地點及時間都是固定的，不需

隨時候命採訪突發新聞，因此報社沒有為他們配給手提電話或呼叫器，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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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要求他們自費添購。記者們如要知道自己負責的採訪任務，一般是在前一

天返回報社查看採訪執勤表，或是致電回報社查詢。  

 

至 90 年代中期，索尼愛立信、諾基亞的手機系列開始普及化，可以互相通

話或發送簡訊，收費則是依使用量及通訊範圍來計算。當時，儘管馬來西亞華

文報社也還未強制記者添購手機，不過大部分記者自覺有必要跟上時代的步伐

及方便工作，自費添購手機。 

 

前後數十年的發展，時至今日的智慧型手機提供通訊軟體服務，含通話、

視訊及收發訊息的通訊功能，也可以瀏覽網站，只要有網絡覆蓋就可隨時隨地

使用通訊軟體及上網，加上電信公司提供的移動網絡多為固定單一收費，使用

者不需再顧慮昂貴的手機通話或訊息費用。  

 

    智慧型手機上常見的通訊軟體有 Line、WhatsApp、FB Messenger、微信、

Skype 及其他通訊軟體，每個人的手機上可能同時使用著多個通訊軟體亦不為

過。根據 DataReportal 針對馬來西亞人的網路使用經驗調查，馬來西亞人最常

使用的通訊軟體是 WhatsApp，同時也是華文報記者常用的通訊軟體。 

 

    馬來西亞的新冠肺炎疫情於 2020 年 3 月爆發後，政府先後多次實施行動管

制9以控制疫情，報社配合行動管制編制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分流上班，分別是

居家辦公或在報社候命以便隨時採訪突發事故。此舉改變了記者與報社主管、

新聞關係人及同業的溝通模式，更加頻繁使用 WhatsApp 進行溝通及交換消

息。 

 
 
9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的「行動管制令」，有 6 大重點：（一）全國禁止公眾參與宗教、運

動、社會與文化群聚活動，以及所有宗教場合及商店關閉；（二） 回國者須隔離 14 天並進行

健康檢查；（三）限制外國遊客與訪客入境；（四） 關閉所有學校；（五）關閉所有公立與私

立高等教育機構與技職教育機構；（六）關閉政府機構與私人場所，除了提供必須服務的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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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內部聯繫 

手機是記者與新聞工作室、主管及同事的重要聯繫工具，尤其是外勤記者 

在接近截稿時間的緊要關頭，可以透過手機將採訪到的新聞重點匯報給在報社

候命的同事，由對方代筆完成新聞稿；這是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俗稱的「報新

聞」，也是眾記者所熟悉的工作形態。 

 

         「報新聞」的作業模式在手機面世後應運而生，一般只有在臨近截稿時間

或有重大新聞發生時，主管才會安排在報社待命的記者致電外勤記者，讓他們 

報上手頭上採訪到的新聞，代為撰稿，不然一般外勤記者必須獨力完成自己的

採訪任務。儘管「報新聞」可以解決燃眉之急，最大的疑慮是過程中可能有誤

報或詮釋失誤的風險。 

 

如今進入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外勤記者採訪完畢後多數在新聞現場直接用

智慧型手機打稿及處理照片、影片，已經甚少「報新聞」，除非是工作量龐大

及時間緊迫才會「報新聞」。一般來說，外勤記者會先將新聞稿、影片及照片

回傳到新聞工作室，經主管審閱後再上載到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由此可見，

智慧型手機在記者與新聞工作室的聯繫及溝通上扮演重要角色，也間接影響新

聞素質及新聞內容的產製及呈現。 

 

除此之外，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也成功凝聚新聞工作室的力量，像受訪

者 H 與主管及同事就培養了默契及習慣，只要負責外勤採訪的記者需要支援，

都統一在同事間的 WhatsAapp 群組發訊息，再由主管安排人手接手處理及支援 

，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尤其是 WhatsAapp 群組聊天室可以共享文字、照片、

影片、檔案等資訊，簡化了主管與記者、編輯的溝通及加速新聞產製，例如主

管可以直接在群組內指派支援工作，不需再向多方重复同樣的指令。不過，這

對休假或不涉及在內的記者或編採人員來說可能變成另一種干擾。 

 

回顧呼叫器流行的 80 年代，報社主管透過呼叫器聯繫外勤記者後，需等待

外勤記者回撥電話，彼此才能夠聯繫上。因此，即便主管主動聯繫記者，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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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的等候記者的回應，然而在智慧型手機面世後，彼此的角色在科技的輔助

下發生微妙的變化：「基本上很少聯絡（主管）的啦，有重大事情的話，記者

會打電話回報館找主管咯，那時候就是主動的匯報新聞、想辦法報新聞。」

（訪談紀錄，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再者，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訊息收發有「已讀」、「已傳送」或「已接

收」等功能，這使得外勤記者無從逃避報社主管的訊息，加上各報社在數位轉

型的壓力下競爭更激烈，記者們不得不迅速回應主管有關工作交辦的訊息，以

配合新聞工作室的編採運作，可見智慧型手機也具有一定的監督功能。 

 

在講究速度及效率的數位時代，WhatsApp 群組聊天室也省去不少人工作業 

，例如在沒有手機的年代，記者晚上必須回報館查看第二天的採訪表，然而手

機面世後，記者就不需特地回報社查看採訪執勤表，而是由晚班記者逐一撥電

給各記者，匯報第二天的採訪任務及地點，不過就相當耗時亦怕有疏漏；如今

在智慧型手機的幫助下，主管只需將採訪執勤表發佈在 WhatsApp 群組聊天室 

，每一名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都可以同步收到採訪表。 

 

入行 33 年的攝影記者 F 提及，在使用呼叫器的年代，出門採訪時必須確保

自己隨身帶備零錢或電話卡，當呼叫器收到來自報社的通知時，就找公共電話

或向商店、居民借電話，回電總台查問報社主管交代的事項，或是撥電回報社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次與同事共乘機車從吉隆坡出發到相隔約 90 公里外的偏

遠地區採訪，路途遙遠、偏僻且網路欠佳，他們一路顛簸沒有察覺到呼叫器的

鈴聲，待他們晚上七點多回到吉隆坡的報社時，始知主管急找。 

 

文字記者 L 於 1994 年入行時正流行使用呼叫器，接著就是手機摩托羅拉、

諾基亞等品牌手機的面世，大多數都是按鍵式手機，有摺疊式、掀蓋摺疊或一

體成型的。當時，報社沒有強制記者添購手機，倒是記者們為了工作方便主動

購入手機。在那個網絡不發達的年代，記者會以網絡不佳為由拒絕回覆主管的

訊息：「有些記者為了避開主管的奪命追魂 call，就說那個地方沒有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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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訪談紀錄，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然而現今網路覆蓋率良

好，通訊軟體也有「已讀」、「已傳送」或「已接收」的功能，記者已無從躲

避。 

 

貳、外部聯繫 

記者的對外聯繫人當中，最常接觸的是提供消息的新聞關係人及同業。當

中又以新聞關係人最為有趣，可分為官方或非官方關係人，俗稱「線人」，他

們提供的新聞線索，足以催生一則新聞。 

 

記者在下班或休假後可以以勞工權益為由，拒絕回復主管的訊息或來電，

但是來自新聞關係人的來電或訊息卻是無法拒絕和抗拒的，主要是擔心沒有給

予對方回應會被誤會為不積極或不歡迎訊息上門。 

 

基於新聞關係人在工作上提供幫助及消息來源，因此，記者在公在私會致

力維持雙方的友好關係。相對的，記者和新聞關係人、同業不是雇主與雇員的

關係，不存在勞動權益上的衝突，反而更使記者難於拒絕，不管下班或休假都

要應付他們的訊息和來電。 

 

官方新聞關係人指的多半是官方認可、身分公開的人物，例如部長的新聞

秘書、政黨官方發言人、公關、助理等；非官方新聞關係人多為記者本身建立

的人脈，他們私下提供獨家消息給記者，身分不便公開。  

 

在智慧型手機面世後，記者與新聞關係人及同業的互動，全部體現在通訊

軟體的往來訊息中，因而業界常有人笑稱，記者的手機藏著最大的秘密，內容

之精彩堪比高收視率的影劇。由於新聞關係人及同業是記者的重要「工作夥

伴」，因此記者們都會小心翼翼的維護彼此的關係。 

 

一、 新聞關係人 

官方新聞關係人有來自政黨、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企業等單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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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位高權重或被賦於發言權，媒體在追蹤新聞時，需要向他們查證消息。

因此，掌握新聞關係人的手機號碼是十分重要的，官方新聞關係人一般上會公

開手機號碼予媒體；有者只把電話號碼告知關係良好及熟絡的新聞記者，後者

往往會較常取得獨家消息或特別報導。 

 

一般在發生重大新聞事件時，新聞記者不能一昧等候官方召開記者會或發

佈文告，必須主動聯繫新聞關係人以取得更多新聞資訊。手機於 90 年代於面世

後，新聞記者比過往更積極於建立人脈及收集新聞關係人的手機號碼，掌握越

多有利於工作的手機號碼，就另一個層面來說也代表有關記者有廣闊的人脈。

文字記者 L 感嘆，以前的記者靠人脈及交際手腕，常常可以取得獨家新聞或特

別報導，不過隨著手機科技日漸發達，資訊透明化且傳播迅速，全民進入資訊

共享時代，要取得獨家新聞不如從前般容易。  

 

再者，官方新聞關係人如今採一視同仁的方式，設 WhatsApp 群組聊天室 

，邀請各媒體記者加入群組，由公關統一發佈新聞文告及最新消息，即快捷又

方便，不用耗時逐一回應不同的媒體。不過，對於想挖掘獨家消息的記者來說

就不是好事，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的訊息流傳極快，很多獨家消息或訊息很難守

得住，讓一心想要爭取獨家報導的記者扼腕。 

 

WhatsApp 成為華文報記者與官方新聞關係人的溝通橋樑，不過，後者卻利

用 WhatsApp 作為擋箭牌，怠慢媒體的詢問、避重就輕回應媒體的追問，又或

是交由新聞秘書或助理透過 WhatsApp 來發佈文告，拒絕與記者正面交鋒。另

一點是，智慧型手機雖然有助記者聯繫新聞關係人以跟進時事課題，不像從前

總是隔萬重山，不過弊端是記者無法看到對方在回應問題時的表情、反應，大

大降低訪問素質（受訪者 E，2021 年 5 月 13 日；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 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官方新聞關係人及官方單位眾多，由他們所開設的 WhatsAapp 群組或個人 

發出的訊息多不勝數，記者每天要兼顧各個通訊軟體的訊息往來，睡前要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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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有通訊軟體的訊息，睡醒也是第一時間查看未讀訊息，手機幾乎是 24 小時

待機，半夜有嚴重突發事故還要隨時出動，受訪者 D 就提到（2021 年 5 月 10

日）： 

 

根本就機不離身，我本身要顧 WhatsApp、FB Msg、IG…單單 WhatsApp 

至少有三四十個群組，包括四五個警區、消拯隊、土地局、民防部隊 

，還有記者的群組、自己社交圈子的群組…手機實在太重要，如果手 

機故障或者遺失，就真的頭大，因為所有資訊都在裡面。 

 

當記者下班或休假時，這些 WhatsApp 群組的訊息還是會不停的湧進來， 

打開 WhatsApp 看到滿滿的未讀訊息，帶來極大心理壓力及無奈；例如某記者

被安排專門負責教育部的新聞，他先是要尋找管道加入教育部的 WhatsApp 群

組後，並且隨時留意群組是否有新消息或文告，即使是下班或休假也要提高警

覺，確保不會漏接消息。 

 

另一方面，非官方新聞關係人有來自政府單位或私人機構的，他們因職務 

、崗位之便而掌握有利及可靠的消息，不過因身分特殊或不具發言權而不便公

開身分，只能私下將消息告知記者。這一類新聞關係人自然就不設 WhatsApp

群組公開發佈消息，他們多半是私下與相熟的記者聯繫。 

 

在智慧型手機面世前，記者對於非官方新聞關係人的訊息和來電，是來者

不拒的，主要是擔心若不回應或愛理不理，會被誤認為不重視或不尊重；如今

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發送訊息方便又快捷，雙方的互動更加頻密，有時甚至

只是閒話家常，並無新聞消息上的交流。 

 

         非官方新聞關係人與記者存在著微妙的關係，有者與記者相識多年故彼此

交情甚篤，有著互惠互利的關係，例如要求記者在處理與其相關的新聞時手下

留情，這也經常使記者陷入兩難的狀況。儘管報社主管鼓勵記者與非官方新聞

關係人要保持友好關係，不過不主張以金錢來維繫彼此的關係，並以維護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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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記者的職業道德及尊嚴為前提。 

 

筆者在當社會新聞記者期間，常有非官方的新聞關係人要求筆者藉職務之

便，協助處理私人事物或解決疑難雜症，最常見的是要求記者協助處理或減免

執法單位的罰單。 除此之外，也有記者在結束採訪後，面對新聞受訪者的干擾 

，經常收到對方傳來的訊息，文字記者 B 就苦嘆（2021 年 5 月 2 日）： 

 

用 WhatsApp 的話，受訪者有甚麼資料可以直接 forward 給我，even  

FB Msg 也是，就很方便，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跟受訪者熟了後，界線 

會變得模糊不清，好像變得隨時要跟你做朋友，就一直 send 照片和東 

西給我，我也不懂要不要回复。 

 

二、同業聯繫之知己知彼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文化的國家，媒體生態也反映出多元種族特性，傳

統媒體如報社、電視台、電台以及各類型新媒體，當中又以華語、馬來語、英

語及淡米爾語作為媒介語，故記者人數相當多。 

 

不同媒體單位或種族的記者，有各自種族語言的 WhatsApp 聊天群組，是

同業間互相交流及交換消息的地方，表面上看似友好，暗地裡也各自較量。一

般上，此類群組僅供分享及互相交換消息，一般自家報社的獨家新聞、特別企

劃及採訪製作不會在群組內宣揚。 

 

馬來西亞的主要種族是馬來人，政府的政策以馬來族群利益為首，而馬來

媒體及英文媒體的記者多為馬來人，相對的他們也較其他種族媒體更受到提攜

及照顧，也更容易或更快取得消息，因此，他們開設的 WhatsApp 群組受到同

業的歡迎，紛紛要求加入有關群組，圖能藉此取得最新、最快的消息。 

 

筆者於 2002 至 2015 年於華文報擔任社會新聞組記者期間觀察所見，當時

的馬來報及某家電視台的馬來社會新聞記者因種族優勢，更容易取得警隊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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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隊提供的消息，因此他們開設的 WhatsApp 群組深受其他社會組記者歡迎。

由於他們掌握多方消息來源，因此他們可以選擇是否在群組分享消息；若他們

選擇獨享消息，其他處於被動狀態的媒體就可能漏新聞，或是較晚才能從其他

管道獲得消息。當時，WhatsApp 群組聊天室僅能容納 50 人，無法容納人數眾

多的社會新聞記者，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群組管理人只好再開設新群組，在

多個群組同步發佈消息。當時華文報之間的明爭暗鬥可見一斑，筆者的社會新

聞組主管就強烈要求旗下記者，務必要爭取加入馬來社會新聞組的群組，同時

要游說群組管理人把其他同事也加入群組內，盡可能霸佔更多的名額，以免其

他華文報記者被加到群組內。 

 

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提供方便且隱私度高的交流空間，尤其是智慧型手

機的通訊軟體更是方便及快捷，有些記者在採訪同一個新聞事件或記者會，因

採訪內容複雜或訊息量太多時，會私下分工處理這些新聞內容，再透 WhatsApp

將處理好的新聞內容發送給對方，由此產生新聞共享的現象（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三、疫情期間的 WhatsApp 使用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馬來西亞政府實施行動管制，涉及大型群聚的活動

及記者會都被禁止，改以線上視訊會議軟體如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 、

Zoom 等來進行線上記者會或說明會，記者與新聞關係人、同業的溝通也因而出

現了巨大的變化。 

 

新聞人物及組織單位在疫情下無法舉辦記者會或活動，只好透過 WhatsApp

群組發佈文告或消息，以致記者們必須時刻緊盯手機的群組動態，以免錯過最

新的消息發佈。有些單位甚至臨時才通知有線上記者會，以致報社主管及記者

經常手忙腳亂，尤其是記者都分流上班，主管也多透過 WhatsApp 來分派採訪

工作，「現在變成隨時隨地都要採訪的樣子。」（訪談紀錄，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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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爆發之前，同業們在採訪結束後會聚在一起討論採訪所得的內容及

交換意見，尤其是對資淺記者來說，與其他記者討論可以更確定自己是否掌握

相關新聞內容，若有不解之處也可以即場請教資深記者，然而在疫情時代的線

上記者會，記者們就無法在採訪後聚集討論新聞內容。目前的線上記者會最常

使用 Zoom 視訊會議軟體，參與線上記者會的人多半沒有在攝像鏡頭前露臉，

單看系統顯示的名字無法得知對方是否為自己認識的同業， 也就無法私下聯繫

對方討論內容（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受訪 L，2021 年 5 月 23 日）。 

 

一般上，記者們不會當著報社主管或同事面前，聯絡同業討論新聞內容，

以前是透過 MSN「即時通」私下聯繫同業，現在則是透過 WhatsApp 低調聯繫 

。在疫情時代的線上記者會，記者們可能會透過 WhatsApp 訊息查問其他報社

是哪一位記者負責採訪，然後再聯繫相關記者討論新聞內容（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受訪 L，2021 年 5 月 23 日）。 

 

第二節  資料蒐集 

壹、追不完的社群媒體帳號 

          記者們因工作需要，追蹤了許多政治人物、名人、政黨、企業組織等新聞

人物的社群媒體帳號，緊盯他們是否有發表可作為新聞素材的內容，平時不少

時間在刷新查看新聞人物的社群媒體帳號。 

 

搭配智慧型手機功能而開發的社群媒體，為人們創造更多的展演平台，網

紅、平民記者等角色也在這波科技巨流下誕生，而對公眾人物或名人來說更是

佳音，他們不再單靠傳統媒體來增加曝光率，而且社群媒體的觸及率比傳統媒

體更為廣泛，且可以自主管理及發揮。 

 

         時下流行的社群媒體平台如臉書、IG、Youtube、抖音等，倍受公眾人物及

名人的喜愛，透過社群媒體發佈照片或文字，藉此與外界進行互動。有些公眾

人物或名人甚至利用社群媒體來發佈重要消息，以致記者們在執行日常採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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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餘，也要跟進公眾人物或名人的社群媒體帳號是否有新動態。 

   

當有最新的新聞議題或發生重大事故時，記者也會留意相關新聞人物是否

透過社群媒體發表言論，再發展成一篇報導，這種趨勢已蔚然成風。不同新聞

組的記者追蹤不同的人物或單位的社群媒體帳號，例如政治記者追蹤政黨、政

治人物、政府部門、社運分子等；社會新聞記者追蹤警政高層、執法單位等；

娛樂記者追蹤藝人、唱片公司、電影公司、經紀人公司等。 

 

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態中，社群媒體開始盛行初期，政治人物喜好使用推

特發佈消息，後來也加入臉書及 IG 的使用行列，以致記者必須時刻刷新及跟進

多個社群媒體。以 2020 年上任的第八任首相慕尤丁為例，其官方認證的社群媒

體帳號有推特、IG 及臉書。根據筆者觀察，慕尤丁的 3 個社群媒體帳號所發佈

的內容並未即時同步更新，因此，記者必須隨時關注慕尤丁的 3 個社群媒體帳

號的最新動態。 

 

         不同社群媒體有其使用限制及規定，例如推特的發文字數有限，因此，有

些政治人物同時使用推特、臉書及 IG，因推特有字數限制，故在臉書或 IG 會再

發佈更詳盡的內容或文告附件，記者就必須刷新有關政治人物的所有社群媒體

帳號才不會有疏漏。除此之外，有些政治人物在某個社群媒體可能有超過一個

帳號，有些帳號可能使用小名或匿稱，只有與之相熟的記者才知曉，這就是為

何有些記者總能搶先發佈最新消息。為此，記者也必須經常閱讀和刷新同業的

社群媒體帳號，及時跟上漏掉的新聞或消息（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受訪者 L 舉例 2020 年 9 月發生的雪蘭莪州大制水10，水務公司於清晨七時

在社群媒體發佈文告，不過其報社早上八時才有政治記者值班，因此沒有人處

理有關文告，而其他報社已搶先發佈即時新聞，其主管以此為鑑，重新編制新

 
 
10 雪蘭莪州，與首都吉隆坡毗鄰，面積 8,104 平方公里；2020 年 9 月，雪州境內因有工廠排污

污染河流，導致雪蘭莪及吉隆坡有 1292 個地區的 119 萬 6457 名用戶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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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工作室的值班表，從早上七時到凌晨一點都有政治記者分批值班，必須時刻

跟進及瀏覽新聞人物或單位的社群媒體是否有新動態，就連新聞主管也要分批

值班。（ 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筆者在擔任社會新聞記者期間，有早班、正常班及晚班記者，隨時出勤採

訪突發新聞，採訪性質包括天災人禍以及警方、消拯局、執法單位等的記者會

或活動，然而在社群媒體盛行後就多了一分職務，那就是在當班期間務必要定

時刷新警方、消拯局或相關單位的帳號，搜尋有新聞價值的素材。若其他報社

率先發佈的某則新聞來源自社群媒體的話，那麼該時段的值班記者或會被責究 

，需為漏新聞負責任。 

 

除此之外，素人經營的社群媒體帳號也是記者必須追蹤的，例如台灣的臉

書社團或粉絲專頁例如「爆料公社」、「我是高雄人」，以及匿名論壇

「Dcrad」、電子布告欄、「批批踢」，而馬來西亞亦有類似的臉書社團或粉絲

專頁如「FBT News 新闻最前线」、「吉隆坡大新闻 」等，此類帳號因地緣關係

得以凝聚民眾的力量，常有民眾透過此類平台爆料或揭發社會不公義事情，有

些都成為報社的新聞素材。 

 

貳、 智慧型手機信手捎來的資料       

在網際網絡不普及且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新聞記者要取得資訊並不容

易。當時，報社每天都購入各大華文報、馬來報及英文報，供所有記者及主管

閱讀，偶爾還會有僧多粥少的情況。當時，報社的資料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資料室人員每天都要整理各大華文報的重點新聞，再進行人工處理及歸檔，其

工序是將報章上的新聞剪下來，依題材分類，粘貼集冊。記者若要查找新聞資

料或背景時，就到資料室去翻查資料冊，那是一個全人工操作的年代。 

 

邁入數碼時代，資料室人員的工作模式也有所改變，他們將新聞分類及進

行電子存檔，以方便記者上網搜尋資料；唯一不變的是，他們仍舊搜集及保存

每日紙本報章，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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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電腦上網不普及且沒有智慧型手機，記者透過閱報來跟進時局發

展，不僅是閱讀華文報，也要閱讀馬來報及英文報，畢竟後者因種族優勢經常

會有獨家或特別報導。馬哈迪於 1981 年出任第四任首相，熱忱於發言的他出席

活動或記者會時會談及國際、金融或其他領域的課題，因此，採訪馬哈迪的記

者務必要跟上時下最熱門的時事課題，才能跟上其節奏。受訪者 L 當時經常被

派去採訪馬哈迪，採訪當天她若來不及回報社看報紙，就自費購買其他報如《 

星洲日報》或英文語《The Star》來閱讀，如果時間充裕還會再買一份馬來報

《Utusan》或《Berita Harian》來閱讀（2021 年 5 月 23 日）： 

 

我要看不同的東西，因為一些華文報沒有的，馬來報、英文報會有， 

所以每天一早一定要看報紙，就好像現在每天早上醒來一定要刷網媒 

…以前一定要讀報紙，現在一定要用手機刷新聞。 

 

在科技大躍進及智慧型手機的輔助下，記者們不需要再翻報章或資料室的

厚重剪報冊，可隨時隨地使用手機上網搜尋資料，讓採訪工作更加輕鬆，例如

出席記者會拿到官方文稿時，如有不理解專業字眼可以馬上用手機上網搜尋，

接下來就有更充足的時間去處理新聞內容；出席某個記者會前也可以先上網搜

尋新聞資料，先作好準備工作。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馬來西亞衛生部每天舉辦新聞匯報會，匯報

會以馬來語或英語進行。採訪當下如有提到專業名詞，記者可用手機上網查找

有關專業名詞的意思，以便跟上記者會的節奏。遇到重大宣佈需要發佈即時新

聞時，就把新聞內容翻譯成華文，以便發佈即時新聞，有時來不及翻譯或處理

比較複雜的專業名詞，就直接回傳原文給新聞工作室，匯報主管以協助翻譯

（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 

 

          除此之外，記者經常利用手機上網搜查競爭對手的新聞報導，藉此比較彼

此的新聞呈現手法，尤其是要第一時間查看對方的新聞有否採集到獨家消息；

如對方有獨家消息，就得第一時間搶救或挖掘更多的獨家消息來將功補過。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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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些華文報屬同一媒體集團，表面上也展現友好關係，不過固有的良性競爭

還是存在的。在沒有網絡的年代，華文報盛行出版夜報，每天傍晚晚報出爐之

際就是各報掀底牌的時刻，然而在現今的新媒體時代，各華文報在處理好新聞

後將新聞上載到網站、社群媒體，比較誰上傳新聞的速度最快。 

 

攝影記者也同樣會比較其他同業的新聞照片，從以前往往要等到報紙出版

後才可以看到同業的照片，如今透過智慧型手機隨時就可以看到對方的照片，

甚至可以參考外電或國外媒體的攝影作品。  

 

第三節  採訪報導 

壹、智慧型手機產制的新聞報導 

智慧型手機帶來的科技便利讓新聞記者在採訪工作上有很大變化，從原本

的採訪、查證新聞、撰稿及拍照，到額外增加的工作如新聞直播、拍影片、影

片後製、即時新聞、網站新聞製版等。 

 

年資 20 年以上的資深記者，入行時從沒有網路及智慧型手機走到今時今

日，一路上隨著通訊及傳播科技的發展而學習新的技能，尤其是學習使用智慧

型手機產製新聞是一大挑戰；新晉記者出生於新科技時代，智慧型手機對他們

而言如日常用品般存在，加上如有接受過大專院校的傳播教育，就已掌握基本

的拍攝及後製技能，要使用智慧型手機產製新聞並不難。 

 

         馬來西亞華文報目前正進行數位轉型，除了用於出版報章的文字內容及照

片，記者如今還要提供可以上載到網站及社群媒體的數位內容，包括即時新

聞、影片及直播，整體而言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流程也變得碎片化。關鍵在

於，各媒體集團或報社在調派人手及工作安排上各有不同，因此文字記者及攝

影記者不像過往般分工明確，而是變得更多功能及跨領域。 

 

在採訪現場，智慧型手機被用於錄音、錄影、直播、聯繫、查資料、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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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不過縱使手機的功能再多，也無法同時執行不同的功能，例如無法邊

錄影邊打稿，或邊直播邊查資料。 

 

本文訪談的 14 名受訪者中有資深、年輕記者及前記者，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產製新聞的過程上有不同的經驗。 

 

一、 文字記者與智慧型手機 

在沒有網絡、智慧型手機及各種通訊科技的年代，文字記者的工作是採訪 

、查證及撰稿，顧名思義是用文字呈現新聞，然而現今的文字記者在傳播科技

的推波助瀾下變得多工，採訪工作也變得碎片化及影響新聞內容的素質。 

 

     （一）、拍攝及後製新聞影片 

         有關拍攝及後製新聞影片的工作，報社主管依採訪任務作不同的人員調派 

，文字記者或攝影記者都有可能被安排到拍攝及後製新聞影片，故有的報社安

排記者上短期課程，學習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及後製影片的技能。 

 

華文報的地方記者要兼顧文字採訪及攝影工作，科技帶來方便卻也變得多

工，受訪者認為（2021 年 5 月 13 日）： 

 

以前我們的手機只限於打電話，現在的手機可以直接上網、傳新聞， 

我是覺得壓力越來越大，有了這些新科技可以減輕很多工作，快速 

且方便，但是也讓人越來越壓力，就是十八般武藝，你要會完所有 

東西……你要拍視頻、短片、剪輯，樣樣都要學，全部做完，薪水 

還是一樣。 

 

文字記者若被分派到拍攝影片或直播，會導致採訪工作變得碎片化及增加

工作量，尤其是馬來西亞以馬來語及英語為主要媒介語，華文報記者在採訪過

程中需要負擔翻譯的工作。若記者的語文能力較弱，需要更多時間去翻譯及理

解（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外勤記者採訪時手機是一機多用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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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及上網查找新聞資料，掌握更多資料才可以舉一反三現場作出提問，不至

於採訪完畢後才發現有疏漏（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在智慧型手機面世初期，文字記者用手機拍攝新聞照片，引起部分攝影記

者不滿並質疑攝影專業被侵犯，不過在後來緊湊的數位轉型步伐中，文字記者

與攝影記者的工作逐漸不像過往般分工明確。 

 

由於新聞採訪現場的狀況多變，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會視現場情況來執行

任務，例如採訪官方大型記者會，報社預估記者會上有重大宣佈，會派兩組記

者前往採訪，其中一組是專門做現場直播或拍攝新聞現場的記者，另一組記者

則負責日常採訪（受訪者 E，2021 年 5 月 13 日）。 

 

如果是採訪一般的記者會，記者抵達採訪現場後可先向主辦單位或公關查

詢，是否提供當天新聞人物的演講稿或新聞稿；如有供稿可先過濾文稿內容及

構思新聞影片的內容。一般上，報社要求至少 30 秒的新聞影片及三段文字，以

上載至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 報社沒有提供購買手機的津貼或供應手機，記者

們多數是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來拍影片，經報社採用上載到網站或社群媒體的

新聞影片可獲得馬幣 10 令吉（約 66 元台幣）的津貼，新聞照片的津貼則是馬

幣 5 令吉（約 33 元台幣），而各家華文報提供津貼數額略有不同（受訪者 L，

2021 年 5 月 23 日）。 

   

         曾在求學時期接受過拍攝及剪輯影片技能訓練的記者，被要求兼顧採訪、

拍攝及後製影片的工作時，一般都可以勝任，像是將專訪影片剪輯成約 5 分鐘

的影片，經採用上載到網站或社群媒體的話，可獲得額外津貼，例如馬幣 100

令吉（ 約 660 元台幣）已是業界內最高的價碼，「他給到我就做咯…每次去想

合不合理真的會做到很辛苦，就是跟體系對抗…所以是帶著怨氣來做工的。」

（受訪者 B，2021 年 5 月 2 日）。 

 

也有的受訪者不在意報社是否供應手機，而是記者本身有沒有能力拍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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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的影片，只要手上的智慧型手機功能正常，不難拍出有素質的影片，「我

們的手機並不是特別好、特別貴的手機，就是一般的手機，拍出來的畫質都

OK……很多東西不需要像老一輩說的那樣，一定要依賴專業攝像機才可以做到

到。」（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 二）、記者的新聞直播 

    對於習慣於幕後採訪工作的報社文字記者，尤其是資深記者，要他們字正

腔圓在鏡頭前播報新聞做直播，可能會讓他們感到彆扭或不自在，不過當中也

有少數資深記者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挑戰；相反的，年輕記者或更願意接受報社

的安排，有者在大學時期的傳播教育中接受過專業播報或聲調發音的培訓，加

上有個人展演意願，因而更願意接受新聞直播或播報新聞的工作。 

 

目前有直播功能的社群媒體有臉書、IG、抖音等；在進行新聞直播時，有

的記者是露臉作現場報導，有的記者則是露聲不露臉，又或只是直播新聞現場

狀況。受訪者大部分認為，報社現階段並沒有強制要求文字記者在做直播時必

須像電視台記者般露臉播報新聞（受訪者 E，2021 年 5 月 13 日）。。 

 

早在數年前，有華文報與電台進行產業合作，由身在新聞現場的報社外勤

記者，透過電話連線在電台節目廣播中亮聲播報新聞，形同現今社群媒體的新

聞直播；不過，現今的新聞直播或新聞影片錄製需要亮相，較讓外勤記者抗

拒。報社也理解若是強迫沒有意願的記者做現場新聞直播或播報，可能效果會

不佳，也影響報社的形象。因此，有重要新聞或發生重大事故時，總社會調派

數位團隊或是經常做直播的新聞記者到現場採訪：「他們有問過我，不過我不

要（直播）…啊是，其實都是很多同事不要的，只有一兩個同事願意，所以要

做直播的時候，他們都會指派幾個常常做直播的記者去採訪」（受訪者 E，

2021 年 5 月 13 日）。 

 

馬來西亞華文報在 2018 年的第 14 屆全國大選後，開始重視臉書的新聞直

播，而直播時普遍面對的問題是現場收音欠佳、沒有專門的直播主等，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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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還要應付日常採訪，分身乏術下大大影響採訪素質，至後期才開始安排兩

名記者去採訪有可能需要進行直播的新聞現場：「以前剛開始做 live只有一個

人，我覺得很辛苦，其實我語言不是很好，我要去理解（馬來語或英語的新聞

內容）可能要一些時間，然後你又要我去兼顧直播，對我來說是很難，可是後

來我就慢慢比較習慣」（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 

 

2018 年的全國大選迎來首次政權輪替，時任首相納吉被拉下馬，隨即大批

媒體到其住家外面守候，其中一家華文報安排數位採訪團隊到場專門做直播，

鏡頭瞄準納吉住家前的馬路，直播將近一兩小時，結果被網友揶揄是帶讀者「 

量馬路」、「看馬路」。以納吉的直播現象為例，應該視現場情況來考量是否

做新聞直播，不能因為其他報有做直播，就一定要有樣學樣，而且太悶、太冗

長的新聞直播也沒有意義（受訪者 I, 2021 年 5 月 22 日）。 

  

納吉下台時引起華文報的直播亂象，恰好未久也發生警方追匪開鎗事故，

某一家華文報社會新聞組也使用臉書進行新聞直播，鏡頭同樣是拍攝案發現場

的馬路，沒有其他畫面，結果因直播內容空洞及沒有意義，一度成為行內人的

笑話。追溯華文報第一次透過臉書做新聞直播是在 2016 年，當時只有 iPhone

蘋果手機用戶可以使用臉書直播功能。事源於某政黨召開大會時發佈重要政見 

，某家華文報透過臉書進行新聞直播，引起同業的矚目。有記者當時針對這個

現象在個人臉書發佈動態提到：「現在的記者，十八般武藝…探消息、炒新

聞、翻譯、follow up 課題…現在還要攝錄，宇宙最強」，如今看回頭也預言了

華文報記者的現狀，讓人印象深刻（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有些報社主管要求記者採訪重大新聞時必須做新聞直播，卻沒有提供專門

用於新聞直播的手機或腳架，也沒有另外補助網絡費，而被安排負責新聞直播

的記者也噤若寒蟬，不敢為自己的工作權益發聲，甘於接受報社不合理的安排 

，「就有一班很有上進心的記者會買两架手機，一架（手機）用於打新聞稿，

一架（手機）做 live…現在都沒有人要理，沒有人要做 live了。」（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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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攝影記者與智慧型手機 

          從菲林相機的黑白照到彩色照，過渡到更加科技化的數碼相機，報社攝影

記者用相機拍下一張張珍貴的照片，述說著一則則故事，紀錄下每一個重要歷

史進程；如今報社進行數位轉型，報社攝影記者不再只是用照片說故事，也要

用影片來說故事。           

    

         自 2000 年後，報社廣泛使用數碼相機及筆電，攝影記者外勤採訪總是背著

沉重的攝影包，內有相機、筆電、鏡頭等器材， 長久下來總有勞動造成的脊椎

傷痛，然而科技發展快速，攝影記者的隨身器材逐漸減少，但是工作量也相對

的增加。 

 

（一）、用相機或智慧型手機來拍照？ 

智慧型手機的相素越來越高，照片畫質近乎高清，現今有些攝影記者會視

新聞現場的狀況，選擇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專業相機來拍新聞照，不像從前只能

用專業相機拍照。 

 

有的華文報地方記者包辦文字採訪及攝影工作，他們會視新聞性質來決定

用智慧型手機或相機來拍照，如果只是一般的採訪工作，就使用智慧型手機來

拍照，即輕便又快速；若是較重要或有深度的新聞，就使用專業相機來拍照。

不過，也有的攝影記者兩機兼用，抵達採訪現場時用手機拍照，先發送照片到

新聞工作室，再繼續用專業相機來拍照，以求拍出更多有素質及不同角度的照

片（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受訪者 N，2021 年 5 月 27 日）。 

 

         2013 年的強颱「海燕」 侵襲菲律賓11，受訪者 A 與一名文字記者被外派到

菲律賓採訪，結果文字記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所拍的一張照片被主管採用刊登在

報章上，佔了全開版的三份之一版位，畫質之好堪比專業相機。2013 年的智慧

 
 
11 颱風海燕（Typhoon Haiyan）重創菲律賓，造成 85.2 億美元的損失，逾 6300 人死亡、28688

人受傷及 1062 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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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手機相素已經可以拍出高清的照片，現今的智慧型手機相素更加好，若是

iPhone 蘋果系列的手機素相可能比專業相機更高清，唯一的缺點是其速度及快

門不及專業相機來得快，而且也只有部分智慧型手機的相機可以連環拍（受訪

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此外，智慧型手機的外型也完勝笨重的專業相機，尤其是攝影記者用智慧

型手機進行偷拍，可以在不被人發現的情況下快速拍照：「我試過採訪時不拿

相機出來，直接拿手機拍就算了，因為第一是偷拍，第二是很方便，拍了就可

以立刻傳回去。」（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筆者亦有相同的採訪經

驗，曾被派到醫院病房採訪重大事故的倖存者，在取得對方同意後拍攝其傷勢 

，不過因醫院不允許院內進行拍攝，筆者只能用手機偷拍，所幸手機輕巧而不

被發現。 

 

         攝影記者揹相機四處採訪拍照，經常會有好作品可以參加攝影比賽，不過

現在大多數攝影記者用手機拍攝照片，以致無法參與常規攝影比賽，直至最近

才有些攝影比賽開始接受智慧型手機拍的照片。然而諷刺的是，現今手機拍出

來的畫質越來越好，根本看不出是手機拍的（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 

 

         受訪者 F 與一眾攝影記者曾在採訪時，見識到手機和自拍桿如何打敗專業

相機。有關採訪工作進行時，一眾攝影記者站在舞台上準備拍攝新聞人物出場 

，他們所站之處是整個會場最高處且角度最佳的位置，不過萬萬沒想到在新聞

人物出場時，與會者紛紛舉起手中相機及自拍桿，擋著攝影記者的拍攝角度，

活動主角也被淹沒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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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與會者舉起智慧型手機拍攝新聞人物。 

 

來源：受訪者 F 提供 

 

不過受訪者多認為，智慧型手機的拍照功能或許可以取代相機，但是卻無

法取代攝影記者的角色。攝影記者的新聞觸覺及對新聞判斷是一種專業，拍出

優質的新聞照片，達到一圖勝千言的境界（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受

訪者 F，2021 年 5 月 15 日）。 

 

除了拍照之外，智慧型手機也幫助攝影記者處理專業相機所拍攝的照片。

過往，攝影記者完成拍攝工作後要處理照片，一般工序是用讀卡機連接筆電或

電腦以讀取記憶卡內的照片，再進行照片挑選、調色等程序，才能將照片上傳

到報社的照片庫；如今，智慧型手機已可以連接專業相機，取代筆電或電腦來

處理所照片。 

 

（二）、拍照以外的新聞直播、拍攝及後製影片 

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原本的工作範疇就不同，不過在數位轉型時代，兩方

都要跟上科技腳步，包括在職再培訓， 學習拍攝影片及剪輯新聞影片。 

 

有些華文報主管認為，攝影記者原本就有抓捕新聞畫面的觸覺及敏銳度，

因此還是屬意攝影記者負責拍攝及後製影片，並安排專人指導攝影記者如何拍

攝及剪輯影片。儘管導師有教導如何使用電腦及剪輯軟體進行影片剪輯，不過

卻面對軟件的版權問題，報社無法大量安裝正版軟件，而智慧型手機可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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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版的剪輯軟體，且相當易懂且容易上手：「老師就教如何用手機拍（影

片），那時候上課不用帶電腦的，就只是帶手機和 power bank，因為剪接非常

耗電」（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對於 40 歲以上的攝影記者來說，拍攝及剪輯有一定難度，初期在學習及操

作過程中會感覺被科技拋在後頭，不過為了工作及生計唯有加強練習，日久後

就慢慢上手了；年輕的攝影記者在求學時期已經學過拍攝及剪輯技能，所以在

入職後進行拍攝及剪輯工作時都不成問題（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有的地方分社記者包辦文字採訪及攝影工作， 日久就培養出「先知先覺」

的感覺，預估主管會要求甚麼樣的新聞影片及畫面，會先主動拍好新聞影片，

隨時可以滿足主管的要求或向主管自荐，若影響力沒有被錄用就只好作廢；若

有重大新聞需要做直播，報社又無法調派人員支援，唯有自己想辦法：「如果

真的沒有辦法，我只有靠自己的人脈，就是直播了過後，看有沒有一些同行或

者朋友有拍到照片或者影片的，跟他們討咯，或者跟他們討錄音，自己再想辦

法做接下來的作業。」（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關於拍攝影片的工作分配，各家華文報基於人力問題在工作調派上有所不

同，有的報社人力充足，文字記者只需要負責文字採訪，攝影記者則負責拍照

和拍攝影片；有些華文報的人手不足，文字記者要兼顧採訪、錄音及拍攝的工

作，以致無法專注採訪（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對於華文報數位轉型，攝影記者應該自強不息才能與時迸進，不應企圖以

煽色腥的新聞內容來吸引網站及社群媒體的點擊率，尤其是安排攝影記者學習

拍攝及剪輯影片的技能，卻要他們隨波逐流產製沒有深度的新聞內容。報社主

管應該讓攝影記者發揮對新聞畫面的敏銳觸覺，以影片的形式呈現有建設性的

報導。（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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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能記者」，to be,or not to be？ 

報章數位轉型發展是全球趨勢，傳播科技及智慧型手機帶來的科技革命，

使得轉型步伐更加緊湊，記者的工作模式也大大的改變：「現在是全能記者時

代，新聞工作者要是全能的，所謂全能是你能拍、能寫、能剪輯、能製

版……」（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從呼叫器到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改變的不僅是通訊模式，同時也是記者工

作模式的改變，追趕著記者成為「全能記者」且工作量倍增，原本需要三四個

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全落在一個人身上，就好像以前文字記者只是負責採集新

聞及寫稿，攝影記者拍攝新聞照片，分工明確；現在的記者還要懂得拍照、拍

攝影片、剪輯影片、新聞製版等，文字記者及攝影記的工作界線已逐漸模糊。

如果是重大新聞，記者還要做新聞直播、撰寫即時新聞、拍照、拍影片和製版 

；若報社無法調派人力支援，記者只好認命獨自完成所有工作（受訪者 D，

2021 年 5 月 10 日）。 

 

大部分地方分社記者都是獨自執行採訪任務，隨著華文報的數位轉型步伐

加快，工作量倍增，報社的新聞網站及新聞製版，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原本

是電子編輯的工作也落在記者身上， 從下標題到版面設計都得一手包辦。工作

量增加， 唯薪水不變，加上紙媒沒落及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沒有了加班採訪

的活動或記者會，薪水反而是有減無增（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對報社新晉記者來說， 他們大多數是大學畢業且在學時期就學會拍攝、剪

輯、製版的技能，要培訓成為「全能記者」並不難，報社甚至可以用聘僱資深

記者的薪水去聘請兩個新人；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認為： 

 

這幾年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尤其是年紀大了，身邊有很多（ 

同行）沒有辦法做到退休，so that我想說多學一些東西可以保住自 

己的飯碗……屬於我的那個時代過去了，現在新人冒出的時候，我只 

是安份守己做好本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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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智慧型手機對記者工作模式帶來的改變，資深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更

有感，受訪者 L 當年面試華文報文字記者時，其中一道題目是「試描述華文報

的前景」，如今想起來特別感觸，她當時沒料到華文報會有今時今日的巨大改

變：「要適應期，要時間去適應，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東西，要先去熟悉和接

受它，才可以很順利的去做（過渡），即使到了現在還是會覺得以前的年代會

比較好」（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馬來西亞華文報社於 90 年代開始出版晚報， 市場競爭相當激烈，相對的

報社業績也亮眼；不過，近年來新媒體倍增，先後有華文報在市場壓力下取消

出版晚報，剩下的《星洲日報》及《中國報》力撐到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後，停止出版晚報。 

 

從前，有的華文報沒有出版晚報，有些記者們會羡慕不需要趕稿出版晚報

的同業；如今，所有華文報不再出版晚報，轉戰數位媒體，反而讓一眾記者想

念過往趕稿出版晚報的舊時光。如今報社進行數位轉型，記者要兼顧網上的新

聞內容，雖然沒有限制文字記者每日的上稿量，不過主管只要發現記者閒下來

便會安排新工作，例如翻譯外語新聞或追蹤新聞，加上現在透過智慧型手機及

網路大量流動的資訊，每日的寫稿量是比前多了一倍，基本上每天要撰寫五六

則新聞稿（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早一輩的攝影記者沒有接受過專業攝影訓練或傳播教育，多數是入職後邊

工作邊累積經驗，如今迎來華文報數位轉型，再從零開始學習拍攝影片及使用

剪輯軟體後製影片；不過，也有攝影記者拒絕接受改變，不願兼顧拍攝新聞影

片及後製工作，報社目前倒是沒有強迫記者們轉型，不過希望記者們可以接受

新的工作安排：「不要拒絕科技，我們還是要面對的。」（受訪者 F，2021 年

5 月 15 日）。 

 

好比智慧型手機面世初期，原本只是負責新聞採訪及撰稿的文字記者，拿

起了手機拍新聞照片，當時引起業界的高度關注和討論，被討論得最多的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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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為甚麼文字記者還要拍影片或拍照？」、「記者也可以拍照了，那還要我

們做甚麼？」，有的文字記者認為「何樂不為？」，也有的文字記者認為不應

徒添麻煩，且還越界侵犯攝影記者的工作。 

 

報社要求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跟上數位轉型的步伐，要學習新的技能及跨

領域工作，如果記者無法給予配合，自然就會被願意配合的人所取代，這是很

自然的現象，「從勞資方面來講，我要你做，你不做的話，那就找人來取代

你，還是會有人要做的…」（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當文字記者能夠使用智慧型手機跨界拍照片或拍影片，滿足新聞網站及社

群媒體的內容需求時，這對攝影記者帶來一定的衝擊及威脅，尤其是疫情後恐

會有裁員潮，首當其衝的可能是攝影記者，因為報社不需要太多攝影記者，反

而急需多功能的文字記者（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本研究的受訪者 M，就是在 2021 年中旬被資遣的華文報攝影記者，結束了

他 19 年的攝影記者生涯。他所任職的報社轉戰網絡媒體，不再出版報章，加上

廣告收益遞減，來自印刷廠及編採部的 60 餘名員工，包括編輯、文字記者及攝

影記者被資遣。該報社在業界中最先推動專題新聞影片，由攝影記者主力拍攝

和製作，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及剪輯，畫質相當好，外界給予的反應和回饋也

很正面，不過高層認為影片素質欠佳，久而久之使到攝影記者的士氣大跌。當

時，有關報社也規定每位攝影記者每個月要上交至少 6 則新聞影片，未達標的

攝影記者會被勸導，以便下個月務必要增加影片的產量。不過，攝影記者交出

的新聞影片也未必會被採用，若該月份有 5 則新聞影片幸運被選中上載到報社

的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該攝影記者總共可領取馬幣 50 令吉（約台幣 357 元）

的津貼，如影片有 10 萬點擊率則可另外獲得 100 令吉（約台幣 714 元）獎勵金 

。馬幣 50 令吉的津貼是華文報行內最低價碼，另一家規模更小的華文報提供記

者每則新聞影片馬幣 30 令吉（約台幣 214 元）的津貼（受訪者 M，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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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機讓他們的採訪工作變得更加輕鬆

及快捷，不過卻也讓他們比從前更加多工，也面對被淘汰及取代的疑慮，然而

報社的數位轉型及新聞聚合是大趨勢，只有配合及適應才不會被淘汰。 

 

參、共享新聞的疑慮 

記者之間共享新聞的傳聞時有所聞，如今在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的助長

下，加上報社數位轉型要求記者快速產出新聞，使得共享新聞的情況越來越常

見，受訪者 L 談及新聞共享的情況（2021 年 5 月 23 日）： 

 

這個很夸張……我告訴你一個情況，舉例我們去採訪首相，他講了很多 

個課題，可能講了 10 多個課題，不過有些課題是可以綜合的……大家 

都要趕著發新聞哦，怎麼辦？幾個華文報記者就商量好，你寫 A 部分， 

我寫 B 部分，他寫 C 部分，其他寫 D 部分，然後透過 WhatsApp 互傳 

（新聞）。 

 

不過類似共享新聞的狀況，一般僅限有交情及彼此熟絡的記者，他們在取

得對方的新聞稿後會進行文字修改，事因每位記者的寫稿風格和新聞角度的拿

捏受到報社風格的影響，因此，務必要把文字修改至符合自家報社的風格，才

不容易被發現，就曾有記者沒有修改文字風格，結果露陷被主管揭穿。以前記

者交換新聞是使用 MSN 或 Email，現在是用 WhatsApp 來交換，即快速又方便 

，尤其報社現在強烈要求記者先上傳簡要新聞到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上，共享

新聞的情況更常見（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其次是地方記者，他們工作在業界內堪稱是「包山包海」的，不管是文字

採訪或照片、影片的拍攝都是獨力完成。雖然地方記者的工作甚有成就感，剛

到任的記者也會有雄心壯志要挖掘更多獨家新聞，不過，隨著報社近年來急速

轉型，所有新聞產製都要求快速上網，很多地方記者的熱情被消磨殆盡，唯有

向現實低頭，在必要時會與同業共享新聞或照片，例如進行臉書新聞直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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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分身拍攝照片或影片，就得靠人脈向他報、朋友索取照片或影片（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攝影記者也有共享照片的現象。以前，攝影記者擔心漏照片被主管斥責，

因此都與同業保持友好關係，萬一漏照片時也可以向同業求助（提供照片），

因此，有些攝影記者會拍攝很多不同角度的照片，若有同業要求照片就可以挑

選不同角度的照片，以免被主管發現。不過，隨著星洲媒體集團收購南洋報業 

，馬來西亞的主要華文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及《中

國報》同屬一家，各報攝影主管會互相提供照片支援，連帶攝影記者在外採訪

時也不避嫌的與同集團的攝影記者互換或索取照片（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受訪者 A 對於共享照片一舉嗤之以鼻，他堅持不向外報攝影記者索取照片 

，也不提供照片給他報攝影記者。他認為即便是採訪任務出錯漏了照片，他寧

可被主管責怪也不向他報索取照片，不過往往其主管會轉向他報尋求照片支，

這是他無法控制的。 

 

攝影記者之間應該要有拍攝獨家照片的競爭精神，利用攝影技術拍攝獨一

無二的新聞照片，有要求才有進步。數年前數家華文報合併後，攝影記者之間

不再有良性競爭，反倒是馬來攝影記者，尤其是新晉的年輕攝影記者多數是受

過大學教育，他們對於自己的攝影水平有很高要求，每回結束採訪後會圍在一

起互看照片，互相交流和砌磋，而不是討論交換或索取照片：「華人就是不爭

氣，就是在那邊（換照片）……就是給以前老一輩的弄壞規矩，因為以前老（ 

攝影）懶嘛，不要做：「啊，不要去、不要去，我們不要拍、不要拍那麼多」 

……新人一入行就處於不健康的工作環境，久而久之互換照片或索取照片就變

成是理所當然的。」（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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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智慧型手機與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政治控制 

第一節 政府的政治控制 

        在馬來西亞媒體圈中，警方的「政治部」基本上是無人不曉的，他們很自

然的存在卻也讓人感到陌生，是記者們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政治部的任

務是監督及搜集情報，也和記者一樣站在新聞前線執行任務，彼此看似同一陣

線，不過記者卻也是成為他們監督的對象，雙方關係亦敵亦友。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老一輩記者俗稱政治部警察為「邵氏兄弟」，因政治部

的英文名稱為「Special Branch」，簡稱「SB」，而恰巧那個年代有香港著名的

電影公司「邵氏兄弟」，英文名是「Shaw Brothers」，簡稱同樣是「SB」，故

政治部警察被記者們冠上「邵氏兄弟」的稱號：「早期接觸（政治部警察）比

較多，像是我的年代有安華事情、換首相、「Bersih」等，經常會接觸到「邵氏

兄弟」……」（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如今進入數碼時代，政治部警察也是與時迸進，他們又是如何對華文報記

者進行政治監督？記者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新聞直播或發佈即時新聞，目

前為止未見政治部的干涉，反而是疫情爆發後經常有線上記者會，更容易讓政

治部警察潛伏其中而未被發現，例如線上記者會最常使用的視訊通訊軟體是

Zoom，主辦方會事先發出邀請鏈接給媒體，然而，收到鏈接的媒體當中有沒有

人是政治部警察的線人呢？政治部警察只要取得線上記者會的邀請鏈接和密碼 

，就可以進入會議中，完全掌握記者會的訪談內容（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過往，記者們以敏銳的觸覺及政治部警察散發出的特有「氣質」，很容易

認出誰是政治部警察，然而在線上記者會就很難看出誰是政治部警察了。除此

之外，記者經常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臉書新聞直播，形同打開方便之門給政治

部警察，讓他們在不被外界發現的情況下，透過收看新聞直播來蒐集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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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來自政府的政治監督，資本主義體系下產出的科技物也形成另一種形

式的政治監督，使得媒體自由報導的權益再受到抑制。臉書於 2016 年推出直播

初期，只有 iPhone 蘋果手機用戶可以使用直播功能，後期才逐漸開放直播功能

給安卓手機用戶；2020 年 2 月新崛起的語音社群媒體 Clubhouse，初期也只開

放給 iPhone 蘋果手機用戶使用，2021 年中旬才開放給安卓手機用戶。 

 

Clubhouse 有別於一般社群媒體，它採用即時語音聊天的方式進行。當某人

建立帳號成為主持人後可開設語音聊天室，再將邀請碼分享給他人；只有獲得

邀請碼的人才可以進入聊天室，與眾人進行對話和交流。Clubhouse 設有「限時

語音訊息」的機制，在聊天室關閉後會刪除所有對話紀錄，以維護政商名流的

隱私權，同時也規定「禁止轉錄語音訊息」（Sylvia Cheng,2021）。 

 

有些政治人物開設 Clubhouse 後傳送邀請碼給記者，在不公開的聊天室內

發表政見，儘管 Clubhouse 有私隱條約聲明不可將內容外洩，不過記者們在獲

得當事人的認可下，還是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去報導相關內容：「例如凱里和

安華在 Clubhouse 開了一個 chatroom，他邀請 A 媒體、B 媒體和 C 媒體進去， 

然後他沒有邀請 D 媒體進去，ABC 都有那個新聞，D 媒體沒有那個新聞，也算

是漏新聞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Clubhouse 和臉書新聞直播在推出初期，限定只有 iPhone 蘋果手機用戶可

以使用，讓不少媒體記者苦惱不已。當時有些華文報記者很積極及熱心，自費

購買 iPhone 蘋果手機作工作用途。記者的手機使用度極高，加上種種使用限制

及要求，故記者在選購手機時會偏向選擇手機儲存量大及功能性佳的款式，而

購買手機的開銷則自行負擔（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另一方面，有關社群媒體新聞直播的規定，受訪者均認為政府沒有明文規

定或大動作規範媒體的新聞直播，不過媒體長期受到政府的壓制，在報導時會

進行自我審查及避開敏感課題，間接影響新聞報導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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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看似沒有特別規定媒體在使用手機進行新聞直播時必須遵守的條規，

不過媒體心中都有一把尺， 在做新聞直播時會避開帶有煽動、血腥、暴露等元

素的內容。若新聞人物或有心人故意在直播中作出違規行為，執法單位多會針

對當事者，料也不會針對媒體記者（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再者，馬來西亞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MCMC）負責監視網際網絡的動 

態，如有違規之舉都逃不過被政府秋後算賬的（受訪者 D，2021 年 5 月 10 日 

）；目前也沒有跡象顯示政府使用科技手段去控制或監督媒體，不過政府如有

目標就肯定有辦法監視，倒是內容審查是逃不了的，像財經新聞會受到國家銀

行、證券會的監督（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受訪者 K，2021 年 5 月 23

日）。 

 

第二節 報社的政治控制 

壹、主管的步步追蹤 

報社主管最常使用 WhatsApp 追查及監督外勤記者的採訪狀況及交辦工作 

；記者則認為物極必反，主管的 WhatsApp 訊息追蹤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干擾及

不便，造成採訪被中斷且影響新聞素質。 

 

社會新聞組記者經常會接觸到情緒不安的家屬，因此，最忌諱主管在採訪

過程中使用 WhatsApp 撥電或發訊息來追問採訪進度，甚至有時是不間斷的來

電，以致訪問被迫中斷，即不尊重受訪者也影響採訪素質：「那時候的女主管

不知道是出自於不信任或是控制欲很強，她會經常用 WhatsApp 追蹤下屬，我

覺得這是一種工作上的干擾……」，（受訪者 C，2021 年 5 月 2 日）。 

 

其他新聞組如政治組、體育組、娛樂組及地方組記者負責的採訪工作性質

較為穩定，一般新聞發佈會或活動都會依時進行，甚少有突發狀況，相對的主

管也較少追查他們的採訪進度，而有些記者則會主動匯報工作進度。記者主動

報備採訪進度，久而久之與主管培養默契及信任，主管就不會在採訪進行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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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或來電查問（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記者應該自律及負責任，如

主管問到採訪進度及新聞重點時，有空檔就應該回復主管的訊息，以便對方可

以匯報給總社的新聞工作室，以預留版位或備版（受訪者 H，2021 年 5 月 16

日）。 

 

新聞工作室有專屬主管與記者的 WhatsApp 群組，主要是用來協調編採工

作。受訪者均表示，主管不會在 WhatsApp 群組內問責或檢討個別記者的工作

表現，多半是私下發訊息進行討論，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我有一個同事很

常會偷懶……有一位主管經常在群組直接提醒他：「快點」，有時候沒有接電

話就會直接在群組裡標記他：「請回電」。」（受訪者 M，2021 年 5 月 24

日）。 

 

貳、疫情時代的變本加厲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後，馬來西亞政府實施了多項防疫措施，包括政府及

私人企業機構進行分流工作、禁止大型活動及室內群聚等措施。為此，很多政

治人物、政黨、社團、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及記者會也改以遠距或線上形式進行 

，記者不需到場採訪，改用智慧型手機、筆電或桌上型電腦進行線上採訪。 

 

華文報也安排文字記者進行分流工作，分別是居家作業或到報社值班，而

攝影記者仍是無可避免的必須到某些特定的場合拍照。疫情期間，報社主管加

強了使用 WhatsApp 或 Skype 來追蹤記者的工作進度和行蹤，使得智慧型手機

變成了另類的監督器。 

 

過往，報社嚴格規定記者在上班時間內，若沒有外勤採訪都必須返回報社

候命，包括翻譯新聞稿及追蹤新聞課題，一舉一動都在主管的監控下。不過，

疫情爆發後有部分記者是居家作業，有些主管似乎不太能接受居家作業的方式 

，會透過 WhatsApp 緊盯記者的工作狀況，若記者太久沒有回應訊息就會致電

追查（受訪者 I，2021 年 5 月 22 日）；報社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首次實行居家

作業，主管難免會沒有安全感，記者可以先報備採訪進度及主動告知行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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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外出購買食物或上洗手間都要提前通報（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也有的居家作業的記者就算已經主動向主管匯報是日的工作安排，主管還

是會三不五時的發送 WhatsApp 訊息或來電追問工作狀況，尤其是沒有接聽到

主管的來電，就會在 WhatsApp 群組中被主管「tag」指名要她回電， 而事實上

有時候也只是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過度干預讓人不勝其擾，這可能是來

自主管的不信任（受訪者 B，2021 年 5 月 2 日）。 

 

第三節 記者的自我審查 

壹、記者的自我規訓 

受訪者普遍認為，報社主管一般不會打擾已經下班或休假的記者，除非有

關記者的報導有錯漏或比其他報的報導來得遜色，就會透過 WhatsApp 訊息或

致電追問來龍去脈。由於類似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以維護新聞報導的品質為大

前提，主管的問責行為是可以被諒解的。 

 

         不過倒是有些記者在休假時自願參與工作，像是受訪者 M 在休假時瀏覽網

站發現有新聞價值的素材時，會把相關資料上傳至同事間的 WhatsApp 群組，

由主管定奪是否處理成新聞，而她不擔心被同事詬病休假也要干預公事，事因

組內其他資深同事也經常在休假時發送新聞素材到群組，這是很自然不過的事

情（ 受訪者 M，2021 年 5 月 24 日）。 

 

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生態中，政治新聞涵蓋的領域甚廣，因此報社規定每位

記者負責不同的領域或部門，例如負責教育部的記者，負責檢查及處理教育部

在 WhatsApp 群組發佈的新聞文告，即便是休假或下班後也要留意是否有發佈

文告或消息，再將之轉發到同事間的 WhatsApp 群組中，由值班同事代為處理

（ 受訪者 M，2021 年 5 月 24 日）。 

 

入行 1 年的文字記者 B 也有自我規訓的現象，儘管她休假時把同事間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102 
 

 

WhatsApp 群組聊天室調去靜音，可是自己還是會不由自主的點進去群組查看主

管是否有留言給她，擔心自己沒有及時回應到主管的訊息。她直言不想利用自

己的私人時間處理公事，可是明明休假卻心裡卻還是惦記著主管是否有找她，

以致她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資深記者深諳處事之道及如何自保，不挑戰主管的底線及惹麻煩。他們認

為出勤時主動向主管報備情況，可以讓主管放心且不會發訊息或去電追問採訪

進度，也不會打擾他們的採訪工作；就算是疫情期間居家辦公，也會報備自己

的行蹤及工作進度（受訪者 H，2021 年 5 月 16 日；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另一方面，有關記者對自身權益的追求及反抗，本文受訪者中有一半人沒

有參加任何相關之職工會，對於職工會所扮演的角色不甚瞭解；其他受訪者即

便是職工會成員，但是對於職工會的功能及角色也是一知半解，印象中職工會

的功能就是為會員爭取加薪。  

 

有關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薪資，根據美國的薪酬調查公司「 PayScale」

的統計，新晉記者的每月底薪為馬幣 3300 令吉（約台幣 2 萬 4000 元）

（PayScale，2021）。不過，這僅是一般的統計計算，沒有細分是哪一個語言報

章的記者底薪，而事實上不同語言報章或其他媒體單位的記者薪資有很大差

異。馬來西亞記者協會（IOJ）於 2018 年進行的新聞從業員薪金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三語媒體中，以中文媒體記者的薪金最低，以 3 至 5 年經驗的中文媒體

記者為例，平均月薪為 2292 令吉 37 仙（約台幣 1 萬 6695 元），同等資歷的

馬來媒體記者有 3407 令吉 78 仙（約台幣 2 萬 4818 元），英文媒體記者則有

4294 令吉（約台幣 3 萬 1273 元）（Malaymail,2018）。 

 

根據本文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其中 3 名受訪者年資 5 年以下、擁大學資格 

，平均薪資介於馬幣 3000 至 4000 令吉（約台幣 2 萬至 2 萬 7000 元），等同

年資 15 年以上、大專或高中學歷的資深記者的平均薪資；年資 25 年以上或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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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資格，平均薪資是馬幣 4000 至 5000 令吉（約台幣 2 萬 7000 令吉至 3 萬

3000 元）。 

 

貳、同業間無止境的比較 

在馬來西亞的媒體生態中，馬來報及英文報因種族優勢，往往更容易接觸

政商界人物並取得獨家消息，因此，華文報之間不僅互相比較，同時也要比較

馬來媒體及英文媒體的報導。相對的，華人因諳馬來語及英語，能夠參考的媒

體也較多，即是優勢卻也帶來多工。 

 

Astro Arwani12是馬來西亞目前發展快速的新聞台，經常會比其他媒體率先

報導重要新聞，其媒體集團勢力強大，因而更容易取得獨家消息：「可能是因

為他們的網絡和集團的關係，他們是大媒體和土族的集團，網絡很大、新聞也

很快……一些新聞是我們拿不到的，還是要靠他們」（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其他網絡媒體如「當今大馬」、「透視大馬」、「Free Malaysia 

Today」是三語或雙語新聞，也經常會挖掘到特別報導或獨家新聞，類似媒體也

是華文報經常要關注的媒體。  

 

記者平日要關注很多政治人物及新聞人物的社群帳號，目不暇給，有時候

網絡媒體的新聞速度及反應更快，華文報很多時候是依據他們的新聞作指引來

追蹤新聞，例如某個網媒率先報導某位政治人物的重要言論後，華文報記者的

第一反應是搜尋有關政治人物的所有社群媒體帳號，看對方是在哪一個平台發

佈消息，再補發新聞作補救（受訪者 L，2021 年 5 月 23 日）。 

 

        華文報主管或記者經常與其他媒體作比較，以前是翻閱報章來比較各家新

聞報導，現在是閱覽各媒體的社群媒體及新聞網站。網際網絡的新聞資訊多不

勝數，大數據也會推播個人平日喜好的資訊類型，有時候甚至不用特地去搜尋 

 
 
12 Astro Arwani 隸屬跨國傳媒娛樂投資公司--Astro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Astro Holdings Sdn 

BHD）；2007 年啟播，屬收費電視頻道，提供國內外新聞、時事、紀錄片等資訊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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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很快就會推播最新的新聞資訊，有時候值勤記者太忙，反而是休班同事

將新聞連結分享在同事的 WhatsApp 群組內（受訪者 H，2021 年 5 月 16 日）。 

 

         攝影記者則多參考及閱覽通訊社的新聞照片，國際通訊社的攝影風格有別

於一般的商業攝影作品，向來是華文報攝影記者學習的對象。不過，近年來有

些國際通訊社的資深攝影記者轉投本地網絡媒體的懷抱，連帶把通訊社的攝影

風格也帶到網絡媒體，體現出更多元的攝影文化。攝影記者改用智慧型手機來

拍新聞照片，但是也應該盡可能爭取拍攝獨家照片，不要為了人情或害怕與同

行為敵而共享照片，只有不停的競爭及比較才會有進步（受訪者 A，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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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及討論 

壹、多元種族色彩下的華文報 

 

馬來西亞是多元種族及語言的國家，不同語言的媒體因應而生，眾多媒體 

之間的競爭也相當大，彼此經常在新聞內容上過招和較量，同時也是彼此學習

及模仿的對象。馬來西亞目前有馬來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為媒介語的媒

體， 因此，掌握越多語言的讀聽寫能力，就能夠汲取越多不同源流的新聞。以

華文報為例，記者的入職條件必須掌握華語、馬來語及英語的讀、聽、寫能力 

，除了應付日常採訪工作之餘，也能理解和掌握馬來語及英語媒體的新聞內容 

。      

         在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的年代，馬來西亞各家華文報之間不僅互相競爭，

也視馬來及英文媒體為競爭及學習對象，然而，馬來媒體及英文媒體因種族優

勢佔盡上風，所屬的媒體集團深獲政府及私人企業的提攜，使得他們獲得最好

的新聞資源，這對華文報而言是一場硬戰。  

 

回顧華文報在數位轉型前的市場競爭，每到傍晚晚報出爐，各華文報主管

就開始比較他家華文報的新聞，如有漏新聞就得改寫或跟進報導，第二天日報

出爐時又是另一輪的比較。至於馬來報及英文報只是出版日報，因此非得要等

到次日報章出版後才看到他們的新聞，如有獨家報導或特別報導，華文報就要

翻譯引述或自己再追蹤報導。不過，來到數位時代已不論晚報或早報，各家媒

體都要爭取新聞網站及社群媒體的點擊率，唯獨獨家新聞或特別報導需斟酌上

架時間之外，各家媒體都在比較新聞素質及上架速度。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華文報主管每天都會特別安排特定記者留守報社，

專門負責上網查看其他語言媒體的最新新聞，如有特別新聞動態都得匯報主管 

，以決定是否再作新聞跟進。華文報記者的多語能力，有助於掌握更多不同語

言媒體的新聞資訊，不過這也使到他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去閱覽或檢視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106 
 

 

語言媒體的內容，尤其數位時代的新聞資訊更新得更加快速，華文報更是分分

秒秒督促著自己要追上新聞資訊的更新；外語報有的，華文報也不能落後。 

  

馬來媒體及英文媒體因種族地位及所屬媒體集團的勢力強大，在媒體圈中

相對擁有一定的優勢，也經常有更多獨家報導或特別報導，故與華文報的關係

亦敵亦友。另一個有趣的趨勢是，各家華文報之間私下難有合作機會，不過華

文報與馬來語或英語媒體卻有合作的空間，彼此互惠互利，例如華文報掌握獨

家消息，可是無法取得更深入的資料，唯有和有交情或熟絡的馬來記者合作，

讓對方協助挖掘更多資料及向官方求證。 

 

相較其他單一語言國家或地區，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面對的多語環境，使

得他們在產製新聞的過程更加多工，包括多語的採訪環境、網路上的多語資訊

等情況。最常見的採訪情況是，記者會以馬來語或英語進行，華文報記者必須

將新聞內容翻譯成華語，如有外語生字或專業名詞，即場靠智慧型手機的翻譯

軟體進行翻譯或上網查找資料。在數位時代的趕工節奏下，華文報記者的翻譯

功力更是要快速及準確， 尤其重要新聞需要上載即時新聞時，智慧型手機更顯

其重要性。 

 

再者，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色彩及政治文化也投影在媒體圈中。華文報受

到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的制約，必須尊重國家文化、維護國家利益和政府權威，

被賦予促進華人與他族文化交流及相互理解的重任，以及培養華人的國家認同

感；不過，華人的國家認同感卻經常受到質疑，而華文報及華文教育被政府視

為促進華人國家認同感的重要障礙。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矛盾角色是其來有自的 

：華文報若不強調華人認同感，可能失去華人的支持，無法達到凝聚族群力量

的功能，反之若是強調族群認同，又會引起政府對華人政治效忠的懷疑。即使

華文報以謹慎的態度處理新聞，尤其是敏感的種族、宗教及政治課題，不過礙

於傳播使用的語言是華文，以致華文報的政治認同仍然受到政府的質疑（彭偉

步，200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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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馬來語及英語始終不是華人的母語，華文報記者在與外界接觸及交

流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帶有種族歧見的人，最常見的狀況是對方為馬來人或

印度人，自嘆看不懂華文報內容，無法產生共融及分辨報導的正確性，藉此來

拒絕華文報記者的訪問或邀訪；這樣的情況最常出現於政府官員身上，以致華

文報有關政府單位的訪問邀約受到諸多刁難。 

 

在外表璨麗的多元種族及文化色彩下， 種族及語言的差異是一種文化隔閡

及障礙，華文報記者的政治認可仍是受到諸多懷疑，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去除

的刻板印象，如今再面對數位轉型及網絡媒體的強攻，華文報處於內憂外患的

局面，壓力更加沉重，舉步維艱。 

 

貳、數位轉型中的「趕工遊戲」 

 

         Burawoy 的「製造甘願」論點源自於 1975 年於傳統福特主義中廠房的勞動

經驗調查，它闡述了勞動現場的權力運作，即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從而分析製

造甘願過程中所出現的主導、衝突與共識。工廠的「趕工遊戲」以產出量及效

率作為工人能力的指標，使得工人在潛移默化中服從及認同廠方，繼而賣力工

作。廠工是人力勞動，以工人生產能力作為考核評估，其薪資制度及勞動過程 

，建構了工人的自願服從的共識（Burawoy ,1979；林宗弘等譯，2005）。本文

提及的報章出版屬文化產業勞動，其勞動產出偏向知識勞動，勞動成品不僅限

於實體物件或商品上，更長遠的價值是資訊及意識形態的傳播，且在科技及網

絡的輔助下可以無限傳播及複製，存留於互聯網中。 

 

         傳統報業透過出版紙本報章，將記者的勞動成果傳達給人們，僅僅依附於

一種商品或媒介物，而數位時代的來臨改變了記者的展演平台，不僅將記者的

勞動成果出版成冊，也將之上傳至新聞網站及社群媒體中 ，透過網路及 3C 產

品作為媒介來傳播產出物，傳播範圍更為寬遠及長久。 

 

         對於數位時代的媒體現狀，Jenkins（2006）與 Gordon（2003）認為每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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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平台的內容呈現，受到個別媒體集團的政策、基層內容產製端、在地文化及

國際媒體匯流的影響。以馬來西亞華文報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為例，在不同的

時空背景、國家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種種不可抗力的因素之下，呈現出不同的勞

動面貌。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數位轉型仍在進行中，為了快速產製數位新聞及上載至

新聞網站及社群媒體，智慧型手機成為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用來產製新聞的重

要工具，也是「趕工遊戲」中重要的生產工具。在緊急的趕稿時刻，它取代筆

電成為打稿工具、取代相機執行拍照、拍影片或直播的工作，並且能夠迅速將

產出的新聞內容回傳到新聞工作室。 

 

         論華文報社記者傳統意義上的「趕工遊戲」，應是搶時上新聞及追求獨家

新聞。搶時上新聞，指的是在截稿前上傳新聞，以配合編輯部的排版及印刷，

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戲碼；再者是追求獨家新聞，報社鼓勵記者追求獨家新聞 

，它不是硬性規定的工作責任，但是卻給記者帶來極大的滿足感及成就感。 

 

          不過，在媒體聚合及數位時代來臨後，華文報的「趕工遊戲」出現不同的

變化。就搶時上新聞來說，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當下先要應付新聞網站及社群

媒體的內容需求，他們必須先上傳即時新聞（文字、照片及影片）到新聞網站

及社群媒體。此時，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派上用場，記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手

機打稿，百字以內或三段重點新聞即可，主管也不再追求專業相機拍的照片，

高相素的智慧型手機拍兩三張照片及 30 秒左右的新聞影片，圖文並茂就可以滿

足網站及社群媒體的需求。接下來，記者就繼續撰寫更詳細的新聞稿，拍攝更

多照片，供印刷出版報章所用。 

 

 另一個「趕工遊戲」——爭取獨家新聞，在數位時代及媒體聚合下也有了

不同的變化。通訊科技發達，消息迅速被複製及廣泛流傳，記者辛苦爭取得來

的獨家新聞難再堅守。過往沒有網際網路及智慧型手機，華文報記者取得一則

獨家新聞後，至當天晚報出版後才公開，然而在資訊流通的年代，任何消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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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複製及透過手機通訊軟體，或在社群媒體上被流傳，使得獨家新聞更

少見。 

 

記者追求獨家新聞，花時間和心思經營人脈，為的是能夠在新聞關係人的

幫助下取得獨家消息，而每一個獨家情報都必須進一步搜集資料及驗證，字字

千金；攝影記者的獨家照片，有的是千鈞一髮之間拍到的獨家鏡頭，有的是靠

攝影記者的敏銳新聞觸覺才拍攝到，亦是難能可貴。 

 

當每家媒體都報導同一個事情或新聞時，它為記者帶來的成就感並不大，

唯有獨家新聞可以帶來成就感及優越感，並可以在同儕中脫穎而出，獲得主管

的認可及同業的關注，促使記者更致力於在沉悶的採訪工作中追求更多的獨家

新聞。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提到，工廠內的「趕工遊戲」讓

工人與新人以外的同事投入趕工競賽，藉此獲得認同感，因此，他們承受著來

自管理層及同事的壓力。以馬來西亞華文報的情況來看，它是有別於 Burawoy

提及的工廠內部的「趕工遊戲」競爭，因為記者爭取獨家新聞時，不僅面對主

管的施壓及同事的能力比較，也面對同業的競爭和較量。 

 

在數位轉型及新聞聚合的關節點下，報社的「趕工遊戲」不局限於內部競

爭，從搶時上新聞至爭取獨家新聞，不僅有來主管的施壓及同儕的競爭，也有

來自同業間的競爭，因此，華文報記者的「趕工遊戲」強度及涉及範圍逐漸變

大。 

 

筆者曾主跑社會新聞組醫院線多年，某次獲得非官方新聞關係人的爆料，

得知某家醫院的醫護人院涉嫌利用職務之便，長期販售美沙銅予吸毒者，所涉

及的款項超過百萬令吉；筆者取得情報後向警求證及取得更多後續調查結果，

成為當天晚報的頭版獨家新聞，他報記者在新聞見報後亦有跟進報導。當時，

還末興起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筆者的獨家新聞才得以保留至當天晚報出版才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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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智慧型手機作為監視工具 

 

一、 報社內的環形獄監 

Foucault 的「全景敞視主義」概念認為，環形監獄中的權力施行者及被施

行者，都被重重的監視系統所牽制；意即環形監獄內的囚犯被高塔的看守員監

控著，而來自外圍的巡查官又同時監視著高塔看守員及囚犯。以本文的研究對

象為例，記者就像身處於環形監獄內的囚犯，受到位於高塔的報社主管所監視，

而政府及其他媒體則是外圍的巡查官，同時監視著記者及報社主管。 

 

馬來西亞政府對媒體的政治控制是深遠的，從內政部對媒體的內容審查、

政治部的情報搜集，再配合數位時代的網絡監督，以及各項媒體法規的重重包

圍，媒體根本難於遁形。只要是政府要監督的對象，沒有甚麼可以阻攔的，因

此，華文報主管在審核新聞內容、記者在處理新聞素材時，也像是被規訓般的

進行自我審查，從而失去審理新聞的客觀性及公平性。 

 

另一個外圍的牽制力量來自其他媒體。媒體之間互相比較及較量實屬正常

的良性競爭，也是一直以來就存在的關係，不過在數位轉型及新聞聚合的年代，

更加劇了競爭強度。報社主管經常上網查看其他報社或媒體的新聞，藉此來檢

視下屬（記者） 是否有疏漏或不及他人之處，可見已受到對方媒體的牽制，隨

之起舞，尤其是數位時代，各家媒體都要搶時上截新聞，爭取更多的點擊率，

更加加劇了互相監督。報社所為正是自願的建構了透視的環形監獄，作為自己

的展演平台，供監獄外的人觀看，形成「數位環形監獄」的概念（韓炳哲，

2019）。 

 

綜合前兩章的研究所得，馬來西亞華文報積極進行數位轉型，為求滿足新

聞網站及社群媒體的數位內容需求，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在採訪線上大幅度使

用智慧型手機來產製新聞。智慧型手機同時也是記者與主管及外部人員的聯繫

工具，乃至下班或休假時仍深受手機的牽制；以「環形監獄」的概念來看，位

於高塔的報社主管使用手機向記者交辦工作及追蹤採訪進度，以致記者不得不

緊盯手機，以免錯過重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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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訪者平日均會不定時查看手機訊息、刷新新聞關係人的社群媒體動

態、閱覽新聞等，有些新晉記者甚至在休假時會關注與新聞相關的 WhatsApp 訊

息、憂心沒有即時回复主管會被問責等，幾乎是無時無刻都處於警覺的狀態，

身體及意識受到規訓，即便是下班或休假後仍下意識提醒自己要留意手機的動

靜，這樣的現象正如 Foucault（1979）所提的，權力馴服人們的肉體及思維，

以致他們會自我約束及控制自己的行動及肉體，以符合社會及人們的規範，達

到規訓的效果。 

 

當人們曝露在某個空間，例如學校、工廠或公司，會不經意受到隱密且難

被發現的層層結構和模式操控了自身的自由（曾慶豹，2018）。報社針對記者

所規範的不合理的工作模式及常規，並不是明文規定的，但是長期下來卻潛移

默化的規訓及規範著記者的思維、行為模式，成為他們必須認同及遵守的規矩，

後進的年輕記者在進入這個場域時也深受影響，誤解為正當及合理的，使得報

社施加的不合理及剝削行為被流傳下去。  

                 

二、 記者的自我監督 

         數位時代及新媒體的出現對傳統新聞媒體帶來巨大的衝擊。傳統新聞媒體

已逐漸讓人失去信心，進行新聞聚合及數位轉型是否會扭轉局面或是會被淘汰，

仍是未知數。參與聚合及轉型的新聞工作者面對了技能及工作環境的巨大改變，

可能會難於適應或產生反抗心理。然而，最好的應對方式是循序漸進，媒體公

司不須大急促，新聞工作者也不必過於焦慮（林照真，2017）。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數位轉型過去十多年來不急不緩的進行，本文大部分受

訪者均認為 2018 年馬來西亞第 14 屆全國大選後，報社開始大動作推動數位內

容及媒體聚合。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智慧型手機成為外勤記者產製新聞的工具，形同謀財

工具。一些資深記者學習使用智慧型手機來打稿、拍照、拍攝及剪輯影片，對

於沒有拍攝及後製技能的他們來說，這是全新的挑戰。華文報中有不少年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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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0 年的資深記者，他們多半是高中或專科畢業後就進入報界，入行多年薪資

漸長，他們在數位轉型之際學習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影片、剪輯影片或是直播，

如同在職訓練，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來掌握新的工具，尤其在學習初期需要

付出更多勞動。 

 

有別於現今的年輕記者多有大學資格，他們在校接受傳播教育的專業技能

訓練，入職報社記者即可掌握及配合報社的數位轉型，而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也習慣使用手機拍攝、剪輯等，要用手機產製數位內容也難不倒他們。 

 

馬來西亞大部分華文報的新聞聚合由報社採訪部的原班人馬執行，他們要

產出適用於紙本報章及數位平台的新聞內容，工作量及壓力大增，目前已有兩

三家報社正積極培養產製數位內容的專業團隊，例如在發生重大新聞時出動做

新聞直播或拍攝，以及後製更有素質的新聞影片。 

 

         對於工作模式的大幅度改變，本研究的受訪者甘願給予報社高度的配合，

主要是源自報社的「趕工遊戲」獎勵制度，表現良好的記者於年終績效考核可

獲優等，致使他們更積極的表現以追求被認同的優越感，加上受到報社長期以

來的規訓，因此，他們對於自身利益的追求意願並不大。 

 

再者，華文報受到網絡媒體的威脅，發行量及廣告收益驟減，目前積極進

行數位轉型，記者人心惶惶恐被淘汰，縱使工作量大增且沒有合理補助，也噤

若寒蟬，目前趨勢以文字記者可完成的工作量較多，且報社逐漸縮減人力，受

訪的攝影記者承認必須自我提升，否則容易被報社所淘汰；2021 年 4 月轉戰網

絡媒體的華文報《東方日報》在轉型之際，也資遣不少攝影記者、體育記者、

印刷廠工人等。  

 

肆、疫情爆發下記者工作環境的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馬來西亞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及落實社交距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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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媒體要採訪的新聞發佈會、活動等採訪項目多被取消，改為發佈文告或舉行

線上記者會，大大改變了記者的工作模式。 

 

疫情期間，新聞關係人多透過 WhatsApp 和媒體溝通及發佈消息，增加記

者對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率及依賴，不敢怠慢手機訊息及來電。同樣的，官方發

佈新聞的模式也有所改變，除了以發佈文告的方式傳達資訊，也有的是透過線

上視訊會議軟體來進行記者會，或是直播新聞發佈會，不像從前般面對面的記

者發佈會。 

 

本研究受訪者在談及採訪線上記者會的經驗時，雖然是認同線上記者會免

去通勤的麻煩，但是卻也帶來其他困惱，包括無法在記者會後和同業交流採訪

心得、無法近距離觀察新聞發佈會的情況等，使得採訪素質下降；另一點是無

法確認線上視訊記者會的參與人，恐有政治部或其他監控單位的人士混在其中 

。 

 

當中最令人感到爭議的是 Clubhouse，它原先只限定 iPhone 蘋果系列的手

機用戶可使用，後期才逐步開放安卓用戶，不過其隱秘性更高，需要邀請碼及

密碼，主持人也可控制參與者。在內容傳播方面，儘管有隱私條例規定不可外

洩或轉載內容，不過如果主持人有意願透過媒體公佈內容，記者仍可使用取巧

的方式來陳述有關內容。本研究受訪者惟恐類似的新聞發佈方式，會讓競爭對

手捷足先登獨家報導。 

 

         疫情也改變了記者的工作模式，報社罕有的實施分流上班，分別是在報社

值班候命或居家辦公，負責的工作包括採訪線上記者會、跟進新聞、翻譯新聞 

、網絡搜尋新聞素材等。只要記者完成手頭上得工作，主管就會繼續交辦其他

任務，記者難有喘息的機會，同時也加強了手機追查居家辦公的記者的行蹤及

動態。 

 

         另一個疫情帶來的影響是記者的收入減少，因採訪項目大量減少，記者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114 
 

 

相關津貼如車馬費及加班費都大大減少，有些報社甚至限制地方分社記者，即

使有加班也不能申請加班費付給，僅能扣除上班時數作為替換。 

 

伍、記者的抵抗與服從 

 
         對馬來西亞華文報來說，報社進行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是勢在必行的，而

智慧型手機是數位時代下的產物，作為通訊工具之餘，也順勢成為記者產製數

位內容的工具，並且理所當然的成為記者應具備的謀生工具。 

       

          90 年代初期，昂貴的「大哥大手機」面世時，使用率並不普及，大部分記

者仍使用呼叫器作為通訊工具，報社購入為數不多的「大哥大手機」供社會新

聞記者或地方分社記者使用。當手機科技愈來愈發達且價格相宜，報社反而不

再供應手機予記者，也不強迫記者購入手機，倒是記者基於個人需求、自覺手

機可為工作帶來方便，以及同業也逐漸購入手機後， 自發性的購買手機。同樣

的，在筆電還未普及化且價格昂貴時期，報社提供筆電予外勤記者，另外也提

供津貼予記者購買筆電。 

   

          如今智慧型手機普及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必備品，馬來西亞華文報徵

聘記者未註明應徵者必須自備智慧型手機，似乎 已假定應徵者擁有智慧型手機 

，而且記者站在新聞前線更是不能沒有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自不同的華文報，他們多數都是自費購入智慧型手機來

執行工作，用作通訊工具、網絡搜尋新聞素材及產製各類新聞內容。他們長時

間操作及消耗手機的性能，即便報社每個月提供手機津貼，不過一般上也無法

全額支付每個月的流量及基本通話費，另外還要面對手機長期操作易損耗的未

風險。 

 

另一方面，報社數位轉型及智慧型手機的多功能也為記者帶來更多的勞動 

，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變成多功能記者，除了應付一般的採訪工作，還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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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影片、直播、剪輯影片等；這意味著智慧型手機的功能越多，記者的勞

動也越多，工作變得碎片化及繁複，且步伐緊湊以至無法兼顧新聞品質。 

 

在新科技引入編輯室的過程中，記者原有的專業及技能遭遇了「執行」與

「構思」的分離，以致原有的勞動技能被降級、原本不可替代的技能被去除，

勞動條件與工作負擔也逐步惡化（劉昌德，2020）。當記者必須學習及掌握愈

來愈多各種新型態媒材，工作面對愈來愈大的時間壓力以及資源被壓縮時，也

逐漸抹除及淡化過去傳統新聞工作的核心技術，包括需要資歷與經驗的背景脈

絡知識與查證技巧能力等，而導致新聞勞動去技術化或兩級化（Rottwilm，

2014；引述自劉昌德，2020）。 

 

報社進行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是勢在必行的，而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夠滿足

現階段的轉型需求，本研究的受訪者基於記者專業、責任及使命感，甘願接受

報社的工作安排及指令，呈現屈服的狀態；其他客觀因素源於各大新媒體崛起

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對華文報市場帶來巨大衝擊，加上馬來西亞主要的四家

華文報《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商報》及《光明日報》屬同一媒體

集團，記者要跳槽換東家亦不容易，難於求變，有苦難言。 

 

          以台灣《蘋果日報》為例，它在過去十多年來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轉而

發展新聞網站、臉書粉絲專業及 Line，成功開拓新的市場，然而記者必須利用

更多時間來製作新聞，甚至在忙碌的趕工過程中無法履行新聞求證，這不禁讓

他們質疑自己是否可被稱為「記者」。因此，報社在數位轉型中進行的新聞產

製管控及重塑新聞產製的過程，對記者帶來甚大的工作影響及去技能化，此現

象應當受到重視（Liu, Chang-de,2015）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亦有得益，他們在這波數位轉型

及媒體聚合潮流中，循序漸進的接受不同於過往的技能訓練，掌握新的工作技

能，同時也見證及參與華文報的重大改變及躍進。不過，就馬來西亞報社及資

方的角度來看， 報社主管利用智慧型手機管控記者變得更加容易及便捷，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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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訊息給記者交辦工作，馬來西亞人常用的 WhatsApp 的「已讀」、「已發

送」等功能就達到監督功效。 

 

儘管本研究受訪者均認為，主管甚少在記者下班或休假時交辦工作，不過

報社主管日常要求及鼓勵記者建立人脈及鞏固聯絡網，使到記者即使已下班或

休假仍無時無刻會收到新聞關係人的訊息。記者深知擴展人脈是一項「長期投

資」，再無奈也得接受。同樣的，主管要求記者追蹤新聞人物的社群媒體帳號 

，間接讓記者將工作帶入日常生活中，下班或休假瀏覽社群媒體時視線也脫離

不了與工作相關的資訊。 

 

目前馬來報及英文報也都積極進行數位轉型及媒體聚合，加上其他新媒體 

，華文報的競爭對象就不再只是華文報，而是擴大至所有在線媒體，這也間接

加深了華文報主管對記者的監督及趕工，只要其他媒體有特別報導或獨家新聞 

，就會要求自家記者跟上有關新聞，而這些監督及交辦工作過程是透過智慧型

手機彈指間就能控制的。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受訪者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的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筆者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無法親自回到馬來西亞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訪談，訪談效果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響，電訪無法觀察受訪者的表情變化和肢體表現。 

 

由於部分題目涉及記者的職業道德，受訪者恐擔心有損專業形象或得罪同

業、報社，因此在作答時可能會有所保留或避重就輕，甚至是避而不答。 

 

另一方面，個別報社的員工管束及限制也有一定影響，例如筆者規劃的受

訪者名單中，有者因報社的員工合約約束，婉拒接受採訪，也有的是自我審查

恐會得罪報社而拒絕受訪。再者，相關人士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及參考價值不

甚理解，因而無法產生認同及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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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題目探討智慧型手機對華文報文字記者及攝影記者帶來的工作影響 

，受訪的資深記者有實戰經驗，可以提出更多具體的親身經歷，以及比較過往

與現在的狀況，而年輕記者因年資較淺，所提出的論點較少。 

 

記者的工作模式及意識形態或多或少受到各自報社的影響，而本研究的 12

名受訪者分別來自《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商報》及《東方日

報》，另有兩人為前記者，當中缺了來自《光明日報》及《光華日報》的受訪

者，無法呈現更多角度的論點；《光明日報》因媒體集團進行數位轉型而進行

人事調動及新聞內容共享，原《光明日報》的大部分記者已被調往《星洲日

報》。 

 

再者，受訪者的同質性較高，例如採訪路線相近、媒體單位相同，因而無

法探究其他媒體單位或不同路線記者的勞動狀況。本文建議日後相關之研究，

設定受訪者來自不同路線及媒體單位，且受訪人數一致，可以取得更佳的訪談

回饋，同時增加報社主管、編輯人員及職工會代表方面的訪問，以增加更多的

參考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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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amnesty.org/region-country/asia-and-the-pacific/malaysia/with-censorship-on-the-rise-in-malaysia-amnesty-launches-unsilenced-campaign/
https://zh.amnesty.org/region-country/asia-and-the-pacific/malaysia/with-censorship-on-the-rise-in-malaysia-amnesty-launches-unsilenced-campaign/
https://tw.appledaily.com/gadget/20151223/N577YBB5CMTWA6CVUAHA3H5SLM/
https://tw.appledaily.com/gadget/20151223/N577YBB5CMTWA6CVUAHA3H5SLM/
https://www.astroawani.com/berita-malaysia/pinda-akta-hasutan-beri-ruang-luahan-pendapat-membina-195936
https://www.astroawani.com/berita-malaysia/pinda-akta-hasutan-beri-ruang-luahan-pendapat-membina-19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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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訪談大綱 

資深文字記者訪談大綱 

 

1. 請您說明個人求學背景及業界資歷。 

 

2. 請您說明目前職責及工作內容。 

 

3. 請您說明任記者以來使用手機的經驗。 

 

4. 有關智慧型手機對採訪工作的影響。 

4.1  資料蒐集 

4.1.1  使用智慧型手機追蹤與新聞相關的社群媒體帳號的情況。 

4.1.2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你如何蒐集新聞資料？ 

4.1.3  使用智慧型手機蒐集新聞資料和素材，對採訪工作帶來甚麼樣改變？  

 

4.2 聯繫 

4.2.1  比起過往的手機，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如何改變你和主管的聯繫？ 

（變得更方便或是更煩擾，隨時且更容易被找到？） 

4.2.2  在和線人聯絡方面，起了甚麼樣的變化？ 

4.2.3  政府官員如今經常透過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發佈公告，有別於過往

記者必須親身追訪到官員本人，這樣的演變帶來了甚麼影響？ 

 

4.3 採訪報導 

4.3.1  智慧型手機幫助你做甚麼採訪上的工作？ 

4.3.2  在採訪工作上，最常使用智慧手機來做甚麼？ 

4.3.3  智慧型手機讓你變得多工，還是減輕了你的工作負擔？ 

4.3.4  有了網際網絡的便利，與同行共享新聞內容及資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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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政治控制 

5.1  政府 

5.1.1  使用智慧型手機做新聞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以免引起政府或官方單 

位的注意？例如直播、即時新聞。 

 

5.2 報社 

5.2.1  主管如何使用智慧手機的功能來追蹤你的行蹤和工作進度？ 

5.2.2  在同事或團隊的群組聊天室被追問工作進度或漏新聞時被問責？ 

5.2.3  休假或下班後，主管透過 WhatsApp 訊息或來電問責的比例高嗎？ 

   

5.3  記者的自我審查及監督 

5.3.1  經常不自覺的查看手機有沒有主管、線人的新訊息？ 

5.3.2  經常查看競爭對手、同行的新聞，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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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淺文字記者訪談大綱 

 

1.請您說明個人求學背景及業界資歷。 

 

2.請您說明目前職責及工作內容。 

 

3.請您說明任記者以來使用手機的經驗。 

 

4.有關智慧型手機對採訪工作的影響。 

4.1 資料蒐集 

4.1.1  使用智慧型手機追蹤與新聞相關的社群媒體帳號的情況。 

4.1.2 你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蒐集新聞資料？ 

4.1.3 使用智慧型手機蒐集新聞資料和素材，對採訪工作帶來甚麼樣改變？  

 

4.2 聯繫 

4.2.1  主管更容易聯繫到你追問工作進度或問責，對你而言這使工作變得更方

便或是更煩擾？ 

4.2.2   在和線人聯絡方面，透過 WhatsApp 之類的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資料，快

捷又方便，但是當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哪些？  

4.2.3   政府官員如今經常透過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發佈公告，如何限制

了你的採訪工作？  

 

4.3 採訪報導 

4.3.1  智慧型手機幫助你做甚麼採訪上的工作？ 

4.3.2  在採訪工作上，最常使用智慧手機來做甚麼？ 

4.3.3  智慧型手機讓你變得多工，還是減輕了你的工作負擔？ 

4.3.4 有了網際網絡的便利，與同行共享新聞內容及資源的可能性？ 

 

5 有關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政治控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61

 

 

129 
 

 

5.1  政府 

5.1.1  使用智慧型手機做新聞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以免引起政府或官方單位

的注意？例如直播、即時新聞。 

 

5.2 報社 

5.2.1  主管如何使用智慧手機的功能來追蹤你的行蹤和工作進度？ 

5.2.2  在同事或團隊的群組聊天室被追問工作進度或漏新聞時被問責？ 

5.2.3  休假或下班後，主管透過 WhatsApp 訊息或來電問責的比例高嗎？ 

   

5.3  記者的自我審查及監督 

5.3.1  經常不自覺的查看手機有沒有主管、線人的新訊息？ 

5.3.2  經常查看競爭對手、同行的新聞，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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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攝影記者訪談大綱 

 

1. 請您說明個人求學背景及業界資歷。 

 

2. 請您說明目前職責及工作內容。 

 

3. 請您說明任攝影記者以來使用手機的經驗。 

 

4. 有關智慧型手機對採訪工作的影響。 

4.1 資料蒐集 

4.1.1  使用智慧型手機查看新聞照片情況。 

4.1.2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你如何查找新聞照片？ 

4.1.3  使用智慧型手機蒐集新聞照片和素材，對採訪工作帶來甚麼樣改變？  

 

4.2 聯繫 

4.2.1  比起過往的手機，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如何改變你和主管的聯繫？ 

（變得更方便或是更煩擾，隨時且更容易被找到？） 

     4.2.2  在過往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智慧型手機讓你和同行的聯絡產生了 

甚麼變化？ 

 

4.3 採訪報導 

4.3.1 智慧型手機幫助你做甚麼採訪上的工作？ 

4.3.2 在採訪工作上，最常使用智慧手機來做甚麼？ 

4.3.3  智慧型手機讓你變得多工，還是減輕了你的工作負擔？ 

4.3.4 有了網際網絡的便利，與同行共享新聞照片及資源的可能性？ 

4.3.5 智慧型手機的相素越來越好，報社使用智慧型手機拍的照片作為新聞

照，這對攝影專業帶來的影響？ 

4.3.6 除了拍攝照片，你還兼顧甚麼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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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政治控制 

5.1  政府 

5.1.1  使用智慧型手機做新聞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以免引起政府或官方單

位的注意？例如直播、即時新聞。 

 

5.2 報社 

5.2.1  主管如何使用智慧手機的功能來追蹤你的行蹤和工作進度？ 

5.2.2  在同事或團隊的群組聊天室被追問工作進度或漏照片時被問責？ 

5.2.3 休假或下班後，主管透過 WhatsApp 訊息或來電問責的比例高嗎？ 

 

5.3 記者的自我審查及監督 

5.3.1 經常不自覺的查看手機有沒有主管、線人的新訊息？ 

5.3.2  經常查看競爭對手、同行的新聞照片，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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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淺攝影記者訪談大綱 

 

1. 請您說明個人求學背景及業界資歷。 

 

2. 請您說明目前職責及工作內容。 

 

3. 請您說明任攝影記者以來使用手機的經驗。 

 

4. 有關智慧型手機對採訪工作的影響。 

4.1 資料蒐集 

4.1.1  使用智慧型手機查看新聞照片情況。 

4.1.2  使用智慧型手機蒐集新聞照片和素材，對採訪工作帶來甚麼樣改變？  

 

4.2 聯繫 

4.2.1  主管更容易聯繫到你追問工作進度或問責，對你而言這使工作變得更

方便或是更煩擾？ 

 

4.3 採訪報導 

4.3.1  智慧型手機幫助你做甚麼採訪上的工作？ 

4.3.2   在採訪工作上，最常使用智慧手機來做甚麼？ 

4.3.3 智慧型手機讓你變得多工，還是減輕了你的工作負擔？ 

4.3.4 有了網際網絡的便利，與同行共享新聞照片及資源的可能性？ 

4.3.5 智慧型手機的相素越來越好，報社使用智慧型手機拍的照片作為新聞

照，這對攝影專業帶來的影響？ 

4.3.6 除了拍攝照片，你還兼顧甚麼其他工作？ 

 

5 有關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政治控制 

5.1  政府 

5.1.1  使用智慧型手機做新聞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以免引起政府或官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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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注意？例如直播、即時新聞。 

 

5.2 報社 

5.2.1  主管如何使用智慧手機的功能來追蹤你的行蹤和工作進度？ 

5.2.2 在同事或團隊的群組聊天室被追問工作進度或漏照片時被問責？ 

5.2.3 休假或下班後，主管透過 WhatsApp 訊息或來電問責的比例高嗎？ 

 

5.3 記者的自我審查及監督 

5.3.1 經常不自覺的查看手機有沒有主管、線人的新訊息？ 

5.3.2  經常查看競爭對手、同行的新聞照片，來進行比較？ 

 

 

 


